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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致政策制定者

两年前，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

下简称《2030年议程》），该议程的目的，是到2030年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

议程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互联性和整合性的重要性。想要事半功倍地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那就要认清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子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效应与

权衡关系。这个认识能加强资源的配置，能避免在某领域为了加快进展，对其他领域

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应有的副作用，通过确保在诸多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取得更为一致的

行动，从而使发展轨道更加稳健。

众所周知，要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层面至关重要。在国家层面，了解如何采用机

制框架来制定整合后的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存在的内部联系，这

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这个认识对国家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也具有重要影响。从广

义上说，促进整合，也就是意味着要设法促进那些处理密切关联问题的各级机构之间

的合作，从而找到促进合作与共同应对的道路。这需要确定合适的制度措施，确定公

共行政的合适做法及其机制、能力、预算安排和资源，还包括非国家利益相关方的不

同形式的参与。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旨在敦促各国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整

合工作，同时指出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报告从制度视角出发，以

实例为基础，阐明如何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不同的关联性。报告借此试图指出

整合的界定和测定

从广义上讲，政策整合是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交叉问题，这些

问题超越了固有政策领域的框架，并且无法与各个具体机构的职责一一对应”。

“整合”一词在文献中至少有三种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理解方法，就是把“整合”视作一个变量或维度，因为很多政策在某些特定领

域问题内的整合程度（或一致程度）有高有低。在这个含义中，整合是一个变

化过程，从不一致到完全一致。第二种，整合也可以说是各种政策的思想达到

了较高或最高的一致统一。第三种，整合还可以指达到高度一致性的政策理想。

在文献中经常使用各种关联的概念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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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需要密切合作的领域，推介达到目的的工具，阐明它们对公共机构和公共服

务产生的广泛影响。本报告意在帮助国家决策者以整合方式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尤其适合负责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机构的决策者，以及计划、金融、部委和地方政府

的决策者。

在本报告中，“整合”一词是广义概念。整合性决策指下列政策过程 ：（1） 系统

地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各问题之间重要的关联性，并在政策设计中考虑这种关联； 

（2） 各领域实施的尺度相互一致（特别是从地方到全国）；（3） 与设计、实施、监

测和评估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 ；（4） 为所有相关层面的落实措施提供充足的 

资源。

为了从制度机构的视角来分析整合工作，本报告考虑了整合的三个标准维度 ：横

向整合，即跨部门整合 ；纵向整合，即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动如何协调，以产生

一致的结果 ；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三个整合层面涵盖了文献提出

的所有相关范畴，如参与、合作和一致，以及两种常用的概念 ：整体性政府方式和整

图E.1

政策整合的程度及相关概念

资料来源 ：Stead和Meijers（见尾注29）。

整合层面

统一决策

协调

（联合管理）

合作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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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社会方式。

可持续发展、整合办法和机制：我们知道些什么？

人们早就看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互依存也许是可持续发

展概念的最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虽然考虑各门类之间的多重联系会使决策受到限

制，但整合决策能广泛地界定问题，问题界定清楚就能扩大政策空间，能产生具有社

会优势的方案，而仅仅着眼于具体部门的政策是无法发现这类方案的。整合还有其他

好处，如能形成各部门、各行为者的共同愿景。

因此，整合性决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缺乏政策一致性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

的。不过，在实践中养成整合习惯的确比较困难。许多人认为，导致现有缺点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无法在现有机构的工作中使可持续发展原则主流化，也不能使机构之间

的协调达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程度。

文献记载的众多挑战中，过去整合时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可持续发展缺乏作为范

式的政治合法性。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方式及资源丰富的部门之间的竞

争，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制度方面，采用可持续发展，但又不放弃其他范

式，往往产生了互不相干的制度，这些平行的制度与旧式的、着眼于业务的更强大的

制度共同存在着。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自地球峰会以来的 25 年的工作，提供了机构设置和

公共行政方面的旨在促进整合和统一的丰富经验。例如，“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NSDS）、“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NSDC）和“地方 21 世纪议程”，是 1992

年“21 世纪议程”提出的促进整合的工具。在部门层面，许多部门的整合尝试也

产生了整合性概念和制度实验，利用这些经验有利于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报告打算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2030年议程》和整合前景

我们有理由认为，落实《2030 年议程》会明显改变整合的前景，包括国家层

面上的整合。简言之，《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了可持续发展在国

际政策议程上的地位，增强了整合视角和方法的合法性和针对性。此外，《2030

年议程》的重点明确指向机制，为各国政府找到能有效支持整合方式的机制模式

和公共行政方法提供了动力。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关联进行科学的理解，并

开发出支持公共机构实现整合的分析方法、工具和信息系统，会进一步加强这种

合法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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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

本报告围绕三个大问题展开。第一，从机构角度看，在国家层面政策周期的不

同阶段，政策整合有哪些挑战与机遇？第二，能孕育整合方式来推进《2030年议程》

的机构和行政措施有哪些范例？第三，在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以及在与之有

紧密关联的其他可持续发展领域（即相关连结领域）之中，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

为了实行那些整合办法所要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2030年议程》的通过可颠覆整合现状的五大原因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的研究方法

1.  随着《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及其整合观点成为发展的主流方式，它增

强了整合方法的政治目的。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普遍性，发达国家也包

含在内。

2.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道路，清楚地表明目标与具体目标

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3.  自1992年以来，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知识和证据取得

了巨大进展。

4.  与其他目标一样，机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事后想法

或“有利环境”的一部分。

5.  支持公共机构整合手段的方法论正在开发，包括分析方法、工具和信息 

系统。

本报告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包括地方层面和地方层面。报告选择的是通

用方法，可用于任何问题或部门。方法包括确定受关注问题与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重要互联，评估不同国家的国家级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是如何处理

这些互联的。为了以统一方式分析机构框架和管理实践，本报告及其所有章节

都使用以上述三个维度（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为基础的分析系统。本

资料来源 ：作者提炼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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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有意采用实证方式，而不是想构建或测试政策整合的理论。本报告的目的

是列出国家层面旨在整合的机构和行政安排的各种实例，并归纳出这些机构的

重要特征。

正如讨论政策整合的文献中常见的，本报告描述了两个层面机构整合尝试的案

例。第一层面是系统层面，即“全议程”层面。它指的是为落实“议程”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而进行的制度的和公共行政的安排。这类高层次的安排，是各国在审视《2030

年议程》及其后继工作的背景下，在联合国正式递交的文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第二

层面涉及特定部门、特定议题和特定领域的整合措施。该层次包括了那些本身就“具

备”属于其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健康目标和教育目标 ；还有一些层次低于大目

标的子目标，如淡水管理等（这些子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六大目标中的具体几

个指标里有详尽阐述）；以及其他一些存在交叉问题的目标，比如移民问题和青年问

题。在许多部门和领域之中，上述各个层级的整合措施已经在许多部门和领域中被试

验，并被纳入地方法律。这些立法甚至常常升级为国家法律或国际法律。

本报告第1章介绍了整合情况和方法论框架。接下来的三章每章主要阐述整合分

析的一个方面 ：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报告的第二部分把这个框架用于与落实

《2030年议程》有关的三个当前挑战 ：国际移民的整合方式，保健的整合方式，后冲

突环境中和平、安全和发展的整合。最后一章总结了报告中涉及决策的经验教训。图

E.2揭示了本报告的结构。

图E.2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结构

资料来源 ：作者提炼总结。

第1章

整合理由

第2章

横向整合

整合方面

主题例子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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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保健的整合性方式

第7章

后冲突环境中的整合

第3章

纵向整合

第4章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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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横向整合

第2章探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横向整合。有效的跨部门横向整合，对解决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关联性至关重要，包括解决不同目标之间的协同和权衡问题。但

人们充分认识到，克服部门边界来实现横向整合，仍然是个难题。不过，各国政府有

很多机会来促进结构和过程的整合，本报告将介绍一些横向整合的机会。

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政策，并出台了制度框架。有些

国家对现有机制赋予了新的任务，有的建立新的协调机构和机制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目

标（如高级别的委员会）。目前正在做出安排来确保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持续性

领导，领导可以来自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可以来自职能部委。

在涵盖60个国家的样本中，27个国家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了新结构（包

括17个新的跨部门实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由27个国家的首脑来主持、协调或

领导。通常认为最高层来领导有助于成功实施国家政策，有许多国家表达了对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这一章考察的60个国家中，有32个国家为跨部门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了制度安排。这表明，各国有兴趣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合性问题，

并决定把政府各部门聚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周围。

单一的体制创新方式，不太可能脱离国家环境来独立促进整合。调整可持续发

展目标，使之适应国家环境，同时确保政府内外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一项很仔细

的政治任务。影响机构安排选择的因素，除了加强跨部门整合和提高效率的明确要求

外，还包括该国的权力和资源的动态平衡，以及占主导的政治和制度体系。

除了机构安排之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其他工具来加强整合。本报告探讨了五种工

具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预算程序、公共机构内部激励机制、监测和评价框架以及

监督机构的作用。

国家的战略和计划提出了长期愿景，是整合方式的通用参照。这个通用参照能够

使各部门对政府广泛的政策目标形成共同理解。能够使政府各部门看到不同的干预措

施是如何共同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多国家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同国家发展

战略进行配合拟定，其中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明确地把发展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结合了起来。塞拉利昂的“2013—2018年繁荣议程”的整合战略，详细地

揭示了这种做法。这个做法需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的和整合性。

预算过程可以帮助落实项目和活动层面的国家战略，而跨部门优先的预算分配，

可以促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可利用预算来跟踪特定目标，发现调整的机

会，鼓励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与之整合。墨西哥和挪威的案例显示了

利用预算过程推进跨部门整合、推进《2030年议程》的过程。

落实国家战略和计划、在日常实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公共服务部门。因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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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必须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解力、动力和授权。根据本报告的调研，尽管

公共行政部门是部委间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但很少国家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系统动

员国家公务员。就是说，有一些做法可以为加强整合提供激励，比如以横向措施为基

础来发放绩效工资，比如规定让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跨部门流动。

定期监测、评估和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有助于及早调整，防止偏离轨

道。这是整合的关键，必须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的一部分。监测和评估不应

被视为写报告时的官样文章，而应视为有利于在过程中调整战略的主动管理工具。监

测和评价框架往往针对具体的政策措施（例如，特定部门的单一政策或方案），这是

图E.3

协调与领导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国家机构安排

类型1
国家和政府首脑领导
的部委内部的实体

现有安排
（全部国家 ：33）

新建安排
（全部国家 ：27）

澳大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日本，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

尼泊尔，巴基斯坦，

菲律宾（17）

博茨瓦纳，智利，

中国，埃及，加纳，

萨摩亚，斯洛文尼亚

（7）

牙买加

（1）

贝宁，斯里

兰卡（2）

不丹
爱沙尼亚

德国
委内瑞拉

（4）

比利时，丹麦，

葡萄牙，土耳其

（4）

匈牙利，摩尔多瓦，

斯洛伐克，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5）

伯利兹，柬埔寨，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法国，

毛里求斯，荷兰，挪威，

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韩国，

圣卢西亚，塞拉利昂，

新加坡，瑞典，塔吉克斯坦，

英国，乌干达，越南（20）

类型2
部委领导的部委

内部实体

类型3
国家或政府
办事处首脑

类型4
特定部委



摘要——致政策制定者      xiii

个挑战，因为评估相关目标的总体进展才是重要的。

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在促进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议会通过其监督和预算职

能，有助于保证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整合的支持。最高审计机构能在审查政策的

跨部门总体影响上发挥重要作用，能监督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工作（包括整

合工作）上是否成功。

这一章虽然着重讨论政府程序和结构中横向整合的机会，但发展伙伴的行动，无

论是双边还是多边，都会促进或阻碍政府采用整合方法的行为。合作伙伴之间议程不

同、缺乏协调和整合政策的方式，包括伙伴之间、伙伴与国家之间缺乏信息交流，都

可能严重阻碍甚至抵消国家的有效横向整合。正如第7章所强调的，在后冲突情况

下，这个问题往往特别严重，因为外部伙伴通常提供政府预算的主要部分，并能对政

策选择施加有力影响。如本报告所示，不同环境的国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因

此，需要对发展合作进行审查，以了解其对横向整合的影响。

各国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可以积极利用各种手段来加强横向整合。例如，修改过

的整合性预算流程，对公共服务部门整合工作的激励措施，加强公共机构跟踪、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能力，这些做法都能增强具体机构的能力，使它们面对其

他部门挑战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推进横向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适当的战略、体制安排、程序和有利的文化，

也需要理解和集体承诺。政府应该很清楚，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任务和总体

使命，各部委、各办事处和个人必须相互依赖才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不是实现一揽子单个目标，而是政府内部协作和共同努力的演练，要达到前所

未有的水平。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纵向整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协调各级政府的行动。地方层面采取行动，对大多数目

标的落实至关重要。纵向整合的目的是通过相互加强、相互支持的行动，在各级政府

间创造协同效应，加强统一。第3章分析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规划、实施和后继复

审中确保有效纵向整合的工作。该章探讨了各国在政策周期不同阶段采取的促进纵向

整合的方法和工具，着重指出各国在落实《2030年议程》上所采取的一些创新方案

和实践。

纵向整合有许多潜在好处，但也需要成本，还会带来诸多挑战。收益是否大于成

本，取决于环境。在实践中，纵向整合搞到什么程度，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情况，

还取决于整合政策。用纵向整合方式达成的目标，及其可能产生的成本（金融、经济

和财政成本），应该在采用纵向整合之前就考虑清楚。系统评估和外部审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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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可提供纵向整合所涉及的成本信息。

国家的结构（联邦制或统一制），政府间的多级治理体系的实际职能，以及各级

政府的能力机制，都能影响各级政府之间的协作。涉及国家背景的分权改革、政治经

济考量和组织因素，能为纵向整合创造特殊的机会和障碍。

国家和地方政府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措施，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促进纵向整

合。不过，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进行的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达到完全有效

结果的例子却非常少。本报告认为，尽管各国认识到各级政府的作用，但不一定能产

生多级空间来进行对话和联合行动。

在政策周期的初始阶段，领导纵向整合可有多种形式，如国家政府认识到地方政

府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并开始接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承诺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行动 ；各级政府为此展开联合行动和签署协议等，像阿根廷做的那样。在

某些场合，国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机制，已经介入地方政府，但迄今为止，

关于介入的性质及其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尚未出现一种通用模式。

一些国家利用法律和监管方式，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定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议程。

印度尼西亚起草了一份总统条例，确保省政府在省一级领导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作用，并监督地区的落实工作。英国的威尔士颁布了《后代福祉法案》，明确规定可

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法律效率。

在规划阶段的纵向整合也很普及。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一直在调整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战略和计划，有时通过法律授权。有些国家政府发布推动这些工作的指导

方针或范本。有些国家出台了真正的多级的规划结构（也叫规划机制），便于各级政

府进行合作。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工作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它得到国际

组织的支持，如联合国人类住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地方和地区政府全球

特别工作组”，以及“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实施阶段的纵向整合，正在进行的国家不多。但有些国家已经

开始使国家和地方预算与目标的实施保持一致。保持一致的推动力有的来自国家，有

的来自地方。哥伦比亚是保持一致的最佳案例，在那里多级程序使预算资源能部署在

各个地区，还确定了共同的报告格式。

在监测、评估、跟踪和后继审查层面上的纵向整合并不普遍，不过有些地区出

现了创新的例子。在有些国家，国家认可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支持地方的发

展。有些国家通过中央政府的工作，通过建立地方监测机构，或通过多级联合结构和

机制，确保地方层面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这种联合机制在欧洲和拉丁美

洲的一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发现。

政府监督和问责机制，也可在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中发挥作用。在

许多国家，最高审计机构已经着手审计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准备度。通常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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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促进纵向整合的机制是否到位，例如各级政府共享信息的机制。最高审计机构在拉

丁美洲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它们对各级政府进行经过协调的审计，并分享和协调审计

方法和工具。

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正在领导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创新。地方政府的网络和协会

在推动这些工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举措面临的挑战超出了地方，因而把

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与各级政府有效联系了起来。加强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有

助于确立并维持这些联系。

在创新方面，例子有依赖法律法规工具的，有为整个政府确立多级协调的机制

的，有各级政府合作解决共同发现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障碍等。但这些创新结构

如何运作，在实践中能否维持合适的资源、能力和授权，尚有待观察。促进纵向整合

的不同机制是否有效，它们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何影响，尚需进一步调研。

在许多地方，需要不同级别的具体领域的管理部门进一步合作，如多利益相关方

参与，以便提高认识，消除障碍，加强机构协调机制，创造整合的能力。其他关键利

益相关方的主动参与，如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也有助于促进整合。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政策整合

《2030年议程》明确指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行动

和参与。在最广泛的层面，“人员”（People）和“伙伴关系”（Partnership）是引入

“议程”的“5个P要素”中的两个，强调了介入和参与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在“议

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进一步充实。第4章探讨了在系统层面和部门层面，采用

不同行为者介入的机制会如何影响整合结果的问题。

“议程”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提高人们的最基本的认识，需要在全体人员中加强

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权的教育。参与也是未来制定整合愿景和战略的关键措施，是对

长期转型的支持，是对共同理解复杂问题、设计出得益于广泛社会共识的整合性方案

的支持。这样做需要平衡在不同部门工作的不同行为者的观念，而这只能通过参与来

实现。参与也是鼓励不同利益相关方同政府一起致力于共同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机制。

此外，坚持《2030年议程》中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原则，也需要不同利益

相关方的充分参与，需要重点关注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

关于不同部门、不同决策层和不同参与群体的参与过程和机制方面，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这一章回顾了其中的一些经验。

推进政策整合需要改变程序，通过正式机制或非正式的接触和关系，来加强与非

国家行为者的互动，还需要有参与性的、多部门的、多级的解决问题机制。这需要广

泛的利益相关方来参与。非政府行为者本身就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民间社会和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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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经常站在推动变革、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倡议的前沿，始终在施压政府着手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能贡献出直接知识来指导服务与项目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服

务，它们能帮助政府确定适应具体情况的政策方案。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同行为者在与政府的互动中能带来一定的好

处和价值。本报告表明，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任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确定在

具体问题上哪些利益相关方会支持整合政策的第一步。该报告还提供了在进行整合不

同领域问题时如何选择利益相关方的指导原则和实例。

在系统的全议程层面，使用的参与机制存在很大的机构变数。机构的参与结构与

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有关，而且是在不同政府层面运作。有些结构是政府领导的，

有些是非国家行为者领导的。有些机构有决策权，有些机构则是咨询单位。方法是

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经验的基础上，例如，从“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经验得出。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发生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如提高对

《2030年议程》认识的阶段，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国家情况和优先化阶段，制订国家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计划的阶段，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阶段，以及监测和审查的 

阶段。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监测、审查和报告的工作做得不够，但越来越受重视。在联合

国高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论坛上，许多成员国认识到，让利益相关方参与筹备国

家自觉审查（VNRs）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方法各不相同。

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机构在具体部门或具体问题层面进行整合尝试。利益相关方参

与的程度，以及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结构和方法，各部门都不同，各国的同一部门

也不同。部门间和部门内参与的利益相关方类型也都不同。比如在海洋和森林管理部

门，就突出了促进利益相关方高度参与规划和决策过程的参与式方法。

联合国成员在实现《2030年议程》时，对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寄予了厚望。有些

国家已经提出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或为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伙伴关系制

定了框架。例如，荷兰有超过75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广泛联盟，被称为“荷兰全球

目标章程”。参与者有公司、银行和公民社会组织，它们都签署了章程，为实施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芬兰采取全社会方式来落实目标，鼓励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

方做出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公开承诺。在部门层面，过去几十年多利益相关方合作越来

越突出。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如何为政策整合做出贡献的证据很少，而且这个话题似乎

没有得到系统研究。具体例子表明，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可能与国家层面的整合和统一

存在冲突。

关于参与机制（非正式的和制度化的）的绩效，以及它们如何帮助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整合落实，目前还没有多少有条理的证据。然而，文献中指出的参与所面临的重

要挑战，也可能影响参与机制对整合的作用。例如，公共、民间社会、政府机构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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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门在权力、能力和资源上的差异，产生的结果可能会严重偏向某些利益相关方。

在确定参与机制的设计和让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对政策的最终影响上，政治

因素起关键作用。的确，参与是政府用来操控政治进程结果的一种战略政策工具。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重要的是要确保长期参与机制能够持续下去，超越自2015年

以来各国组织的一次性的特别磋商会议。如议会、经济和社会事务理事会和国家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等既有机构，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参与提供空间，则要根据各国的

情况。

尽管这方面信息匮乏，但很明显，“更多参与”不会自动导致更多整合，例如，

加强对部门机制的参与，可能会强化现有的独立小单位，巩固碎片化。同样，从成功

的整合依靠多种行为者均衡思考的程度上看，如果无法解决参与者之间权力和资源失

衡的参与过程，实际上会导致政策偏向于狭隘利益集团，对政治弱势的利益相关方和

部门有负面影响。整合工作要避免这种明显的结果。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一些例子显示了自下而上的参与方法的潜力，这些方法在各决

策层发挥作用，涉及协调行动的软形式，目的是解决具体的发展问题，或寻求广泛的

政策变革。这些例子说明，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的潜力是相辅相成的。

应对国际移民人口需求的整合方法：政策和体制

第5章讨论国家机构和行政当局如何使用整合方式进行决策和提供公共服务，以

满足移民和难民需要。联合国正在讨论制定《全球移民协议》，说明这个议题最近在

国际讨论中越来越重要。

可从多个视角来看移民问题。移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可归入六大范畴 ：安

全、人权、行业和包括就业在内的经济视角，以及环境视角。政治在裁定相冲突的诉

求和利益方面起重要作用，因此，政治能决定制定什么政策来满足移民的需要。

由于移民政策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的，而向移民提供服务基本在地方层面，因此跨

部门和跨各级行政层的整合，跟移民事务的关联尤为密切。移民的法律地位，严重影

响了他们的谋生能力和获得服务的能力，这个事实也促使采用整合方式，如移民入境

政策、边境管制和其他部门政策（如就业相关政策）之间要进行整合。

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要恰当处理这些联系，就需要有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方法。全

球决策者和政策界都很关注机构和公共管理模式、法律政策框架和行政措施的不同选

项，以便把国际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服务更好地联系起来。

本报告审查了代表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以29国为样本的国家机

构和移民政策，重点是移民的劳工、教育和保健政策。许多国家在宪法中写入了移民

或庇护问题。29个国家中，多数在其国家发展计划或可持续发展计划和战略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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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移民和难民。在2016年或2017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政治论坛上，提交了自愿

国别评估可持续发展问题进展报告的17个样本国家中，有14个国家在发言中提到了

移民或难民问题。这些情况表明，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移民和难民问题日益成为具有

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对处理移民问题的国家机构的分析显示有各种机构设置。多机构方式在巴西和菲

律宾很明显，而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不很明显，在那里负责移民的单个机构则有部委间

的咨询委员会参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埃及、希腊、摩洛哥和英国都有独立

的移民部门。其他国家在内政部、民政部、公安部或司法部内设有负责移民、难民的

独立单位。还有些国家很难看出主要负责移民、难民工作的是哪个机构。安全和边界

管理等部门参与制定移民政策，对全局工作十分重要。

数据是政策整合的一个关键的交叉点。数字化及其程序为政府间交换信息服务，

是提高效率的潜在领域，但需要在加强行政效率和保护移民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在这

方面，行政系统各部分与数据交换之间创建适当的“防火墙”，是这个领域重要的政

策选择。

移民和难民的就业往往是不确定的。各国给予定期和不定期移民、难民和寻求庇

护者的劳动权利各不相同。许多国家给予难民就业机会，但不允许寻求庇护者就业。

此外，虽然有提供就业的法律依据，但不能保证其实际执行。

移民和难民获得教育的机会往往有限。在本报告考察的29个国家中，只有少数

国家在入境时提供当地语言的教育。主流做法是难民有合法途径进入公共教育，而寻

求庇护者没有。不正规移民通常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除非是未成年人。

在许多国家，移民和难民的医疗保健也受到限制。主要做法是为成人和儿童提供

紧急救助，在某些国家儿童也可得益于初级保健。泰国是个例外，它为所有移民提供

全面医疗保健政策，包括难民和不正规移民。

许多国家在解决移民需求、建立良好环境使人口流动对移民和东道社区两方都有

利方面，地方政府始终处于创新前沿。本报告发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在把移

民问题、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

各国地方政府在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上，有很大的变数。权力下放能促进地方移民服务

的创新，可能是移民与发展自下而上整合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在许多国家，公民社会在国家的移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过方式和能力各

不相同。非政府行为者活跃在与移民和发展有关的许多领域，尽管其作用往往得益于

地方进一步整合。粗看之下，非政府行为者的参与在公开和透明的治理体系中似乎更

强，特别在与有效的权力分散和包容的地方治理相结合的时候。当国家的移民政策和

机构比较缺乏时，地方层面的参与度也会上升。需要对成功的参与方式的经验教训、

挑战和刺激因素进行更系统的调研。



摘要——致政策制定者      xix

移民和难民问题可能始终是决策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效的横向、纵向的政

策整合，与非政府行为者打交道，都与负责这些工作的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有关。归

根结底，各国的情况和意愿将决定移民事务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保健和福利的整合办法

第6章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透视，考察了保健的整合方式。该章探讨了保健与其

他政策领域的紧密联系，是如何转化为整合行动，从而改善保健效果、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保健不仅是《2030年议程》的一个专项目标，还被广泛视为其他目标落

实的先决条件、推动因素和衡量指标。而保健结果受到与保健之外的政策领域相一致

的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了关于保健和福利的广义概念，并了解

到当今的疾病负担，但认识到保健与其他部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呼吁采取整合

行动，并非才提出的事。调研表明，保健政策整合的许多尝试，仍停留在保健部门之

内。因此，在许多国家，采用整合方式达到协同增效、把权衡关系降到最小的潜力，

尚未被利用。

保健和与保健有关的发展的结果，受到许多决定因素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在过

去两个世纪里，在保健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原因是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而不是

医学的进步。保健的社会决定因素，说明了人们出生、成长、学习、工作、玩耍、祈

祷和年老时的条件是如何预防、减轻疾病的。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绘制保健的社会

决定因素图谱，说明有许多不同的政策领域能影响保健结果。

民营部门用来推销影响公众保健结果的战略和方法，也影响了保健结果——这

是所谓的保健的商业决定因素。它们包括如烟草产品和不健康的商品，还有行业流行

病、利润驱动型疾病，有害健康的企业行为，以及影响生活方式选择的手段（如向儿

童营销）等。

最后，政治经济和政府政策影响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保健结果。

过去几十年，多部门决定因素对保健的作用的政策证据，得到了很大加强。这些

决定因素无论是单独的还是整体的，被日益视为整合行动的根据，整合行动不仅要兑

现保健目标，还要实现其他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务，如教育、就业、环境、安

全、交通、城市规划、青年和社会保护政策。

全球政府已经出台机构的和行政的举措，旨在解决保健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的具体联系。各国政府每年提交给“联合国公共服务奖”的做法可使人对此略知

一二。2003—2017年，有57个获奖案例与保健有关。超过一半（三分之一）的案例

与其他部门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少有一点联系（两点联系）。这些举措往往与食品和营

养（目标2）、不平等（目标10）、教育（目标4）、性别平等（目标5）和城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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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4

达格伦和华特海德1991年制作的“保健的社会决定因
素”图谱，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叠加

资料来源 ：作者改编自达格伦和华特海德（1991）制作的图谱。

11）等目标有关。

保健的政策整合，有许多实用方法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把保健融入所有政

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这个方式，如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芬兰、伊

朗、马来西亚、新西兰、挪威、斯里兰卡、瑞典、泰国和英国。这些方法系统地考虑

了各部门决策的保健影响，寻求协同作用，目的是避免有害影响，实现共同目标。

实施整合的保健政策，需要得到机构设置的充分支持，机构设置要建立参与规则，

并为各部委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和战略开发奠定基础。在实践中，可用不同形式的机构安

排来支持公共行政部门间的保健方式，从非正式网络到正式网络，从跨部门的简单协调

机制，到解决根深蒂固社会问题的合作，从高级的部委间组织，到议会审议等。

由于基本是地方在提供保健服务，因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行为者之间的整合和

协调，是整合型保健政策成功的关键。城市地区和贫民窟的保健不平等，始终是令人

担忧的问题。城市穷人的保健服务不到位，在许多国家是个严重问题。第11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下的贫民窟整顿目标（目标11.1），可以直接加快消除保健领域的不平等

问题。

让人民和社区参与规划和实施有关他们自身保健和福利的政策，会导致合理的变

革，增加公众的信任。众所周知，地方当局和社区有解决保健的多部门决定因素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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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知识和机会。如果妇女、青年和老年人等边缘化群体被包括在内，社区参与保健

将更受益，因为社会排斥本身就是保健不平等的因素。真正地参与，对于确保政策符

合社区需要，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

这一章探讨了保健整合方式的4个推动力 ：融资，能力开发，数据、信息系统和

“科学与政策”的联结，以及技术和创新。创新筹资举措，如从不同的公共资金来源

确定联合预算，确立联合问责制，可以促进有效落实与保健有关的活动。跨部门资金

分配制度，有助于促进比如为调研和政策活动提供预算的政策整合，部署从酒和烟草

增税获得的公共资金，促进全民保健覆盖项目的整合政策。能力建设方案不仅需要在

保健人员中培育技能，还需要培养广泛的思路，保健职业人士要加强对各种可持续发

展目标领域的知识，以便支持整合的、多部门的方式。

有效的多部门保健信息系统可以支持决策和监测，支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集体

行动。系统需要得到合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支持。各种数据和分析工具可以促进整

合，如保健透视分析、预测机制、保健公平性影响评估、保健技术评估、保健分析和

学习分析，以及保健决策支持系统。

创新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可帮助解决一些难题，如资源有限情况下对保健全覆

盖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义的问题，如探索如何设计跨部门的政策来解决非传染性疾病的

病因等。有一个例子是“在家养老”举措，旨在通过数字保健措施，把对老人的护理

从昂贵的医疗机构转移到家庭和社区，通过传感器和技术把社会、交通政策与城市环

境结合起来。

跟其他部门相比，保健整合方法似乎更普及，而且发展得很好。事实证明，从各

种机构和行政方法的运行中吸取的经验，在与其他目标有密切联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领域是有用的。但保健整合的途径，虽然别无选择，但却很不容易。采用和落实整合

方法，事实上是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保健决定因素既复杂，又在变动着，有各种各

样的参与者。许多问题始终停留在如何最好地启动整合方法的问题上，比如，如何根

据具体国家背景来界定重点，以便最好地解决多部门问题 ；如何克服保健不公平方面

的惯性 ；如何持续促进政府的整体努力，来解决疾病的根源。

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系统性的证据可以证明最行之有效的决策过程和机制部署就

能够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的成功实施。比如，用于制定保健和城市化的整合

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有关政策试验的证据，组织恰当的政策调研。这将有助于为

保健问题的整合方式开发必要的指标和证据基础。

在冲突后环境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国家的挑战

第7章探讨了在冲突后环境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讨论了冲突后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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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整合方式的影响。

冲突及其造成的后果，使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比没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困难得多。

尤其是目标16中涉及和平包容性社会的每个任务，落实起来更为困难，因为公共机

构和公共行政在冲突中首当其冲。

图E.5

冲突后情况下的多重治理挑战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冲突能彻底瓦解在稳定环境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公民服务

等）。有时候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延伸不到整个国家。即使机构存在，但其职能会受到

人的能力和物质基础设施被破坏的影响。重要的是，在冲突后的国家中，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也需要因地制宜。教育、基础设施、保健、社会保障和基本服务等

领域，对解决不同群体的不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一般而言，冲突后国家需要同时解决三类问题 ：快速获得收益、恢复国家的基本

职能、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进展。这三类问题的轻重缓急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同时加以

考虑。而采用整合的战略和政策，要比在其他环境中更为复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各

领域进行优先排序和分配资源，会遇到其他两类重点项目的竞争。这个现象往往出现

在国家预算较少、财政空间较窄、财政基础较低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遭遇破

坏，公共行政的税收动员能力很低，债务加剧，这一切都限制了处理多个重点项目的

重建国家基本职能
法治与司法体系
保护人权和自由
行政决策和协调
国家收入和支出管理

（包括援助）政府雇佣与公共行政
安全功能
地方治理

促成快速收益
恢复物质和人的安全
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恢复基本服务
重振经济
重新整合前战斗人员

可持续发展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解决社会不平等、贫困
解决对某些群体的歧视
开拓经济和财政空间
保护环境
优化自然资源管理

解决冲突根源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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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腐败和非法的金融和资本流动，本身就可能进一步激发冲突，这更使资源有限

的情况雪上加霜。

专家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包容性是建设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如果说

排他性激起了冲突，那么不解决排他性问题，就会导致再次冲突。因此，包容既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与持久和平的目标，也是一种结果驱动型“战略”。国家接管了后冲突

发展道路，就必须是包容性的，必须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才能引发归属感和包容

感，不要在乎政治差异。此外，推动能力和合作的制度化，发现和解决不满情绪，这

有助于避免再次冲突。

采纳《2030年议程》，可促进在冲突后环境中使用整合方式。这是由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对冲突后干预的所有成分都很重要的领域，如人道主义

行动，国家基础能力重建，长期发展等。然而，制定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增效为基

础的整合政策，在冲突后背景下是件难事。有些国家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框架，

来调整长期发展战略和计划，并使之与预算程序等其他工具保持一致。在冲突国家，

如乍得、哥伦比亚、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和索马里等，已明确地把国家计划和战略

中的高端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能干、有效和包容的机构和公共行政，是解决短期和长期发展障碍的手段。它

们有助于塑造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统一的国家愿景，确保有效的公共服务，能看到比

“冲突后维和”更远的地方。建立机构或改革机构，可以影响现有的权力结构，这实

际上是个政治过程。精英阶层在维持经济和政治权力中有其既得利益——这可通过建

立联盟、获得重要的变革动因来加以抵消。过去的做法是，在解决其他的体制障碍之

前，都把重点工作放在机构能力上。现在不同，处在后冲突环境中的国家在解决其他

重要的恢复工作（包括反腐败）的同时，要解决效率和问责的问题。

冲突后国家的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必须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要承诺包容

性和《2030年议程》“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指令。公共行政是包容的重要手段和

渠道。公职人员必须欢迎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进行公共服务

的想法。他们必须认识到，向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是充满挑战的。

特别是在冲突后环境中，有效管理国家预算，对于确保政策执行、增加国家合理

性和责任心至关重要。外部行为者都有不同的议程，可能与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重点考虑不一致。由于外部行为者在后冲突环境中具有涉及全局的重要性，所以会常

给整合带来额外的挑战。统一的国家愿景、统一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

有助于使外部参与与国家重点一致起来。

在冲突后环境中采用横向整合策略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帝汶和尼泊尔，它们为实现整合性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了各部门之间

的协调。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一个高级的部际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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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专门成立“民族团结和解与和平

部”，以强调建设和平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总之，在后冲突环境中，确保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统一和整合，是比较

困难的，因为地方利益和权力集团可能会抵制中央权威。在国家与社区领导展开合作

的地方层面建立联盟，有助于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权力分

散——并不永远是纵向整合的解决方案，因为支持地方政府就会削弱中央政府，长期

下来可能会有负面结果。如果实行分权，就应该妥善管理（防止地方腐败势力抓权），

改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加强凝聚力。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契约或其

他责任框架，可以进一步整合国家和地方的行动。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成功治理后冲突环境的关键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社

会团体（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年）都能为反映人民意愿和需求的可持续的和平发

展，来创造共同的愿景。有效参与战略是确保男女权利、权力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措

施。经验表明，在后冲突环境中，青年可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拥护者，可作为

主动追求持久和平的变革的推动者。他们也有沟通各社区的巨大潜力。各级公共行政

在建立这类机构安排中具有重要作用。开发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能为非国家行为者的参与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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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CA（Affordable Care Act）平价医疗法案

ADEKA（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Kabylie）卡比利亚发展协会

AFELL（Association of Female Lawyers of Liberia）利比里亚女性律师协会

AIDS（Acquired immune de 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

ALACIP（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 Política）拉丁美洲政治学会

AMSED（Association of Migrations, Solidarity and Exchanges for Development） 移 民、

团结和交流促进发展协会

APHG（All-Party Parliamentary Health Group）全党议会卫生组织

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F（Asia-Europe Foundation）亚欧基金

ASviS（L’Alleanza Italiana per lo Sviluppo Sostenibile）意大利可持续发展联盟

AUE（Associations d’usagers de l’eau）水资源利用协会

CAR（Commissionerate for Afghan Refugees）阿富汗难民委员会

CDI（Centre for Development Innovation）发展创新中心

CDKN（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气候与发展知识网络

CHFSs（Councils of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卫生和食品安全理事会

CHPS（Community-based Health Planning and Services）基于社区的的健康规划与服务

CIFOR（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IMES（Country Integrate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国家统一监督与评估 

体系

CLAD（Centro Latinoamericano de Administración para el Desarrollo）拉丁美洲发展管

理中心

CLAIM（Centro Local de Apoio à Integração de Migrantes）地方移民支持中心

CLEW（Climate, land, energy and water）气候、土地、能源和水

CNAIM（Centro Nacional de Apoio à Integração de Migrantes）国家移民支持中心

CNM（Confederação Nacional de Municípios-Brazil）巴西全国市政联合会

CSO（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民间社会组织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

DAC（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发展援助委员会

DESA（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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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DM（Divi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公共机构和

数字政府司

DPKO（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维和行动部

ECPR（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欧洲政治研究学会

EMM（Essentials of Migration Management）移民管理精要

EPI（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on）环境政策整合

ESC（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SCAP（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WA（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联合国西

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ESDN（Europ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twork）欧洲可持续发展网络

ESSIM（Eastern Scotian Shelf Integrated Management）东斯科舍省综合管理组

EU（European Union）欧盟

FAO（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LEGT（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行动

计划

GAVI（Global Alliance on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GEMI（Global Expanded Monitoring Initiative）全球扩展监测倡议

GFMD（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

GIZ（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mbH（Gesellschaft mit beschränkter Haftung）有限责任公司

GMPA（Global Migration Policy Associates）全球移民政策协会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WP（Global Network of Women Peacebuilders）全球妇女和平建设者网络

GPSA（Global Partnership for Social Accountability）全球社会责任伙伴关系

GSDS（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GTF（Global Task Force）全球工作组

GTLG（Global Taskforce of Local Governments）全球地方政府工作组

GTZ（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德国技术合作协会

HIA（Health Impact Assessment）健康影响评估

HiAP（Health in All Policies）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

HIV（human immunode 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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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PF（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高级别政治论坛

HSF（Hanns Seidel Foundation）汉斯 ·赛德基金会

IAP2（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国际公众参与协会

IATC（Inter-Agency Technical Committee）机构间技术委员会

IBP（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国际预算促进会

ICC（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国际商会

ICLEI（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

动理事会

ICSU（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国际科学理事会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

ICZM（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沿海地区整合管理

IDCOL（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IDESCAT（Institut d’Estadística de Catalunya）加泰罗尼亚政府统计局

IDI（INTOSAI Development Initiative）国际审计组织发展倡议

IFPRI（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GES（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IIA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国际行政科学学会

IIE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S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

INTOSAI（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国际审计组织

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国际移民组织

IPU（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各国议会联盟

IWGIA（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国际原住民事务工作组

IWRM（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水资源综合管理

JDMI（Joint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移民与发展联合倡议

KIT（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de Tropen）荷兰皇家热带学研究院

KNOMAD（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移民与发展

全球知识伙伴关系

LDTA Local Development Training Academy本地发展培训学院

LGs（Local Governments）地方政府

MARWOPNET Mano River Women’s Peace Network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络

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发展目标

MERCOSUR（Mercado Común del Sur）南方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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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AVE（Ministry of Haitians Living Abroad）海地人民海外生活事务部

MIF（Municipal Investment Financing）市政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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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章

共同协作的
原因与理由



2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1.1 引言

两年多以前，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了《2030

年议程》，该议程旨在到2030年消除贫穷并实现

可持续发展。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

关联和整体统一的重要性，并在序言中指出 ：“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关联和整体统一对实现新议

程的目的至关重要。”想要事半功倍地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那就要认清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子

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效应和权衡关系。这一

认识将加强资源的分配，有助于避免在某领域为

了加快进展的行动，对其他领域目标的实现产生

不应有的副作用，通过确保在诸多可持续发展领

域取得更为一致的行动，从而使发展轨道更加 

稳健。

人们认识到国家层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从国家层面来说，了解如何采用机制

框架来制定整合后的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可持续

发展问题之间存在的内部联系，这对于取得进展

至关重要 ；同时它也对国家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

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真开展

与实施，成员国建立了各种促进整合的机构和机

制。然而，在地球峰会召开近25年之后，许多国

家仍面临着政策整合和一致性的挑战。在2016年

和2017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

上，提交的64份自愿国别评估（VNR）中，许多

国家提及有必要更好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交

叉层面以实现连贯有效的决策 1。

从广义上讲，促进整合意味着要找到方法使

各级机构在处理密切相关问题时加强合作，拥有

通用方法。这可能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公共行

政做法、机制、能力、预算安排和资源。它还包

括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的各种形式。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旨在通报各

国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进行的政策整合工

作，概述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方面存在的挑战和

机遇。报告从制度视角出发，以实例为基础，阐

明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不同关联性的问

题。通过这个阐明，该报告试图指明公共机构需

要密切合作的领域，介绍达成目的的工具，说明

对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的广泛影响。

该报告旨在协助国家政策制定者以统筹方式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负责实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机构工作人员，计划、金融、部委以及

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同时它也面向联合国和其

他政府间组织的政府代表团，发展、治理和公共

行政领域的从业者、学者和学生。本报告评估了

过去20多年来国家在这方面累积的丰富经验，并

考虑了近期可能影响整合前景的趋势与事件，目

的是为实施《2030年议程》提供更多信息。

本报告围绕三个广泛的中心问题展开。首

先，从国家层面的机构角度来看，在政策周期

的不同阶段，政策整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

么？其次，能培育整合方式以促进《2030 年议

程》的机构和行政范例分别是什么？再次，在不

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以及在与之有紧密关

联的其他可持续发展领域（即相关联结领域）之

中，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为了实行那些政策

整合办法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本章其余部分

将提出以上三大中心问题，并介绍了报告的其他

内容。

1.2  可持续发展、整合与机制：我们
了解什么？

长久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

性得到了认可。例如，发展作为一门学科早已包

含教育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成果之间的联系，包

括贫困、劳动生产率和卫生等方面。社会、经济

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理

念最基本的原则 2。

为了更好利用跨部门之间的潜在共同利益和

协同效应，管理紧张状况和潜在的取舍并减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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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政策对其他部门的负面影响，在决策过程中将

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考虑在内十分重要。更

普遍地说，这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方 

式 3。从根本上讲，虽然考虑跨部门之间的多重

联系增加了决策制约因素，但整合决策对扩大政

策空间的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定义，可能会产生

更优的社会解决方案，而这种解决方案仅靠特定

部门的政策是无法找到的 4。政府非常清楚，整

合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财政资源效率并扩大财

政空间，这对于资助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可持续

发展议程十分必要。整合的其他潜在好处包括

各部门和行动者制定共同愿景，并有可能在整

个政府中推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等关键

原则。在过去几年里，参与者加大了在权衡协

调和协同增效方面的工作，并考虑了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许多部分，在先前的努力基础上做了

更多工作，以更好理解并建立相互联系以及了

解在众多议题中它们的政策影响，如气候—陆

地—能源—水关系 5。

因此，整合决策的潜在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在国家语境下还是跨越国界，缺乏政策一

致性的代价也是明显的 6。为了处理可持续发展问

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整合决策的必要性在很久以

前就已得到承认，并且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

发展会议”（地球峰会）上被坚定地纳入政府间 

议程。

实际上，从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以及跨层

级治理中，促进整合都被证明是困难的。许多人

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

现有机构工作的主流之中，并达到可持续发展所

需要的协调、连贯和整合程度 7。因此，制度是众

多整合阻碍因素中的一个 8。

各机构之间更密切整合的潜在好处可通过成

本和风险来进行平衡。主要包括 ：政府的协调成

本，产生的额外官僚层，随着政策范围和利益相

关方范围扩大而引起的政治共识达成难度加大，

以及整合战略无法取代详细的部门战略、规划和

政策。上述多项这些年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文献

证明 9。

反过来，整合面临的共同障碍和挑战包括 ：

由于没有明确的整合决策场所，大多数国家部长

组织呈现孤立性 ；政府机构之间的文化冲突 ；社

会的既得利益 ；整合规划可能会挑战政府机构中

的隐性统治集团 ；削弱的所有权 ；弱化的并且有

时相互冲突的问责制度 ；不适合整合规划的预算

过程 ；各机构内部合作的激励措施失调 ；以及由

于超国家因素导致的额外复杂性，如法律承诺以

及区域行动者和捐助者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等
10。其他系统性问题也可能对横向整合和纵向整

合构成挑战，如腐败。

但 也 许 过 去 整 合 面 临 的 主 要 障 碍 是 可 持

续发展作为范例缺乏政治合法性。一方面，可

持 续 发 展 被 一 些 国 家 列 入 宪 法， 甚 至 被 有 关

具 体 部 门 写 入 法 律 和 条 例。 另 一 方 面， 可 持

续发展必须与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较好

的 部 门 框 架（ 例 如 近 年 来 的 气 候 变 化 ） 进 行

不 平 等 竞 争。 比 如， 在 环 境 部 门 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地 位 逐 步 降 低， 边 缘 化 程 度 显 而 易

见， 国 家 政 策 缺 乏 政 治 影 响 力 以 及 21 世 纪

专栏1.1 《2030年议程》中的机制

“机制”是一个宽泛且多面的术语，它

包含一系列组织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结构、

实体、框架和规范。虽然《2030年议程》

中并未规定国家的制度模式，但却概述了

机制应努力实现的治理原则，如“建立有

效、负责和包容的机制”（具体目标16.6），

“确保各级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

与性和代表性”（具体目标16.7）以及“加

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具体目标

17.14）。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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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1 世 纪 议 程 》 在 地 方 的 普 及 程 度 逐 渐 降 

低 11。实际上，明确的政策优先级（典型情况是

经济目标优先于社会和环境目标）往往与整合产

生冲突 12。从制度层面来看，采取可持续发展而

不放弃其他范式往往导致平行机构出现，它们与

更早更强、强调一切照旧的机构并存。例如，国

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类似机构的影响力很少能

触及主要预算和政策选择。如下所述，《2030 年

议程》的通过可能会改变这一现象，因为它将可

持续发展确立为所有机构运作的参照范式。

近年来协同增效、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问

题受到广泛关注，并且自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以

来更受关注，但整合的制度影响似乎并未得到重

视，至少对发展界来说是这样的。例如，在过去

的10年中，数百篇关于气候、土地、能源和水的

所谓“关联”的同行评议文章陆续发表，它们探

讨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关键的协同增效和权衡取

舍，其相对重要性可能因地点和规模而异 13。就

这一主题也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然而，尽管存

在这种关注，但该问题的制度层面却很少得到研

究，大多数研究仍集中在对政策选择进行模拟和

探索。虽然会经常考虑所谓的实施手段，如财政

资源、技术和能力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其他方

面，但机构本身往往处在幕后，被视作实施战略

和政策的中立渠道 14。换言之，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某些联系重要性的认识现在日益普遍且不

断增长，但从国家层面有效解决这些联系的制度

仍有待深入研究。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从本质来看对机构进行研究是困难的，特别

是涉及难以衡量的整合问题。不同国家的机构设

置差异很大。由于宪法背景、传统、文化、政治

实践、地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条

件差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治理

方式偏好。机构建立的文化背景和机构的潜在价

值也必须考虑在内（例如，在新兴且更具包容性

的机构转型期间应争取最小的文化兼容性），因

为它们可能会极力抵制变革。如果不将这些因素

考虑在内，很可能导致机构变革失败 15。

此外，新机构绝非凭空创建，通常是在领

域内的额外主体已经拥有高度不一致的政策和制

度安排情况下建立的 16。机构的这些方面意味着

“最佳实践”最好情况下是难以捉摸的，而最坏

情况则是作为一个不恰当的概念存在。如本报告

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所示，在考察具体议题或

主题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自地球

峰会召开以来，过去的25年为制度设置和安排以

及为促进整合和一致性的公共行政工作提供了丰

富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1992年《21世纪议程》

提出的旨在促进整合的重要手段。从地方层面来

看，地方性《21世纪议程》是促进整个可持续发

展议程整合方法的另一工具，包括参与度 17。地

球峰会召开后，还出现许多其他与参与度有关的

工具和手段。从部门层面来看，许多部门的整合

尝试也促进了整合概念和制度实验的发展，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经验教训。本报告旨在

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1.3  《2030年议程》的通过将如何改
变整合前景？

我们有众多理由可以相信《2030年议程》的

通过可能会显著改变包括国家在内的整合前景。

简言之，该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将可持续

发展的地位提升至国际政策议程，从而增加了整

合观点和方法的合法性和相关性。此外，机构作

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议程对其的明显

关注将为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动力，以寻找有效

支持整合方法的制度模式和公共行政方法。对可

持续发展议题间相互联系的科学理解取得进展，

支持公共机构整合实践的分析方法、工具和信息

系统得到发展，这进一步巩固了整合方法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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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性方面的积极变化。

从政治角度来看，也许《2030年议程》的通

过给整合前景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现在可持续

发展明显被认为是未来15年的主流发展方针，而

不是国际社会的几种范式之一。考虑到《2030

年议程》的普遍性及其在国际社会的高度政治可

见度（可通过联合国每年自愿国别评估的数量体

现），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对整合观点拥有更高级别

的所有权，而整合观点与可持续发展、主要参与

者（如政府首脑和财政部）的参与程度三者融为

一体。将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赋予最强大的部委和

机构也许是政府向公众承诺的最佳标志18。这可能

会引发一系列机构变革以支持整合实践中增强的

潜力，例如：采用整合预算框架，更加突出反映

整合方法的国家战略和计划，更密切反映可持续

发展优先级的资源分配，调整公共机构之间跨部

门和纵向合作的激励措施，对外部监督和国家进

展审查出台新的或强化的安排及其他方面。本报

告第2章、第3章和第4章详细阐述了以上方面。

《2030年议程》的通过带来的另一关键变化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它们有两大特点 ：一是

范围宽广，除少数活动外几乎涵盖人类活动的所

有部门 ；二是相互关联且不可分割。如本章前文

所讨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专栏1.2 《2030年议程》的通过可颠覆整合现状的五大原因

1. 随着《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及其整合观点成为发展的主流方式，它增强了整合方法

的政治目的。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普遍性，发达国家也包含在内。

2.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道路，清楚地表明其与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

性。

3. 自1992年以来，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知识和证据取得了巨大进展。

4. 与其他目标一样，机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事后想法或“有利环

境”的一部分。

5. 支持公共机构整合手段的方法论正在开发，包括分析方法、工具和信息系统。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时充分意识到这些特点。虽然之前有几个独立的

社区讨论单独的议程（包括发展、人权、和平与

安全以及环境），但正是由于以上特点，这套目

标和具体目标为所有主体——特别是国家但又不

局限于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互动平台。这

能显著增强跨部门和跨规模的整合前景以及参与

度。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强调跨部门问题间的相

互联系是对以往发展框架（千年发展目标）的明

显突破，并且其本身可能激励整合方法 19。作为

一种副产品，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之间的映射联

系自然可转化为利益相关方的联系，这能促进具

体问题主管机构的磋商和参与。

与此同时，自1992年以来，支持整合决策的

科学知识和证据基础取得了巨大进展。有趣的是，

科学界的工作与直接参与决策的国家机构的工作

相匹配。最近，为制定国家规划（哥伦比亚）20 

和筹划所有公共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任

务（斯里兰卡）21，各国政府开展工作以确定国

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最

高审计机关（SAIs）也单独或通过其国际组织

（INTOSAI）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活动，其中一些

最高审计机关已经参与或出具了执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准备工作审计报告，以解决政策的一致性

和整合问题 22。这些努力似乎表明国家政策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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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意识到统筹处理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视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同时

也强调了整套目标与目标实现可能途径的兼容

性，而不是实现其中的一部分目标 23。这与地球

峰会之后几年对上述方面的相对忽视形成鲜明对

比。事实上，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斯旺森（Swanson）等人（2004）指

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战略汇聚了关

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议题、目标和倡议。关于

议题、目标和倡议如何正负面地相互影响，这个

基本概念并不是战略内容的基础部分 24。”

另一方面，整合方法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由

其产生的决策困难仍然存在。这些困难与采用整

合方法的主体的范围与数量扩大有关，往往会造

成政策目标和实现手段饱受争议。因此，相关主

体未能就议题本身框架达成共识，政策文献称为

“邪恶问题”25。这一点在众多部门得到很好的文

献证明，如交通运输业、林业、农业和渔业。政

策执行文献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攸关问

题持不同观点的主张者难以强加他们的愿景和偏

好解决方式，因此没有理由期待强化整合的制度

反应会自动出现 26。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另一颠覆性特征是，它

们凸显了机构，它既是许多目标的交叉议题，也

是独立目标（目标16），而不是事后想法或目标

“有利环境”的一部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纳

入综合性的目标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

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它强调了联

合国成员国意识到要实现所有发展目标，这一点

极其重要。正如2016年和2017年在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的自愿展示所示，加强

国家机构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被许多成员国视为

优先事项。纳入目标16可能会使所有发展主体更

加关注“如何实践”，并且发展界会回归到一个

范例上，即机构不被视为实施战略和政策的中立

渠道，但机构设置是可持续发展成果的主要推动

因素和决定因素。它还可能使人们重新关注对发

展成果有重要影响的其他方面，如问责制、透明

度、腐败等。

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16可以理解为对机构

重要性的更高认识，并可能导致更多关注和资源

投入该方面的各个层级。这一点尤其重要，为更

好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人们近期

做了诸多努力，但都没有系统探讨统筹处理这些

联系的制度。

自1992年以来，分析方法、工具和信息系

统的开发也取得了进展，可以在实践中支持公共

机构的整合。整合预算框架就是一个例子。例如，

借鉴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经验，人们已尝

试将发展目标与预算术语进行对照，以便所有主

体能够将不同机构在各种预算项目下的支出与发

展目标联系起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后立即

开始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工作，墨西

哥政府是先行者（见第2章）。《2030年议程》 进

一步关注了数据的重要性，这也可能是促成整合

的有利因素。

总体而言，《2030年议程》的通过为政策整

合创造了积极的势头。但最终是否能促成政策整

合方面的具体改进，这是一个经验主义问题，尚

待回答。

1.4　报告的概念框架

1.4.1　政策整合定义

广义而言，政策整合涉及“决策时交叉问题

的管理，它超越既有政策领域的边界，与单个部

门的机构职责并不一一对应”27。

“整合”一词在文献中至少包含三种略有不

同的含义，它们都与一致性有关。最常见的用法

是指整合作为一个变量或维度，因为很多政策在

某些特定问题内的整合程度（或一致程度）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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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就这一点来说，整合是一个变化过程，从

不一致过渡到完全一致。推而广之，整合也可以

指达到高度一致或最高一致的政策理想。或者，

整合还可指使特定问题的政策更加连贯的过程 28。

涉及政策整合的文献经常使用各种相关概念

和术语，包括政策一致性、协调或联合政策等术

语。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明晰，并且经

常被模糊使用或当成同义词替换。本章不会对概

念之争进行详尽的回顾 29 。斯特德（Stead）和

梅耶斯（Meijers）（2009）曾提出，各种概念可

作为不同整合程度的表征，并从最不严苛到最严

苛将其划分为三个大类 ：

（1） 协作（或合作），指的是为完成个人

目标，其他自治组织之间发生联系 30 ； 

（2） 协调（或联合政府），指的是努力确

保政府不同部门的政策和计划具有一致性且

不相互抵触，这与经常使用的政策一致性密

切相关 31 ；

（3） 整合决策（或政策整合），指的是各

种组织反应一致，共同制定跨越边界的政策。

由此产生的层次结构如图1.1所示。但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定义并不普遍适用，不同专家将

不同的含义归结于相同的术语 32。

本报告中，“整合”一词被认为是广义的。

整合决策是指政策过程 ：

（1） 系统地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定

问题之间联系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并在制定

政策时考虑了这些联系；

（2） 在各个执行层面上保持一致（特别

是考虑到本报告重点关注国家层面，从地方

到国家）；

（3）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设计、实施、监

督和评估；

（4） 为所有相关层面的实施提供足够的资源。

除了以上标准，关于政策整合和政策一致性

的讨论经常涉及其他方面，包括时间维度，尤其

是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之间的一致性。这是关于

科学—政策接合点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3。以及

国内外政策的一致性，这一点可在发展政策一致

性中得到反映，它是在官方发展援助背景下建立

的 34。但以上两方面并不是本报告的重点关注对

象。实际上，在研究部门层面的整合时，最高审

计机关制定的方法侧重于重复、分散和差距（见

第2章），在概念上这属于Meijers-Stead层次结

构中的“协调”层面。

为了从制度角度分析整合工作，在文献中有

以下三个维度标准 ：

（1） 横 向 整 合， 即 跨 部 门 或 机 构 的 

整合；

（2） 纵向整合，即国家和地方层级的行

动如何协调一致，从而保证产生结果具有一

致性；

（3） 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共同目标的实现。

总之，整合的这三大维度涵盖了文献中提

图1.1

政策整合的程度及相关概念

资料来源 ：Stead和Meijers（见尾注29）。

整合层面

统一决策

协调
（联合管理）

合作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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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所有相关范畴，例如参与、伙伴关系和一致

性，以及“全政府间”方法和“全社会间”方法

两个常用概念（见专栏1.3）。

重要的是，如报告第5章、第6章和第7章

所述，本文考虑的三个整合维度并不完全独立。

例如，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职责与部门部委

相关时，一个重要挑战便是确保部门内部的执行

与其他相关部门纵向整合和协同。换句话说，在

理想情况下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应相辅相成，互

相巩固（见专栏1.4）35。

1.4.2　评估政策整合

评估公共机构如何促进融合充满了概念性和

实操性困难。第一个困难便是制度和政策设置的

复杂性，它们要适用于任何范围广泛的议题，例

如，一些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的层级。例如，消

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具体目标2.2）需要在

各个层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法律和监管部门

的行动，具有不同任务和目的的多个机构行动以

及可能更广泛的社会变化。换句话说，目标通常

无法通过单一机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特定机

构在促成整合决策时的绩效难以孤立于其他机

构。相反，个别机构，特别是具有广泛授权的机

构，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政策领域以及整个社会范

围内发挥作用。对于这些机构而言，评估其内部

职能是否促进整合以及如何通过行动促进整合十

分重要 36。

从整体来看政策整合的尝试时，显然可以考

虑不同的方面，包括 ：

专栏1.3 整体政府和整体社会方法及其与本报告中使用范畴的关系

整体政府方法与整体社会方法的概念已逐渐得到推广。前者指的是为给一个特定问题或议题

提供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各级政府的众多部、公共行政部门和公共机构联合开展的活动。倡议的

方法与内容可以是正式的，也可是非正式的。后者指的是除了整个政府外，非国家主体联合开展

的活动，但国家通常扮演着协调角色。

资料来源 ：作者提炼整理。

治理级别

全球

区域

国家

地方

地方

不同部门线性部委

横向整合

整体社会

利益相关方

政策议题

利
益

相
关

方
参

与
度纵

向
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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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为促进整合决策和政策一致性所做的

制度努力，例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新的机

构或协调机制，或为此类机制分配资源。尽管这种

措施合理，可以彰显政府的承诺水平，但它并不一

定能转化成整合绩效，因为机构可能效率低下。

（2） 与此相关的是，评估者可以衡量与协作

和协调有关的活动（例如，协调会议的举行次

数、联合政策文件数量、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次

数等）。这类指标存在相似问题，即上述活动可

能不会导致整合方面出现具体变化。

（3） 理想情况下，评估整合和政策一致性的

绩效应取决于成果，例如 ：涵盖具体部门/领域

的各种法律和监管工具的一致性程度，考虑和平

衡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利益程度，向所有相关

主体和各级政府提供的资源是否足以应对有关议

题，以及在特定领域的公共支出效率。

这种区分反映了绩效评估中常用的投入—产

出—成果分类法。一些作者对整合政策或战略的

中期成果进行区分，即衡量其既定目标的实现程

度 ；以及最终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战略和政策对

专栏1.4 剖析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的关系

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之间的关系和可能的相互作用（协同或平衡）也许会很复杂。尤其是本

报告的文献综述概述了以下相互作用：

改善纵向整合可能会导致国家层面的横向整合进一步加强：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在减缓气候

变化时采取的纵向整合行动表明，各级政府设立的协调制度机制（例如技术委员会）也可用于跨 

部门。

改善纵向整合可能会加强地方和地方一级的横向整合：一项关于乌干达的研究称，由于缺

少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在跨部门执行地方一级营养问题时面临诸多困难，因为地方政府多数情况

下还得依靠执行伙伴。

国家一级更好的横向整合可能会导致纵向整合的改善：就秘鲁而言，据说国家一级有限的

横向整合和狭隘的部门政策观点曾破坏了纵向整合，因为国家部委比区域政府在区域一级的部门

办事处上拥有更多权力。

资料来源 ：见尾注35。

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 37。实际上，评估整合绩效

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以上所有方面。

除此之外，文献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政策

或制度的绩效不能仅靠客观衡量。成功往往是通

过叙述来建构的，而这些叙述可能会或可能不会

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出于政治目的，“所谓的成

功至少与可衡量的成就同等重要，但后者并不能

成为前者的保证”38。但是对关注整合方法成功

的发展从业者而言，最终要紧的还是方法的政治

目的。

虽然反映了以上困难，但关于整合政策战略

绩效的经验证据依旧有限。尽管如此，许多研究

已经记录了与具体战略、政策和制度机制相关的

整合挑战和推动因素。其中一些将在本报告后续

章节加以反映。

1.4.3　报告的研究方法

本报告重点关注国家层面，包括地方和地

方层面。报告回顾了各国公共部门为促进政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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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做的制度安排。本文并未审视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治理，也未探讨国际（和地区）和国家层面

之间的联系，但一些特定情况除外。它并不表示

这些维度不重要。事实上，这些维度已经受到学

术界和从业者的高度关注，并对各国产生重要 

影响。

本报告选取的研究方法是通用的，适用于任

何议题或部门。它包括识别正在审查的议题与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以及评

估国家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如何处理这些关联。

为了以一致的方式分析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实践，

本报告及其所有章节均基于上述三个整合维度

（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度）的分析网格。

本报告是有目的的实证研究。它并不旨在

建立或测试政策整合理论。相反，它为国家层面

的政策整合提供一系列机构和行政安排的相关实

例，提炼了其中的关键特征。

本报告开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区分分析的

两大层次十分重要，这一点在处理整合的公共行

政文献中向来都有区分 39。第一层次可以称为系

统的或“整体议程”。它指的是为确保议程和整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执行而制定的制度和公共

行政安排。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和评

估背景下，这类高级别安排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官

方报告的关注重点（见本报告2章、第3章和第 

4章）40。 

分析的第二层次涉及特定部门、特定议题和

特定领域的整合措施。该层次包括了那些本身就

“具备”属于其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健康

目标和教育目标 ；还有一些层次低于大目标的子

目标，如淡水管理等（这些子目标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第六大目标中的具体几个指标里有详尽阐

述）；以及其他一些存在交叉问题的目标，比如

移民问题和青年问题。在许多部门或领域之中，

上述各个层次的整合措施已经在许多部门和领域

中被实验，特别是那些需受时空限制的管辖并且

在资源使用方面存在竞争性的领域和部门，如森

林管理、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管理等部门，这

些部门的整合方法和法规都是随着时间的考验而

发展进步 41，并且这种地方性立法甚至常常升级

为国家法律或国际法律。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从这两大层次安

排的执行所吸取的教训有助于启发与整合相关的

争辩，特别是为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如何有效解

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重要关联提供有用的见

解。这是因为从整合角度来看，不同部门中影响

制度安排绩效的一般性因素是相似的。表1.1提

供了一些例子，阐述了报告中与整合三大维度相

关的一般性因素。第2章、第3章和第4章对此进

行了更详细的探讨。

表1.1 影响各层面整合情况的一般性因素示例

水 平 整 合 纵 向 整 合 参 与 度

●  高 水 平， 全 面 的“ 伞 型 ” 策 略
（例 ：国家可持续发展策略）

●  跨部门协调结构和机制
●  预算流程
●  具有整合的规划工具
●  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跨部门

合作（委任、建立章程、制定规
则及规章制度、内部会计事务等）
的动机

●  公共采购规则

●  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过程
●  针对实践中的放权及其相关安排

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  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治背景、地

方政府与国家政府的问责情况
●  预算流程和地区政府可用资源
●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参与跨政府层

面工作的动机
●  地方和国家政府能力
●  具有整合的规划工具

●  利益相关方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设计中的参与度

●  对国家内部一般或某些特定部门
中非官方参与者的吸引力

●  决策及执行过程中参与机制的机
构化水平

●  参与机制作为政府政策工具的策
略性使用

●  民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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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报告内容

本章介绍了该报告的方法框架及其提及的三

个维度 ：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及参与度。第2章

至第4章将分别对以上三方面进行讨论。报告的

第二部分从分析当下面临的挑战入手，选取了三

水 平 整 合 纵 向 整 合 参 与 度

●  政府机构内部的意识提升及能力发
展，包括系统思考能力和规划能力

●  健全的科学—政策接合点，包括
建模、数据库

●  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全社会层面
和单一部门层面）

●  民主社会的政策能力
●  参与公共服务的技能和资源

（续表）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本报告第2章、第3章和第4章提炼总结所得。

个与《2030年议程》 相关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

考虑处理国际移民的整合方法 ；应对卫生问题的

整合方法 ；以及冲突后维持和平、安全与发展的

整合方法，从而展示该方法框架的实际应用。图

1.2阐述了本报告的结构。

图1.2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8）》结构

从地方到全球范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各

级机构的横向（或跨部门）整合都提出了高度要

求。报告第 2 章侧重于国家层面的横向整合。该

章重点介绍了各国从系统性或“整体议程”层

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一些制度安

排。这一层面受到高度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是

各国在联合国《2030 年议程》自愿国别评估中

所讨论的话题。接着，第 2 章审视了过往的事实

例证，这些例证涉及被认为能够影响整合效果的

一系列工具及因素。本报告着重考量长期战略和

规划、预算流程、公共服务激励措施等方面，以

用于整合、监督和评估框架。未来其他亦可用于

此类述评的要素包括规划工具、公共采购规则

和“科学与政策”的联结。最后，第 2 章还从部

门或议题层面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促进整合决策的 

经历。

资料来源 ：作者提炼总结。

第1章

整合理由

第2章

横向整合

整合方面

主题例子 第5章

移民的整合性方式

第6章

保健的整合性方式

第7章

后冲突环境中的整合

第3章

纵向整合

第4章

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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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认识到地方和地方政府在促

进整合及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

色。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必须考虑地方层面，

这对取得成就具有重要影响。为满足人们的需

求，我们需要通过多层面的整合方法，有效地将

区域、地方政府同国家的政策及战略联结起来。

此外，包含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许多具体目标

都涉及地方成果的空间聚集，这本身也是地方性

措施所带来的结果。确保实现国家级目标时会涉

及集体行为，这要求各级政府从最细微的层面开

展协调合作。因此，纵向整合是对横向整合的重

要补充。第3章侧重于为确保实现纵向整合，在

《2030年议程》执行、后续落实和评估方面所做

的努力。该章考虑了政策周期从领导、规划、实施

到监督和评估的不同阶段，并考察了不同的方法和

工具，使各级政府能够加强其行动的整合度和一致

性。本章将这些工具和机制分为三类：（1） 为使不

同级别政府决策时能拥有真正多层空间而产生的机

制；（2） 主要来自国家层面，用于支持地方级行动

的机制（可称为“自上而下”的机制）；（3） 以地方

级行动为准则，但不一定与国家级机制完全协调的

机制。这种分类法用于记录各国在追求纵向整合和

一致性时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经验。

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和行动是实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先 决 条 件。《2030年 议 程 》

明 确 承 认 了 这 一 点， 这 使“ 伙 伴 关 系 ” 成 为

《2030年 议 程 》 的“5P”（5P指people、planet、

prosperity、peace、partnership——译注）理念

之一，并且它为提高包容度及参与度提供了诸多

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更广泛地强调参与度、

行动力、包容性等多个层面。换言之，如果没有

参与度，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从最宽泛

的层面来看，参与度是构建未来的整合愿景和战

略的关键，作为对长期转型的支撑，这一成果将

由社会所有成员共享。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间的联系要求我们制定和实施长期整合方法，因

此也要求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参与度对制定

战略和政策同样重要，这些战略和政策在部门层

面和国家内部的地方级区域单位（如地区、大都

市、城市）层面受益于广泛的社会共识，并且对

处理社会目标的取舍关系也至关重要。第4章记

录了各国为使人民、民主社会、私营部门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做的

努力，并特别关注这种参与机制对促进政策整合

的潜力。该章根据各国的实例，考察了不同的参

与机制和渠道如何促进整合、实现一致性。案例

包括“整体议程”，国家、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跨

部门参与机制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领域或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中的参与形式。该章重点介

绍了联合国成员国在实施《2030年议程》时已经

或正在使用的具体参与机制。

第 5 章研究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机构如何通过

整合方式来满足移民和难民的需求。国际移民

从本质上来说是跨部门的。它处于发展和人道

主义关切的交叉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人

权、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此外，因所研究的

国际移民种类不同，这些问题的重要程度也不尽

相同，例如难民与其他类型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便

有所差异。这种联系意味着我们需要国家层面的

整合公共行政及制度方法。鉴于必须发挥作用的

相关公共行政部门具有多样性以及对不同移民群

体需采取差异化方法，这些问题十分复杂。第5

章介绍了国际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一些

重要联系，并从国家层面的公共行政和机构角度

研究了这些联系的应对方法。此外，通过考察多

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和实例，该章还描述

了通过公共行政使不同移民群体获得公共服务的

途径。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卫生问题在政治

议程上都具有高优先度、高可见度。从公共政策

角度来看，卫生是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因

素和决定因素，也是其结果，因此卫生问题成为

《2030年议程》一大重要交叉主题。卫生和其他

部门之间的多重联系要求我们采取整合性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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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办法。这对公共行政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它

们在管理各国的卫生保健系统、交付具体的卫生

相关服务和塑造所谓的影响卫生成果的社会决定

因素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第6章旨在评估和

证实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采取整合方法以实现卫

生与福祉的必要性。它探讨了卫生、福祉与其他

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强调了公共机

构和公共行政应对此类联系的一系列方法，以及

此类整合方法的有利因素和限制因素。

摆脱冲突后的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

面临着复杂且多面的挑战。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是

采取何种行动，以维持治理改革、经济结构调整

以及重建冲突期间被摧毁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

还需确保在扶贫、和平红利、安全稳定以及环境

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可观成就。《2010年世界公共

部门报告——后冲突公共行政重建》 探讨了如何

重建后冲突地区的公共行政，以促进饱受内战和

破坏蹂躏的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第7章再次回归

该议题，重点关注了自2010年以来的新发展，并

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如何加强人道主义、重

建和发展等方面的联系，从而实现持久和平的目

标，这也是近来饱受关注的主题 42。第7章还探

讨了针对冲突后重建的整体政府方法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阶段性方法，探索了地方政府所扮演的

角色，并收集列举了一些正面的组织安排案例，

这些安排确保利益相关方能参与到冲突后重建策

略的设计及实施过程。

1.6　报告的准备工作

该报告衔接并综合了来自发展领域和公共行

政领域的分析，其中部分分析来自学术文献，部

分出自从业者的经验。例如，基于 60 多份联合

国成员国 2016 年和 2017 年在高级别政治论坛

上发表的自愿国别评估，本报告发现了新兴的制

度安排及创新的整合策略。同样，本报告的附加

值还在于它将公共行政领域的实践经验与政策整

合和最近构建的《2030 年议程》相联系，关注

了公共组织和公共行政中的机遇与挑战。

该报告由归属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公共机

构和数字政府司（简称为DPADM/UNDESA）领

导及协办。各章节领导人负责与联合国系统内外

的有关专家进行接触，就报告中所涉及的话题，

调动现有的专家网络。同时也向专家界以及普通

大众公开征集意见，最终共有80多位专家对此报

告有所贡献。

经过对发展、制度管理和公共行政文献以及

与公共行政相关的国家政策发展（特别是利用了

获联合国公共服务奖的DPADM大型数据库）进行

深度分析，各章节的内容丰富翔实。为准备此报

告，相关人员召开了两场专家团会议，分别讨论

了第5章（移民问题）及第7章（冲突后的状况处

理）的内容。专家会议为本报告提供了融合多方

面的资料、信息及观点。最后，报告还广泛吸取

了来自联合国及非联合国专家同行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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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参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编制的2016年和2017年

《自愿国别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综合报告》，

可 在 以 下 网 址 查 阅：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
un.org/content/documents/127761701030E_2016_
V N R _ S y n t h e s i s _ R e p o r t _ v e r 3 . p d f 和 h t t p s ：/ /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 content /documents / 
17109Synthesis_Report_VNRs_2017.pdf。

 2.  United Nations, 2015,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July.

 3.  以教育为例，根据所考虑的国家和具体位置，为了改

善教育成果，公共资源的边际成本可以最有效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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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如女孩的卫生设施，连接学校与周边定居点的

公路网或电力供应。关于教育与其他部门相互关联的

一个例子，见Vladimirova, K., D. Le Blanc,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the Lens of UN Flagship Re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4, 4, 254—271。从整体层面

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例子，见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2017, A Guide to SDG Interactions: 
from Science to Implementation, D.J. Griggs, M. Nilsson, 
A. Stevance, D. McCollum (eds)，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s, Paris。

 4.  例如，旨在减少废弃物的整合决策可能会得出解决

办法，该办法可通过其他部门的政策避免废弃物产

生，而不是处理已有的废弃物。这同样适用于运输等

行业。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的第一个现代例子便是由纽

约市设计的，当时人们意识到，为了避免某些土地管

理实践，相比建造额外的水处理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

饮用水，向水库周围的土地所有者支付费用会更便

宜。这意味着某个部门（如水部门）的资源可用于

其他部门（如土地使用或农业）。参见Appleton, A.F., 
2002, How New York City Used an Ecosystem Services 
Strategy Carried out Through an Urban-Rural Partnership 
to Preserve the Pristine Quality of Its Drinking Water and 
Save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What Lessons It Teaches 
about Using Ecosystem Ser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atoomba Conference, Tokyo, November 2002。

 5.  参见本章下文的参考资料。

 6.  这种相互联系已在单一部门（例如海洋、农业）和多

部门（例如气候、土地、能源和水）背景下建立。典

型实例是渔业部门和生物燃料部门。

 7.  United Nations, 2012, Back to Our Common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June.

 8.  在他们的开创性评论文章中，Stead和Meijers将政

策整合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分为五大类：政治因

素；制度和组织因素；经济和金融因素；过程、管

理和工具因素；行为、文化和个人因素。Stead，
D.，E.Meijers，2009，Spatial Planning and Policy 
Integration ：Concepts，Facilitators and Inhibitor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10,3,317—332。

 9.  参见本报告第2章，第3章和第4章。

10.  参见本报告第2章，第3章和第4章。

11.  United Nations, 2013,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67/757. UNDESA, 201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1, New York.

12.  例如，欧洲通常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运作的领导

者，经济增长的首要地位转化为竞争战略（里斯本战

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在实践中，增长和竞争

战略受到更高的关注并享有优先权，参见Steurer R., 
G. Berger, M. Hametner (2010),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Lis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ross 
the EU: How Different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 Shape 
the European Coherence of Policy Documents.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34(1): 71—84. 同样研究人员指出，事

实上欧洲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欧洲2020战略”实施时

已被采用。参见Nordbeck, R., R. Steurer, 2016, Multi-
sectoral strategies as dead ends of policy integration: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16, 34, p. 748。

13.  参见Bazilian, M., Rogner, H., Howells, M., Hermann, 
S., Arent, D., Gielen, D., Steduto, P., Mueller, A., Komor, 
P., Tol, R.S.J., Yumkella, K.K., (2011). Considering the 
energy, water and food nexus: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ing approach. Energy Policy, 39, 12, December。

14.  例如，在主流科学家撰写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

的著名文章中，与机构有关的建议仅限于以下两点：

（1） 整合可持续发展计划需加强分化的部门之间的联

系，促进政策的一致性；（2） 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最

高层政府的政治领导，例如在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部

门或行政部门进行。参见Stafford-Smith, M., Griggs, 
D., Gaffney, O. et al. Integration: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6). See also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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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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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silience of Clientelism,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Research, 1, 4, 321—334.

17.  UNDESA, 201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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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s”,联合国公共行政与开发管理司，可在以下

网址查阅 :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 un.org/en/news-
and events/calendar/ModuleID/1146/ItemID/2947/ mctl/
EventDetails。

22.  例如，巴西最高审计机关Tribunal de ContasdaUnião
审计了适用于有机农业的政策背景（与可持续发展

具体目标2.4相关）。参见UNDESA, 2017, Report of 
the IDI Leadership meeting, New York, 20—21 July 2017, 
Divi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New York。

23.  Weitz, N., Carlsen, H., Nilsson, M., Skanberg, 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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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1625—017—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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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tead, D., E. Meijers, 2009, Spatial Planning and Policy 
Integration: Concepts, Facilitators and Inhibitor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0, 3, 317—332.

28.  例如，参见Underdal, A. 1980. “Integrated marin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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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本章从结构、过程和政策等方面，分析了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横向整合在国家层面的机

遇。《2030年议程》是一个综合性议程，为解决

可持续发展目标固有的交叉关联的属性（见本报

告第1章），部门之间有效的横向整合至关重要。

为落实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和安排，确保政府将目标间

的关联性纳入考量。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单

个政府部门所能包办，需所有相关政府部门通力

合作，明确当前的挑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以跨部门合作的方式开展行动。但众所周知，

打破部门边界、实现横向整合并非易事。

机构安排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有效整

合影响甚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纳入其国家政策，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框架。国家

机构设置在促进整合上能够发挥重大作用。正如

本章所述，在决定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

构组织时，很多国家明确表示致力于采用统筹兼

顾的方法。

整合并不限于正式结构和机构安排，更需各

政府组成部门及决策过程的协同合作。在大量相

关的工具和手段中，五个方面较为突出 ：国家战

略和规划很重要，它设定总体方向和优先事项，

通过描绘共同愿景，宣示在国家层面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努力。预算过程能够在政府项目和行

动计划层面支持实施国家战略，预算分配向跨部

门优先事项倾斜能够促使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一致。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行动计划

相关的公共服务扮演重要角色，需提供相关手段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包括机构和部门间的有效整

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评价和评估程序有

助于确保政府以统筹兼顾的方式监测其进展。最

后，作为监督机关的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对促进

整合意义重大。

本章主要从系统性和全局性层面，概述各

国为协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跨部门和跨领

域事项所设置的机构安排 ；分析调动政府内部工

作以促进并支持整合的机遇，包括 ：（1） 长期战

略和规划，（2） 预算过程，（3） 公共服务参与， 

（4） 监测、评价和评估，（5） 议会和最高审计机

构的作用，最后提出国家如何抓住横向整合机遇

的相关建议。

2.2  在系统性层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国家机构安排

采纳《2030年议程》两年后，很多国家建立

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构协调机制。一些国家

依托现有机制，一些国家创设了新的机制。图2.1

选取了60个样本国家，描述不同类型的机制1。该

图将机构协调机制分为两大类四小类 ：（1） 设置

（跨部门设置如部际委员会与特定部门或政府机

关的内设机构）；（2） 领导者（国家或政府首脑领

导与部门领导）。相关研究文献认为以上两个变

量对整合效果影响很大 2。据此产生了四种类型的

机构安排 ：类型1为国家或政府首脑领导下的跨

部门协调机构 ；类型2为特定部门（如环境、规

划等）领导下的跨部门协调机构 ；类型3为国家

或政府首脑办公室的内设机构 ；类型4为特定部

门的内设机构。此外，该图还区分了创设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机构或新机制与依托现有机制

的国家。虽然研究结果在数据样板上的代表性不

够，但它提供了观察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机制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势。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些明显趋势 ：首先，各

国正着力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样本中约半

数国家（60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创设新的

机构以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反映了政府

层面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坚定决心。

很多国家认为必须创设新机构的情形也表明，至

少在一些情形下，之前的机构安排存在缺陷，如



第2章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横向整合      19

信息不易获取等。部分国家并未创设新机构的情

形可能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动态。可能在一些国

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政治议程上的重要性还不

足以设立新机构，也可能有些国家认为现有机构

框架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运转良好，无须为适应

《2030年议程》而进行结构调整。

其次，绝大多数创设新机制安排的国家选择

跨部门委员会或类似结构（在样本中的27个国家

中，有24个国家），而非特定部门或政府首脑内

设办公室。这与选择延续现有机制安排的国家形

成鲜明对比——大多数现有机制安排为类型3或

类型4，即特定部门、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内设办

公室。

再次，大多数创设新机制安排的国家选择由

国家或政府首脑领导该机制，这也与选择使用现

有机制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现有机制安排通常

由特定部门承担领导职责。

总体而言，样本数据表明，类型1（国家或

政府首脑领导下的跨部门协调机构）是设立新

机构国家的优先选项，类型4是沿用现有机构国

图2.1

协调与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机构安排

类型1
国家和政府首脑领导
的部委内部的实体

现有安排
（全部国家 ：33）

新建安排
（全部国家 ：27）

澳大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日本，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

尼泊尔，巴基斯坦，

菲律宾（17）

博茨瓦纳，智利，

中国，埃及，加纳，

萨摩亚，斯洛文尼亚

（7）

牙买加

（1）

贝宁，斯里

兰卡（2）

不丹
爱沙尼亚

德国
委内瑞拉

（4）

比利时，丹麦，

葡萄牙，土耳其

（4）

匈牙利，摩尔多瓦，

斯洛伐克，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5）

伯利兹，柬埔寨，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法国，

毛里求斯，荷兰，挪威，

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韩国，圣卢

西亚，塞拉利昂，

新加坡，瑞典，塔吉克斯坦，

英国，乌干达，越南（20）

类型2
部委领导的部委

内部实体

类型3
国家或政府
办事处首脑

类型4
特定部委

资料来源 ：作者摘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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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主流做法，但在设立新机构国家中寥寥可

数——样本中，斯里兰卡和贝宁属于该类型，斯

里兰卡将由新设立的可持续发展及野生动植物保

护部负责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战略 3。

由于缺乏专门调查，我们只能间接推测各国

选择特定机构安排的原因。除加强政策整合的迫

切性外，其他因素如效率和透明度也很重要，此

外还有政治经济因素（包括资源和权力的部门竞

争）以及从《2030年议程》中的受益度。博茨瓦

纳关注在没有投入额外政府性费用的情况下如何

支持新的机构层级，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担

心增设政府机构将使业已复杂的转型进程进一步

复杂化 4。

跨部门委员会的盛行反映出，与之前的发展

框架相比，《2030年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间的联系性和相关性可能更为凸显，而且解决这

些交叉相关的目标在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更加突

出。例如，为跟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新设的

哥伦比亚委员会，其初衷即协调不同机构和跨部

门工作。澳大利亚设立了部际委员会以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该委员会由外交事务及贸易部与首

相及内阁部共同牵头，负责将《2030年议程》纳

入政府部门规划和报告 5。

与此类似，由政府或国家元首领导可持续发

展协调机制可能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国家政

治议程中的重要性，反映出自2015年以来可持

续发展在全球层面成为主流（见本报告第1章）。

例如，爱沙尼亚强调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一

致作为政府整体工作的重心，而非局限于特定部

门。芬兰认为由首相办公室等最高政治层级作为

领导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机关，比特定部

门领导更具优势。

显然，各国选择领导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构

安排本身并不能表明其在实际整合中的有效性。

考虑到采纳《2030年议程》的时间较短，按照各

国的现有作为来评价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

效为时尚早，但此前的相关事例可提供这方面的

线索。

国家或政府首脑领导能为有效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大量资源。例如，不同于政府部门

或机构，国家或政府首脑具有号召力，能就政策

调整施加压力并提供资源。相应地，虽然单一部

门可能欠缺推动跨领域政策的经验（财政部门或

规划部门除外），但最高层级办公室通常具有部

际协调专长以及政治敏感性 6。事实上，大多数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经常领导跨部

门倡议。在一项调查中，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认

为“有助于更好地协调部门间的政策”，是由国

家或政府首脑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积极

因素，同时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认为部际之间

协调困难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挑战。可

见，由国家或政府首脑扮演清晰角色并发挥协调

作用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7。

从一些国家的情形来看，设立跨部门的机构

并不能确保成功整合。例如，有项研究表明，尽

管肯尼亚设立了跨部门委员会，但由于预算结构

和分配方式等因素，共同参与的整体规划并不常 

见 8。跨部门的机构部署的作用仅局限于信息共享

或协调制定政策。跨部门机构还可能导致无效、

透明性不足以及责任感减弱。在某些情形下，打

破“谷仓”可能导致专业性缺乏，而精深的专业

性对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必不可缺

（“筒仓效应”是指各个组织或部门间各自为政，

缺乏横向的协同机制——译注）9。

事实上，特定部门领导模式（类型2和类型

4）具有专业特长、责任清晰和资源分配等优势。

“筒仓”可能起到积极作用。对现代政府组织而

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方

面，跨部门整合很可能导致责任不清晰。过去很

多国家尝试通过合并部门来打破“筒仓”，而很

多情况下效果适得其反 10。关键的挑战是找到一

个平衡点，特别是既能保持部门行动的纵向负责

制，又能支持横向整合行动。

类型1表明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水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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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这种模式在支持整合上潜力很大。最高层领

导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国家政策的成功实施。国家

或政府首脑的权威鼓励横向整合的跨部门政策及

其他措施，并设定行动方向。跨部门协调机构能

够解决开展跨部门协同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并监

测新政策和行动计划的综合效应。类型1过去运

转顺畅。例如，在德国，由最高层级的可持续发

展国务委员会（成员来自各联邦部委，领导人为

联邦总理）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安排

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正面和负面关联性都

纳入考量，落实那些不在机构或部门日程表中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个典型代表是不丹。不丹

的国民幸福委员会是一个跨部门协调机构，负责

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伙伴关系。国民幸福

委员会还是不丹的规划委员会，负责确保将国民

幸福作为政府规划、决策和实施的主线。国民幸

福委员会负责协调国家五年规划编制进程，由各

部国务大臣组成，由规划官员作为各部门与国民

幸福委员会的联系渠道 11。

类型2的关键问题是特定部门是否有足够的

政治权威和号召力来领导部际委员会等跨部门

实体机构。不同部门可能具有不同层次的政治权

威。在中国、丹麦、埃及和萨摩亚，外交部领导

该类机构 ；在巴西和利比里亚，财政部领导该类

机构 ；在比利时，可持续发展部领导一个跨部门

委员会 ；在马尔代夫，环境能源部领导一个跨部

门实体 ；在乌克兰，地区发展部领导一个跨部门

工作小组。

在类型3中，国家或政府首脑的权威可能有

助于跨部门整合。一些研究建议，为确保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所有政府工作中的优先地位并以整体

政府的方式加以实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当

由总统办公室或总理办公室领导 12。过去的经验

表明，从整合角度看，借助国家或政府首脑的权

威，实施跨部门、多领域的政策协调职能效果 

不错 13。

那些采用第4种类型的机构安排的国家已经

把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导权赋予了不同的

部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柬埔寨、哥斯达黎

加、印度、越南、多米尼加），规划部门负责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挪威、塞拉利昂和乌干达

等国，财政部负责落实，这无疑有助于向可持续

发展目标分配足够资源。在毛里求斯和韩国，环

境部是主导部门。在特定国情下，赋予外交部或

环境部牵头落实的职责或许是有益的，但在其他

国家，它们可能对其他部门的政策缺乏足够影响

力。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程

被误解成是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而把其他部门

的参与拒之门外（比如某个跟环境或外部性相关

的议程）。关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很多早期研究

认为这显然是个缺陷 14。一些责任部门具有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三大维度的权威能力和必备

条件。瑞典就属于这一类型，该国大力推动全面

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继续依靠现有安排，由

公共行政部门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就样本国家而言，没有哪种机构创新方法本

身就更适于促进整合。不管一国选择哪种类型，

促进整合仍是重要目标。不断提高机构的整合能

力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如斯里兰卡对所有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机构职责进行系统性筹划 16。

2.3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规划

1992年，《21世纪议程》的“在决策中协调

环境和发展”章节中，引入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概念。该章聚焦的四大领域之一就是在政策、

规划和管理层面协调环境和发展。为实现这一目

标，很多国家提出并准备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21世纪议程》希望所有国家到2020年之前

制定单独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在这一

阶段，只有85个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这 一

倡议的性质和效果在各国之间差异非常大 17。

到 2010 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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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个 18。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了长期愿

景，是整合方法的共同参考。这一共同参考使得

政府的广泛政策目标跨越部际藩篱得到共同理

解。它使政府的各分支机构认识到，不同的政策

措施如何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它，政

府内部的行为主体可能基于不相容的假设条件，

让整合更加困难。

《21世纪议程》强调，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不应该是刚性的、标准化的，而是根据国家需要、

优先事项和资源逐步形成、不断修正的。久而久

之，一个强烈的共识形成了，即成功的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应当为“一系列协调机制和过程，共

同产生一个综合性的和参与性的系统，逐步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目标，并协同实施和评价”。

但是到2010年，按照上述标准，大多数国家仍处

于实施该战略的初级阶段 19。

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整合工具的有效性

的评价褒贬不一。如第1章所述，在发达国家，

它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实践中并未发挥“保

护伞”战略或部门战略基石的作用。在很多全球

最不发达国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扮演外围

的角色，相反它们主要致力于减贫战略文件、资

源保护规划、环境行动计划、里约公约的相关战

略（生物多样性、气候、沙漠化）以及千年发展

目标的相关倡议。这些都与获得财政资源直接相

关 20。尽管做出努力将减贫战略文件的重心转向

切实融入可持续性相关的政策措施，但考虑到

《21世纪议程》所倡导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广泛性和全面性，减贫战略白皮书仍无法成为其

有效替代品 21。一些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

他整合战略的近期评价比过去更为悲观，他们认

为不应该期待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取代部门

战略，相反，他们更加侧重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沟

通和能力建设的工具属性，以便政府可以更具建

设性地从事部门决策 22。

很多国家明确表示，其发展战略应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一致或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国家

发展规划 23。很多国家也已经付诸行动，包括阿

富汗、阿根廷、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伯利兹、

巴西、博茨瓦纳、中国、哥伦比亚、智利、哥斯

达黎加、塞浦路斯、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格

鲁吉亚、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泊尔、尼日

利亚、韩国、萨摩亚、塞拉利昂、汤加、泰国、

秘鲁、菲律宾、乌干达、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

巴布韦 24。

例如，伯利兹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

中期发展战略（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虽然主要围绕2030年展望

中明确的发展愿景，但力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一致。马来西亚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十一五规划（2010—2020）”相关联，作为国

家发展行动的指导性政策。乌干达在准备第二个

国家发展规划（2015/16—2019/20）期间，采纳

《2030年议程》，当时就将《2030年议程》纳入

国家发展规划。赞比亚在制定第七个国家发展规

划（2017—2020）期间，采纳《2030年议程》，

该规划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很多国家，如白俄罗斯、捷克、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蒙

特内格罗、荷兰、葡萄牙、瑞士等也将可持续发

展目标纳入其国家战略 25。

还有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新的战略来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确保其国家发展规划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这包括博茨瓦纳、中

国、萨尔瓦多、巴拿马和菲律宾 26。例如，中国

在 2016 年 3 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2020）中，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

为优先事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该规划中得到体

现。中国还公布了落实 2030 可持续发展战略议

程国家行动计划，将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细化为

“行动计划”，该项计划为可持续发展目标量身 

定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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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与其他战略相融合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往经验表明，将其

与其他战略相融合绝非易事。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施战略可能面临同样的难题。事实上，很多国家

已经经历了这一挑战。例如，2004年的一项研究

对19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评估，认为德

国虽将现有的部门战略组合成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但只是以大纲的形式，这意味着错失了将可

持续发展目标融入更广泛的行动框架的机遇，也

就无法发挥促进政策融合的积极作用 28。

但也有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时保持战

略之间一致性和融合性的正面例证，如塞拉利昂

成功地将减贫战略文件纳入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导向的国家战略（见专栏2.1）。

专栏2.1 塞拉利昂的协同发展战略

塞拉利昂的机构安排为类型4，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第三代减贫战略文件——“繁荣议程

2013—2018年”的框架下实施，由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领导。该议程的八大支柱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清晰、明确的一致性。如第一个支柱“多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7、8、9项直

接相关，而“管理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2、13、14、15项相关。

塞拉利昂还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预算战略。实践中，预算支出项目反映与国家目标相

关的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塞拉利昂2016财年国家预算的主要政策推力。而且预算书明

确界定了在分配到资源的不同政府办公室中，负责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责任部门及其报告责

任范围。

资料来源 ：见尾注29。

2.3.2　将战略转化为政府行动

国家战略的目的是提供指导政策、规划和预

算过程的愿景和框架。例如，塞拉利昂的案例表

明战略框架如何转化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的预算框架（见专栏2.1）。这种一致性必不可少

（见下述2.4节）。在秘鲁，可持续发展规划通过

多维度方法与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发展维度相关

联，但多维度方法并没有普遍适用于中期规划和

预算及部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规划、决策和预

算分配过程的弱相关性——由于规划部门能力欠

缺或决策过程中信息共享不充分——导致错失很

多发展机遇，如生活水平提升和收入增长等 30。

2.3.3　对权威和影响力的需要

国家发展战略应当明确分配其实施的责任部

门和任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部门应被授予

明确的权力、权威和资源。

如果对其他部门没有充分的资源和权威，负

责协调的机构可能无法胜任。例如，一项研究表

明，在英国（该国由特定部门领导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见图2.1），领导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没有权力要求其他部门

采取必要行动，其领导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31。在

加勒比海国家，可持续发展事务通常由环境部门

负责，而这些部门缺乏资源调配能力，也没有权



24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威去处理涉及其他部门权限范围的事务 32。

同样情形也发生在其他由环境部门负责可持

续发展战略或规划的国家。在很多国家，可持续

发展首先与环境部门相关，导致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文件、过程和相关指标过分侧重环境领域，

与现行规划或预算过程相脱节，没有成为政府整

体的关注事项，也没有融入规划和预算——规划

和预算传统上属于规划和财政部门的权限范围 33。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能够也应当借鉴过

去的经验，如设立权威性协调机构的重要性、明

确的跨部门规划授权、协调不同主要发展战略的

专长。从英国的经验可见，充分的法律权威、影

响力、资源和有效的领导力，对全面落实可持续

发展战略不可或缺 34。

2.4　预算过程

即便可持续发展目标被有效转化为战略和规

划，如果没有相配套的预算，这些规划也很难成

功实施。尽管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及其他发展战略的过去经验表明，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设置的总体愿景和特定目标通常对

国家预算支出或税收过程影响甚微 35。

缺乏相应资源将使战略苍白无力，导致不同

政府部门缺乏致力于愿景和战略的动力，产生恶

性循环。例如，为解决跨部门挑战，拉脱维亚提

出作为最高层级战略之一的政策文件（国家发展

规划2007—2013）——这意味着其他政策文件

应当遵循其相关规定，但由于其与国家预算或资

源配置没有直接关联，该文件在加强部门间政策

协调的重要性不断削弱 36。

2.4.1　财政部的参与

财政部的积极参与是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最有效的基石。考虑到预算过程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一致的重要性，财政部参与《2030年议

程》至关重要。财政部的角色既能在最高层面设

置财政优先事项，又通过预算过程调整确保跨部

门目标不被忽视。这使得财政部门的深度参与比

过去时期更为重要。这需要积极的行动，吸取落

实千年发展目标的教训，当时财政部很大程度上

延续其预算规划和实施过程，只在个别情况下考

虑千年发展目标 37。

墨西哥积极使用预算作为促使跨部门计划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手段（见专栏2.2）。

在孟加拉国，政府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气候变

化适应行动，相当于年度预算的67%，已促使政

府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由于财政部门认识到政

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支出具有国家层面的经济重

要性，部门之间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38。

专栏2.2 通过预算协同部门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墨西哥）

墨西哥于2016年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国家战略和规划，负责制定国家规划的财政和

公共债务部设计了一套有效方法，确保预算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作用。

为使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该部设计了一个整合规划、公共债务管理、决策和监

督的框架，然后与联合国开发署共同确定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的预算细项。

第一步是预算过程，各部门使用绩效评价系统和国家规划将其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匹

配，预算编码的使用能够跟踪预算项目对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度。第二步是量化，确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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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度，评估政府对每项目标的总体投资。102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被进一步分解为不同主题，可让政府更准确地衡量特定政府行动解决的特定目标事项。在未

来预算中，预算过程、相关指标及编码从一开始就有强制约束力，这无疑将促使所有政府项目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资 料 来 源 ：墨 西 哥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预 算，7月， 墨 西 哥 财 政 部， 来 自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2017/07/mexicos-budgeting-
sustainable-development/, 2017-8-2。

2.4.2　支持整合的预算

预算过程能用来发掘跨部门间的合作机遇，

这成为支持整合的有力工具。挪威就是这方面的

典型例子，该国正在改革常规预算过程，使得预

算更注重综合协调职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施。财政部负责总体过程，每一协调部门具体负

责17项目标中的某项目标，它们需与其他相关职

能部门协商，财政部在提交给国会的国家预算白

皮书中列出要点 39。

有些国家已针对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了

强劲的综合性规划——预算系统。在洪都拉斯，

教育部通过《基础教育法案》及相关规定设定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各层级的相应职责，并明确了

对教育领域产生影响的其他行为主体的职责，再

以跨部门、综合协调的方式进行规划和预算，包

括交叉融资的详细规定 40。

预算过程中有助于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的一个要素是通过具体分析，明确跨部门支出项

目并挖掘“跨部门预算”的机遇。传统预算按照

部门确定，分配至部门内某个项目。但如果部门

间的预算项目要素存在明确的相关性，分配预算

时就能考虑其综合效应，而非支持单个项目。对

不同项目要素的预算支持取决于其对综合目标的

贡献度，这能激励项目管理人意识到该项目与政

府其他工作的相关性，并产生协同效应。性别主

流化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政府能够采取的第一步工作是确认现有预

算的相关性。例如，墨西哥能够追踪特定年度所

有部门在性别问题上的全部支出 41。为使预算追

踪更易实行，各国可对跨部门事项的预算实施系

统性标签——可持续发展目标显然是首选。使用

代码或标签对政府项目、行动及其他预算项目进

行编码，通过可量化的方式确定其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相关性，使得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

部支持和横向分配情况更加清晰透明 42。哥伦比

亚是这方面的典型，通过标签对特定跨部门或跨

界别事项的预算进行编码，在整个预算计划中可 

追踪 43。

将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并非易事。

例如，对于某项计划行动或规划是否作用于、在

多大程度作用于特定目标很难达成一致认识。但

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它让项目管理者意识到其项

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类似项目的相关性。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国决定保留部分预算用于

特定跨部门事项，预算标签对于解决该部分预算

分配方式很有帮助。如果明确规定预算分配标准

为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度，项目管理者

就有很大内生动力通过协同方式使其行动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随着不同政府部门逐渐习

惯这种预算方式，特定部门和监督或协调机构都

能更好地理解部门事务的相关性。

当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鼓励创新，种子

基金有助于减少政府战略中跨部门协调的障碍。

它提供了临时的“保护伞”，通过财政激励补偿

协调的额外费用，以及汇报不同经费来源时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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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挫折。前提条件是如果跨部门项目落实到位

并且成效显著，融资能自行解决。对于一项跨部

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同部门的资金拨付到位

有助于该项目的牵头部门激励其他部门主动承担

其相应职责任务 44。

总体而言，借助预算实现整合的益处尚未引

起普遍重视并广泛采用 45。在很多情形下预算表

现为部门性或功能性规划，而非跨部门和机构的

规划。例如，在孟加拉国，根据教育部门规划，

共有11个部门负责认证技术和职业的教育和培训

规划，但预算分配方式并未考虑到所有项目，无

法促进整体提升 46。

2.5　确保公共服务部门的参与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最终要依赖人，特

别是公务人员，他们必须理解新的综合性框架和

优先事项，掌握新的技能，接受新的工作方式。

对公务人员而言，日常工作的整合要求他们

跨越部门藩篱分享政策目标，通过提高政府运行

效率和加强政府互动的方式，进行政府部门间的

信息和服务共享 47。然而，似乎很少国家系统性

地动员公务人员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5.1　认识和执行协同互动的能力

公务人员可能尚未完全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目

标、目标之间复杂的关联性，以及实施这些目标

的国家战略，更谈不上致力于实现它。为此可从

培训和认知项目着手。跨越部门藩篱以便更好整

合的工作，也要求行为、文化、技能和工作习惯

的变革。提高公务员跨部门协同工作能力的一项

方法是鼓励公共行政的网络化和引入轮岗制。事

实上，很多国家采用轮岗和调动让个人获得许多

工作经验。例如，韩国坚持人员交流体系——公

务员通过1 ∶ 1的交换计划于特定时期内在不同部

门锻炼。该计划通过人员交换提高不同机构之间

的相互理解，通过建立合作系统消除部门分割48。

为让公务员掌握必备技术和能力以有效开展

跨部门工作，一些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专业发展

倡议。加拿大政府在其管理议程下，建立了加拿

大公共服务学校，为联邦公务员提供横向管理的

培训课程。该课程探讨横向管理对管理者提出的

要求，如何应对与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带来的

挑战以及如何从共同目标中获益 49。澳大利亚为

从事综合性项目的公务员提供实践指引，包括在

决定何时加入、如何选择最好的组织结构、问责

制和预算框架、如何创建合适的组织文化等方面

的建议 50。

2.5.2　对机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

即便对新的环境有所理解，工作人员可能

需要具体的激励措施引至正确方向。一些行政辖

区实行将报酬（绩效收入）或职业发展机会（提

升、绩效评价）与跨部门工作相挂钩的激励措 

施 51。绩效评价和职业平台是强大的激励因素。

芬兰惯于奖励知识分享 ：为促进整合，对高级官

员的评价基于知识分享、建立伙伴关系和工作网

络的能力。这是芬兰创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政府规划系统”。行政部门的优先事项被精简为

为数不多的战略及跨领域政策的成果。每个政策

项目被分配给一个牵头协调部门和一系列其他关

键部门。协调部门和项目主管组织政策项目的实

施并决定如何在不同部门间分配任务 52。

2.5.3　责任制和整合方法

部门责任通常根据机构设置来划分。如果一

国着手加强共同工作及合作，责任边界可能需要

修改及修订，例如引入横向（也叫作“联保”或

“共担”）问责制。但共担问责制可能产生很多问

题，如缺乏职责边界的划分、转移责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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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施激励或施加处罚的困难等。在公共部

门，这些问题可能破坏跨部门协同，导致公务人

员不愿意全副身心投入共同工作安排 53。

为解决上述问题，爱尔兰青少年事务部的内设

办公室将部门问责制融入跨领域思考和行动。设立

该办公室的目的是确保儿童事务相关政策之间的协

调性。儿童健康部、司法部、教育部等负责儿童事

务的部门仍需承担相应责任，但通过将负责某项共

同事项和目标人群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爱尔兰

政府探索推动政策事项的综合方法54。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跨部门行动的领导或协调

部门缺乏权威。当跨部门协同的动力没有很好地

界定时，尽管整体政府项目鼓励整合，但低层雇

员和管理者可能不愿意参与该项目。法令和规章

能够加强协同工作。在爱尔兰，跨部门实现的重

要性在公共服务管理法案（1997）的相关章节

（12）中得到强化，该法案使得各部门可就跨部

门事项与其他部门协同工作，并就该事项向公务

人员分配任务 55。

2.6　监测、评价与评估

监测、评价与评估机制对整合必不可少，应

当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的必备要素。监测

和评价体系能够跟踪和评价跨部门政策成效和总

体影响，是任何整合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

监测和评价流程搜集的事实，评估机制适用于评

价总体进展及表现，确定问题并采取正确的行

动。评估应当将评价结果与国家后续行动挂钩，

包括优先事项、资源分配和政策对话 56。

2.6.1　监测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

监测和评价显然带来很多好处和作用，但

实施监测和评价体系面临错综复杂的挑战。首先

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和指标。这对很多国家都是挑

战。当前各国主要采取措施以提高数据质量、解

决数据搜集的盲区并设计相应指标。例如，阿富

汗、阿塞拜疆、伯利兹、捷克、塞浦路斯、尼日

利亚和葡萄牙等国，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169个目标和230项指标，着力加强数据采集和

改进数据质量。白俄罗斯、比利时、博茨瓦纳、

哥斯达黎加、印度、意大利、约旦、马来西亚、

荷兰和瑞典主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项 57。

一项共性挑战是，尽管评价相关性目标的进

展非常重要，但监测和评价倾向于针对特定政策

干预（如某一特定领域的某项政策或项目）58，59。

尽管大多数国家设立统计办公室，以监测经

济、社会和环境等方方面面信息，但如果没有大

量指标或使用综合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

性并不容易被跟踪 60。尽管大数据等科技赋能的

新数据形式有可能补充传统监测和评价方法，但

目前尚未建立用于复杂项目评价的通用方法，难

以对政策干预的总体影响做出深刻洞见。

有效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及日常监测的缺乏可

能导致可持续发展战略执行的碎片化。例如，在

20世纪初期，巴基斯坦的国家自然资源保护战略

实施纲要设置了一致性较强的战略目标，但由于

缺乏对项目营销和可持续性指标的日常监测，导

致该战略蜕变为一系列没有反馈机制的互不相关

的行动 61。

另一项挑战是将监测和评价作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实施中的标准动作。这意味着监测和评价

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芬兰建立了针对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有效性和一致性的阶段性评价系统。搜

集科学社团和市民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和

趋势的意见是该评价的内容之一，促进一系列监

测和评价活动的综合协调也是该项评价的重要内 

容 62。在很多国家，政府部门内部建立了很多监

测和评价体系。在上述体系内实现一定程度的调

和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可以把从

不同渠道获取的经验运用于跨部门间共担议题的

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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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加强监测和评价的协调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跨领域属性对监测和评价

构成了主要挑战。如果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相互影响，针对实现上述目标的各项政策干预的

评价机制应当关注不同领域。显而易见，监测和

评价与整合息息相关。它要求跨领域协同，由于

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衡量、诠释结果并决定

采取必要调整，它也是维持该协同的驱动力。

一项特别重要的步骤是如何将监测和评价结

果反馈给政策调整。监测和评价的结论应当用于

政策或战略调整，并成为跨部门整合的契机。这

意味着监测和评价应当纳入整合方法的一部分。

这样做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设定监测和评价系统

时面临的挑战（如衡量跨部门影响和进行跨部门

分析的需要，以及各项指标共同提供总体进展的

准确图景的需要）也反映了设定可持续发展综合

目标实施战略面临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很多发展综合性监测和评

价的措施正在实行。例如，联合国机构间全球扩

展的监测倡议针对水和卫生相关的6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进行综合监测。该项倡议的特定目标是到

2030年，建立和管理一项反映一致的、统一的饮

用水和卫生系统的监测框架。这个范围主要限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6项，但它也将间接监测其

他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如可持续发

展目标第13项——气候变化行动 63。

基于上述讨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时，

一个理想的综合监测和评价方法包括 ：

（1） 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与监测和评价

过程之间的相互协调 ；

（2） 描绘不同目标间主要关联性，以确定在

国家层面评价相关性的充分指标 64 ；

（3） 汇总通常由不同部门搜集的一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方方面面信息 65 ；

（4） 将监测和评价作为促进持续性的跨部门

协作的动态工具 ；

（5） 预测哪些数据对监测和评价是必须的或

有用的，采取措施弥补数据盲区，改进数据质

量，并为监测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坚实的统

计基础 ；

（6） 确保监测和评价能力在所有需要的政府

层级都存在 ；

（7） 加强评价、决策及预算链条的反馈——

这个政策评估的局限性经常被提及 66。

2.6.3　监测和评价的机构框架

各国需评价其当前监测的机构框架，以确定

改进的优先领域。各国认同监测和评价系统应基

于国家所有权 67，包括加强跨部门协调和能力建

设的需要，采用整体政府部门动员的方式进行监

测和评价 68。

各国着力探索监测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不同方法。伯利兹近期形成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监测和评价框架，明确特定机构的责任和进展

情况。很多其他国家（如比利时、格鲁吉亚、菲

律宾和土耳其）建立了新的跨机构组织和工作

组，以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组织可能采

用综合方式建立监测进展的单一平台，并促进跨

部门协调。在一些其他国家（如捷克、爱沙尼亚

和芬兰），上述职责则由不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履行 69。

国家或政府首脑的领导能够助力推进监测

和评价的整合。在马尔代夫，国务委员会下辖的

监测和评价机关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高监测部

门。格拉纳达政府也在内阁秘书处建立了一个政

策、监测和评价小组。但大多数国家由统计部

门负责监测和评价 70，如哥伦比亚（国家行政和

统计处）、埃及（公众动员及统计中央局）、德

国（国家统计署）、意大利（国家统计办公室）、

马达加斯加（经济规划部和国家统计局）、韩国

（国家统计办公室）、萨摩亚（萨摩亚统计署和财

政部）以及瑞士（瑞士联邦统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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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办公室有时是部门的内设机构而非

独立自主的组织，这在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很

普遍 71。在这种情形下，部门能够获取必要数据

很重要。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关联的属

性，几乎需要所有政府部门提供数据。考虑到联

合国在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与各国统计办公室

的互动，联合国可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2.6.4　评估

监测和评价对后续落实和评估过程至关重

要，它对下述问题给出了答案 ：哪些措施对公民

有实际帮助，为什么，在哪种条件下？已搜集实

证的质量如何，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72 ？《2030年

议程》（第74段）指出，所有层面的后续评价工

作将保持严谨细致和实事求是，并参照各国主导

的评价工作结果和数据 73。

《2030年议程》鼓励成员国在国家和地区层

面针对进展情况开展常规和包容性评估。当前评

估工作专门用于向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报告。同

时，很多国家仍在计划设定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进展情况的评估框架。判断评估过程对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内在影响为时尚早。在大多数国

家，关于《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和评估的讨

论仍在进行中 74。

2.7　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的角色

2.7.1　议会的角色

议会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角色经常被

提及，包括《2030年议程》（第45节）也有专门

论述 ：立法权、改革政治和创设新机构的权力、

监督政府的权力等。确实，这些职责为加强整合

提供了机遇。

议会可以通过三项关键职能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全面落实 75。

（1） 立法 ：议会能够评估现有法律，提出修

正案 ；乃至起草新法律。议会能够确保跨部门一

致性，如确保特定部门关于某个事项的法案与其

他部门的规定不相冲突。

（2） 预算 ：议会在批准预算案时，能全面了

解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所有活动，在某些情

况下能够施加影响，要求其相互适应，以促成更

加平衡和一致的方法。

（3） 监测和监督 ：作为国家层面的最高问责

机构，议会在审议不同政府部门的集体行动并施

加影响确保这些行动保持整体一致上具有独特地

位。议会有权要求政府提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计划并提交其审议，如挪威政府就该国如何确保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一致性向议会提交报告 76。议

会有权要求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定期综合

监测和报告。议会支持跨部门政策一致性的一个

具体事例是英国下议院国际发展委员会拟定的报

告，该报告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整体政府方法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见专栏2.3）。

专栏2.3  议会在有效的跨部门政策协调中
的角色（英国）

在2016年报告中，英国下议院国际开

发委员会明确要求采用有效的整体政府方

式，更好地确保英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

一致性。它要求政府建立正式机制，使得

相关国务大臣或负责部长之间在最高政治

层面定期讨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它还

要求国际发展大臣和负责政府政策的部长

提出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跨政府计划，并要

求政府明确提出如何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

议程相关政策的一致性。

资 料 来 源 ：英 国 议 会，2016年， 英 国 政 府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责 任， 来 自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
cm201617/cmselect/cmintdev/103/10307.htm, 20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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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议会的一项抽样调查展示了一些国

家在议会内部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机构的努

力。厄瓜多尔、智利、日本、马里、罗马尼亚、

乍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和赞比亚的议

会已采纳正式动议或决议，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提出国家层面实施和评估的关键步骤 77。

在其他国家，议会采取以下方式积极参与 ：

马里的国民大会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常务委员

会，负责协调议会在实施上述目标和加强政府监

督方面的职责。斐济计划由经济事务委员会负责

领导和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议会工作，

该国议会还评估了在各国议会联盟（IPU）——

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的自评工具包——的

帮助下，在议会内专设可持续发展目标负责机构

的能力 78。德国成立可持续发展议会咨询委员会，

以提供议会支持并评价联邦政府活动的可持续影

响。马达加斯加的国民大会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后续落实和评估委员会。巴基斯坦将其议会内的

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组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

组，并计划加强工作组的权责。塞尔维亚的国民大

会设立议会关注小组以指导议会在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上的监督责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议会设立

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委员会 79。

尽管很多议会已明确了其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角色，还有很多国家的议会仍未充分参与

并采取有效措施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主流工

作。这可从议会在自愿国别评估中的参与度中见

到端倪 ：在2017年提交给高级别政治论坛的54

份国家评估报告中，只有13个议会有某种程度上

的参与（差别很大，有的深度参与，有的表面参

与），只有3个国家的议会，在政府主导的评估报

告截稿前完成了对报告的检阅 80。议会的参与度、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程度，在国与国之间参差

不齐，并且这两大问题始终没被执行部门视为战

略重点，也没有被视为一项可以由部门所倡导的

运动。

与行政部门一样，议会也习惯于筒仓式运

作。例如，参与主体通常是议会的经济委员会或

环境委员会，但几乎没有任何的协调机制能把多

个零散的问题有效地整合成某个单一的政策方 

针 81。议会需要找到一种跨机构工作的方式。例

如，一个运作良好且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委员会，由投资委员会的主席组成，能够独立审

议所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法案。尽管并非

每个议会都需要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专门委员

会，但考虑到这该机构被授予强大的协调和监督

权以及充分资源，其益处自不待言 82。

在斐济，其议会与各国议会联盟共同将可

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主流工作，并建议每个常设委

员会设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对政府每个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投资领域的成果实施年度评

估，确保议会内部采用协调方法对政府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关行动进行有效监督 83。

2.7.2　最高审计机构的职责

最高审计机构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意味着它

能要求政府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负责。最高审

计机构可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进行绩

效审计，包括政府行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的实现

程度等，从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机制功能

有效运行和有效进展的评估，是管理和审计任何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方面。

传统上，审计通常由各部门单独开展——这

在协调性方法的审计中并不常见，但全面掌握不

同行为主体在特定事项上的投资和努力的整体情

况同样重要。最高审计机构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

为，据此可评估整合水平、不同行为主体的一致

性和组合有效性并确认重要的跨部门事项。

这已逐步被实现。例如，美国政府问责办公

室对能源与水的关系实施绩效审计，发现“能源

和水的规划通常是烟囱式的，针对某项资源的规

划很少考虑对其他资源的影响”，并建议联邦机

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加强协调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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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最高审计机构开展的绩效审计显示，最

高审计机构通过提供关于政府决策过程和项目运

转的更广泛、跨领域的见解，从而有效减少政府

工作的重复性和碎片化。在欧盟财政框架下，波

兰最高审计机构评估了不同部门的中期和长期可

持续发展战略，发现从整体政府角度看，牵头部

门事实上缺乏有效整合的手段，并将审计结论提

交给相关议会委员会 85。

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课题是新的，但并非

所有审计都需要重新改造。很多过去审计项目对

评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表现有价值，这

些审计结论对确定跨部门事项有帮助。例如，加

拿大政府着眼于充分挖掘过去审计项目对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价值，发现这有助于明确工作重

点、成功之处和差距所在。但这需要付出努力，

而且可获取信息的范围和质量通常不足以对政策

干预的综合效应进行透彻分析 86。

其他挑战也不容忽视。例如，一些法律仍未

涵盖对政策效率和成效的审计，更别提对跨部门

政策效果的审计 87。另外，为适应政府行为方式

的变化，最高审计机构的角色也在变化，国家审

计的法律基础也需要更新。有效审计还需深刻理

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这

对很多国家都是挑战。如果最高审计机构要充分

发挥其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整合上的作用，

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解决。

围绕上述问题，最高审计机构国际组织开展

了最高审计机构横向整合审计能力建设——例如

可持续发展目标审计的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支

持最高审计机构围绕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准备阶

段开展合作绩效审计，这些审计采用政府一体化

方式，强调包容性事项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来自

55个英语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已参与

该项目 88。

专栏2.4 巴西的协同审计

近期，巴西针对可持续食品生产（涵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2.4项目标）开展协同审计。该

项审计围绕各方面的相关主题，如低碳生产、技术支持、农业化学减量、可持续性替代等。该项

审计着眼于不同政策项目的关联性及政策项目如何促进有机农业。该项审计认为，很多政策相互

抵消或适当其反。例如，尽管政策目标是鼓励有机农业，却补贴化肥生产。该审计建议采用整体

政府方式完善可持续食品生产系统，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资料来源 ：巴西联邦审计法院2017年，在最高审计机构领导力和利益相关方会议上的简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审计准备，联合国，纽约。

2.8　结论

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实施《2030年议程》需

要更多协作、适应和少数情况下政府运作的结构

性变化。综合协调方法的必要性已形成共识，但

要打破多年来由分立的优先事项和战略、预算、

机构规则和工作文化等固化的部门“谷仓”实属

不易。尽管如此，政府仍有切实的机遇通过机

构和流程促进整合，本章对部分相关内容进行 

明确。

各国已着手采取措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此选择的机构安排各有不同。本章表明，很多

选择新机构安排的国家倾向于由国家或政府首脑

领导下的跨部门机制。尽管这一类型机构安排并

不能确保实践中的有效整合，但它反映出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性和政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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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这与地球峰会后可持续发展在第一个25

年相对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在现阶

段，评价这些新机构的表现情况为时尚早。未来

几年，要从促进整合的角度以系统性方法研究这

些机构安排的有效性。

政府的一系列过程和要素是支持整合的时

机。本章对部分事项做出评价。展望未来，各国

可以通过积极实施不同方法和手段来加强横向整

合。例如，修订预算过程、激励公共服务中的综

合协调工作、加强公共机构在监测和评价可持续

发展目标进展方面的能力等，能够减少在面临挑

战时相应措施被“阻隔”的可能性。

除特定要素外，横向整合的进展要求强大

的领导力，以及部门间的理解和担当。政府各部

门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各部门、办公室和工

作人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单项目标和整体目标

相互依赖。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非实现一系列单一目标组合的活动，而是政府

部门间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开展协作和共同努力的 

活动。

尽管本章主要关注横向整合中政府过程和结

构中的机遇，但不能忽视发展双边的和多边的合

作方的作用。发展合作方也需要按照横向整合进

行评估，因为它能支持或阻碍政府在这方面的努

力。不同议程、合作方之间协作和综合性政策方

法的缺失，包括合作方间和国家间缺乏信息交换，

或会严重阻碍甚至削弱各国的有效横向整合。正

如第7章所强调的，由于外部伙伴通常提供了大

部分的政府预算并对政策选择发挥重大影响，这

个问题在后冲突局势下更为尖锐。总体而言，在

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够对横

向整合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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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各 级 政 府 需 要 加 强 协 调 配 合， 贯 彻 落 实

《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大

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涉及地方层面。因此，地

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落实及服务交付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此外，地方政府对于将全球议程的落

实进程与当地社区的需求和关切联系起来，也至

关重要 1。

因此，为推行《2030年议程》所提倡的多维

度和整合方法，各国需要对其自身领土大小和国

家规模进行考量，确保各项政策在各级政府部门

和权力结构的纵向整合。纵向政策整合是对横向

政策一致性和整合的重要补充（第2章），同时也

为推动利益攸关方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4章）提供了契机。

本章分析了当前为确保在纵向政策整合层面

有效落实、追踪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

力，探讨了纵向整合的潜在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与阻碍。此外，本章还审视了各国在不同政策周

期阶段推进纵向整合的方法和工具，重点介绍了

各国进行的创新实践。

3.2　《2030年议程》纵向整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级政府需要协调行

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情况下，各国能否

根据自身情况实现具体目标，要取决于该国在地

方层面（一般为地方层面）的成果汇总情况。因

此，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来实现具体目标。其中，

减少污染、废物产生、公共交通和温室气体排放

等方面的相关目标，尤其需要政府层面予以协

调。此外，实现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相关目标，

也需要各级政府加强合作。由于议题、能力和资

源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落实这些目

标往往需要进行跨领域行动，地方政府无法自行

实现。特别是，要实现《2030年议程》中“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目标，就需要建立强大的空

间和地区组织体系，这一点也让各级政府的协调

变得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都需

要各级之间相互协调，因为地方政府要对上级所

指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直接负责。在

很多国家，政策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在医疗、教

育、用水、卫生、交通、废物管理、城市和地区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土地复原力以及地

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等领域的广泛权力、能力

和自主权。因此，考虑地方层面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的落实情况，对于确保目标的有效落实

和监督非常重要。不考虑地方制度和社会政治背

景，往往会导致落实进程失败或无效。

由于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区联系紧密，因此地

方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特性往往具有独特视

角 2。许多城市积极制定政策、方案和落实项目，

加强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进

展。各城市可以汇聚众多利益攸关方来共同解决

一系列相互关联、贯穿不同领域的问题，同时探

索今后可能会上升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试点创新

解决方案 3。此外，地方政府在规划、落实和监

督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有

助于健全《2030年议程》问责机制。这一点与权

力下放改革相一致，即授权地方政府履行一般责

任，为人民提供福利（这也是《新城市议程》和

“人居3”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向整合和地方政府全面参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已经在《21世纪议程》中得到认可 4。《21

世纪议程》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议

程通过后，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目标的本地

化需求在全世界得到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权力分

散和权力下放，全球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

起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关责任。大多数国家的城

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也让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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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此外，分权发展合作以及城市间合作的出现

也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5。

《2030年议程》承诺将与地方政府合作，“规

划我们的城市和人类住区，重新焕发它们的活

力，以促进社区凝聚力和人身安全，推动创新和

就业”。议程还表示，“各国政府还将与区域和地

方政府、次区域机构、国际机构、学术界、慈善

组织、志愿团体以及其他各方密切合作，开展执

行工作。”6

可持续发展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

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通

常被称为“城市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

种地区综合办法 7。目标11“不仅关乎城市发展，

而且还是一种新颖的、基于地方的发展模式，体

现了对城市、城乡及地域联系的特别关注”。另

外，可持续发展目标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

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一再提到，要在“各级”

开展工作，促进和平，“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其他可

持续发展目标（如6.b，13.b，15.c）也强调了当

地社区参与建设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地

方政府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其中一

项研究发现，有110个具体目标（整项议程共有

169个具体目标）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见图

3.1）8。

随着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进程中

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我们有必要对地方政府为落

实该目标所做的任务和所需的能力进行反思。根

据国情（集权程度的不同）确定国家政府之间的

关系和联系，决定地方政府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贡献力量，包括如何推进整合政策等。这一点

极为重要。此外，确保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协

调一致地参与落实工作，有时可能极具挑战。

因为《2030 年议程》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不同层

面的代表人参与其中。此外，《2030 年议程》

提供的只是一种总体框架，但还有很多其他框

图3.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体目标 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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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和战略也在促进地方发展行动。因此，各级

政府应该对这些框架和战略予以协调整合，避

免造成政策上的重叠、重复和分散。下一小节

将给出纵向整合的定义，并对本地化和多级治

理的关系进行探讨。

3.2.1　纵向整合、多级治理与本地化

本报告中，纵向政策整合是指处理协调和整

合各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挑战的一种机制。

这意味着要将不同规模的治理机构联系起来，从

地方到国际，以及不同层次的跨社会组织机构，

面面俱到。纵向整合一般可分为多个治理层级。

通常来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治理层级需要彼此

配合来实现目标。各级在采取联合决策或行动时

需要相互协调，取得共同成果。此外，各级在制

定或实施联合政策时也要对彼此的优先事项进行

综合考量，从而实现跨领域目标。虽然纵向整合

具有以上区别性特征，但与其相关的多数定义一

般仍处于协调层面 9。

专栏3.1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

本地化是指“在地方层级制定、落实和监督战略，从而实现全球、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目

标及具体目标的过程”。具体而言，它包括“在制定《2030年议程》时，对地方背景情况进行考

量的过程。从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到确立落实手段，再到运用指标来衡量和监督落

实进展，各个环节都要有所兼顾”。

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地方及区域政府工作组正发起一项名为“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全球倡议，旨在鼓励地方和区域政府及其他地方利益攸关方将可持续发

展目标有效落实到地方级实践中，肯定地方在推动变革方面的领导地位。该倡议采取多利益攸

关方共同参与的办法，通过建立伙伴关系鼓励受益人直接参与到共同制定政策和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

2014年，联合国发展集团授权合作伙伴，开展了“关于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本地化”的

对话。随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制定指南文件《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应该知道

的事》，帮助地区政府更好地了解全球议程的性质，加强地方政府的主导权。此外，可持续发展

目标本地化路线图也为地区政府提升公众意识、宣传国家进程和落实及监督战略进展提供了指导

方针。

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地方及区域政府工作组鼓励各市镇、地区、州和省

不断努力，以加强地方级伙伴关系，并促进协调、包容和可持续的地区发展。这些活动都被记录

和汇编在一个开放的工具箱里：www.localizingthesdgs.com。该工具箱包括一个知识平台、众多

案例研究和各种学习活动等，目的是鼓励所有人广泛参与到《2030年议程》中来。

资料来源 ：可持续发展平台本地化，收录于《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7年）》。

要想成功实现纵向整合，各级政府需要协调

行动，共同制定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多级治理涉及跨国以

及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交

流。这往往是经过机构创造和决策再分配等广泛

过程的结果，分散了以往集中的一些国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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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将各级政府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 10。在气候变化、水资源、海洋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对多级治理的呼声已经很普遍。

由于多级治理能够捕捉当地环境变化，因此，跨

辖区分散治理的效果要远远好过单纯的中央集中

治理。它让利益攸关方得以参与决策和政策的落

实过程，从而降低了实施成本，加强了政策的所

有权和合法性。同时，多级治理还可以反映公民

偏好的异质性，加强可信承诺，促进创新，推动

实验发展 11。

从落实《2030年议程》角度来看，多级治理

将有助于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各级

政府在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提供的观点和信息，可

以帮助更好地设计战略、政策和目标。同时，各

级的不断协调也能促进落实进程保持一致性与连

贯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和多级治理是一

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充分利用跨辖区带来的

协同作用及契机。

3.2.2　纵向整合的潜在优势与挑战

纵向整合存在很多潜在优势。首先，它可

以帮助各级政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和承

诺，能够通过各种强化和支援措施来促进各级政

府之间相互协作，保持行动一致。地方政府可以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植纳入各级组织，通过自己的

行动和预算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可

持续发展目标也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种框架，

从而更好地展示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12。其

次，它是对横向政策整合的重要补充 13，有助于

提高政策行动效率，促进更加有效的资源分配，

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政策行动的转化能力和

潜在影响。再次，它还可以降低政策实施风险

（例如，各级职能的重叠或重复），增强公众责任

意识，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最后，它还为政府各

领域开展政治对话以及公共部门建立信任和更长

远的愿景提供了契机。

纵向整合的潜在成本包括 14 ：协调和创建额

外结构、系统和流程开发（例如，在线平台和多

级规划流程）、努力拓展和提升参与意识、加强

立法和监管、增强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完善监督

和评估机制等方面的相关成本。此外，由于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众多参与者和各项流程，因

此纵向整合还将加大政策行动的复杂性。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国际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

政策优先事项和政治议程，所以两者往往很难达

成共识。由此来看，纵向整合存在一个潜在风

险，即政策行动或将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同时，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也可能在各级治理层

面遭到削弱。

尽管纵向整合拥有潜在优势，但关于其积

极影响的相关证据仍屈指可数。实践中很少有关

于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有效落实纵向整合的案 

例 15。这可能是由于纵向整合方法存在潜在风

险，落实过程存在挑战。纵向整合落实过程中应

考虑国家背景下的诸多差异，因为政府间的现行

关系（如分权管理水平、资源分配和各级政府的

职责分配等）很可能对纵向整合起到支持或阻碍

作用。如果政策没有整合，或者协调不力，那么

制度安排便无法促进各级政府采取有效的集体 

行动 16。

为应对这些风险，要积极推进监督和其他机

制落地落实，确保目标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17。对

于每个案例而言，纵向整合的有效程度要取决于

各级具体情况、政府结构及其所追求的目标。

在实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规划的纵向

整合往往存在重大挑战（见专栏3.2）。其中，由

于地方政治的性质以及地方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有

权决定当地优先事项这一现实，我们往往很难动

员地方政府去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再加上

地方政府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不了解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与当地倡议和

政策的特殊性之间的差距，挑战亦逐渐加剧。其

他挑战还包括现行制度存在缺陷 18，地方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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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 纵向整合面临的潜在挑战

（1）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与地方倡议和政策的特殊性之间存在差距。

（2） 地方政府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不明确或没有赋予自身任务和角色。

（3） 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如组织文化、意识形态和政策重点等方面）。

（4） 制度缺陷、管理机制薄弱：缺乏协调机制或协调机制薄弱；司法、任务和职能方面存在

重叠或分散现象；官僚治理结构向上集中；优先事项协调机制薄弱。

（5） 地方政府和其他各级政府之间缺乏合作动机或合作动机不纯（如资产转移），其中包括

个体层面的动机问题（如公共部门的薪酬与考核机制不承认政府间捐助）。

（6） 各级治理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平等。

（7） 资源（如预算和国际与民间融资渠道）、数据信息和能力（例如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作人

员和技术专长）方面存在地方制约。

资料来源 ：见尾注19。

能力受制约，知识、数据和信息存在差距，各级

协调面临挑战，以及地方政府与其他各级政府缺

乏足够激励措施促进彼此合作。

纵向整合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腐败现象。调

整、协调和整合各级政府的活动与规划极为不

易。当腐败行为在某级政府普遍存在时，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纵向整合便面临挑战。心怀腐败

动机的公职人员会把政府的努力活动变成那些能

够让自己最大限度利用腐败资源、保留寻租利益

的活动、政策和计划 20。要是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那么那些腐败“精英”和拥有强大既得利益的公

职人员，很可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相互勾结，进而

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渐进式政策改革造成严

重压制或阻碍 21。

权力较为集中的国家倾向于有意让各级政

府表现出更多的政策一致性，因为决策权力集

中在国家政府，正是国家政府为地方各部门制

定战略与规划。与之相反，权力较为分散以及

采取联邦制度的国家往往在各级政府的资源分

配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或许是由于各地

方政府的政策重点有所不同，它们在政策目标

上也存在更多差异。这一点与之前分析可持续

发展在系统层面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关系层面实

现纵向整合的发现是一致的。例如，在交通运

输方面，发展中国家权力下放的水平一般都比

较低 22，这些国家常常缺乏正规机制确保各级

政府在交通规划与发展方面协调政策一致。与

之相较，权力下放水平较高的国家（例如，欧

盟国家），其各级政府的交通运输体系则呈现出

较高的整合程度 23。在国家层面，联邦国家或

权力下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拥有更为强大也更

为复杂的纵向整合机制。

但是，不同情况下的权力下放往往呈现出

多种不同形式。因此，为地方政府指派职能和

任务、财政和财务资源以及行政和问责机制的

方式也有所不同。此外，权力下放水平在同一

国家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 24。即使

是在特定国家，权力下放的过程也是动态的。

因此，尝试政策整合时要考虑到这一点。此外，

政府关系的实际运作与政府体系的形式化设计

之间也存在很大不同 25。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

国家官僚体系的动态性。特别是，如果横向整

合薄弱或一致性欠佳，那么“地方体系的发展、

运作和成果”可能会受到妨碍 26。例如，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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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表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纵向整合

或会遭到来自国家部门的破坏，因为部门的政

策观点“往往比地区政府对地区级部门的权力

更大，地区部门受制于更以地区为导向的区域

管理部门”27。其他常见障碍还包括 ：沟通机

制薄弱、资源重叠和分散、治理结构脆弱及制

度能力制约等 28。

影响地方政府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其他相

关因素还有与行为者动机和资源分配相关的政治

经济因素。其中，政治权力和激励机制、选举的

性质、政党制度的特点以及赞助体系的存在等都

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气候行动方面的

纵向整合经验表明，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

优先事项上存在差异、既得利益造成的障碍或地

方层面利益攸关方遭受的潜在负面影响，地方政

府可能会缺乏明确的正式授权或政治动机去参与

其他各级政府合作 29。

地方政府有限的能力和资源常常也被认为

是实现纵向整合的一大障碍。目前已经发现，公

共预算不足、缺乏融资渠道、缺乏技术人员和技

术专长或地方政府的数据和信息有限等问题，会

阻碍有效实现纵向整合 30。加强各级政府间关系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级政府要拥有强大的能

力，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战略协调、辅助和支持

（如金融、技术等）31。其他影响因素还有信息的

不对称，这可能会阻碍各级政府之间进行有效的

对话和沟通。国家和地方行为体在组织文化、优

先事项或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可能会阻

碍地区政府的行为 32。

展望未来，一些专家认为，把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与发展政府间体系联系起来将具有巨大潜

力。地方政府要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作

用，或许需要对总体系统进行改变，而非仅仅改

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机制。实际上，可持续

发展目标议程或会成为一种契机，推动加强政府

间体系（包括规划、预算和财务管理），支持可

持续发展，并提升治理水平 33。

3.2.3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举措

方面的联系

如上所述，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纵向整合是

一项宏伟工程。纵向整合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多种

形式或不同程度。政策整合一般出现在一些而不

是所有级别的政府（地区界限或范围），同样，其

往往也出现在一些阶段而不是所有政策周期（覆

盖范围）。有自上而下式纵向整合，比如，无须

在各级政府间建立真正的共享空间，或者说缩小

各级政府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举措的规模（见

下文）。即使是部分形式的纵向整合也可以对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作用。如果这些纵向整合

能够推动各级政府制定、落实和监督各项政策，

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更加显著 34。

纵向整合在实践中会呈现不同形式，这反映

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所表

现出的不同性质之间的联系 35。本章中，我们将

区分纵向整合的三大类形式 ：（1） 国家性行动或

举措 ：承认、建议、指导或促进地方政府开展可

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行动 ；（2） 地方性规划与政策 ：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可能会被扩大或纳

入国家框架，即使国家层面最初并不承认这些地

方行动 ；（3） 各种机制 ：鼓励各级政府积极参与

到制定、协调或落实可持续发展行动中（见图

3.2）。现有举措和做法可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形式略。

第二类形式涉及的情况是，在一些国家和案例

中，地方层面开展了可持续发展行动并对其进行了

本地化实践，但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如

果有的话）却不承认这些行动的重要性。如果地方

行动具有创新性和有效性，那它最终可能会被国家

层面所采纳或通过其他机制（包括利益攸关方的参

与）扩大实施范围。比如，墨西哥城和智利首都圣

地亚哥等城市的气候变化政策，就是最初由城市发

起而后纳入墨西哥等地的国家级立法36。

第三类形式（多级机制）是指那些鼓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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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制或程

序。这些多级手段融入了各级政府当局的积极参

与。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会通力合作，优势互

补，促进实现共同目标（或协作）或推动制定和

落实新的联合政策。

这些分类并不新鲜。一般而言，国家各级政府

间的联系会表现出连续性。目前这种模式类似于可

持续发展制度化进程早期阶段（例如通过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所观察到的模式37。但有些国家各级

政府的关系在《2030年议程》通过后却变得日益紧

张。据报道，哥伦比亚和德国就是如此，后文将对

此进行阐述。在芬兰38，很多地方政府在国家制定

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前就制定了本地《21世纪议程》。

如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语境下，国家政府邀请了

地区、城市和自治市的代表来共同参与国家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以加强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并推动

国家和地方政府保持步调一致。

3.3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纵向整合：
方法和手段

如今，国家层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和

手 段 推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纵 向 整 合。 本 节

将对这些手段进行介绍和分类并提供相关案

例。 案 例 获 取 自 对 高 级 别 政 治 论 坛（HLPF）

自 愿 国 别 评 估 和 相 关 文 献 的 回 顾。 虽 然 这 些

案例对地方政府的各种创新实践进行了阐述，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详尽无遗或具有代表性 39。

其经验也不一定可以为别国所借鉴。事实上，

鉴 于 各 国 有 其 自 身 具 体 情 况， 所 以 此 处 介 绍

的 实 践 或 程 序 可 能 对 其 在 法 律 上 并 不 可 行，

在实践上也意义不大。

表 3.1 根据政策制定的五个基本步骤（领

导权、立法、规划、实施和监督）对纵向整合

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了分类。其中，关于各种手

段的叙述主要是围绕上面介绍的三大类别 ：由

国家政府推进的行动，旨在促进地方一级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将目标纳入地方层面的战略、

计划和政策 ；由地方政府发起的行动（自下而

上），旨在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地方

级目标可能会被扩大规模或纳入国家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框架 ；其他行动，旨在创建多级流程

或机制，加强各级政府间的沟通、协调与协作，

无论这些机制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是谁（国家、

地方或两者）。

图3.2

国家和地方层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本章所用范畴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国家规划与政策会对
地方政府产生影响

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机制可以融入

地方政府

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规划与政策

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
规划与政策具有纳入

国家框架的潜力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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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提升领导能力 推动纵向整合

各级政府的领导能力是实现《2030年议程》

的基本先决条件。领导能力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表

明承诺的行为，“通过共识和有效的迭代过程来

达成潜在愿景，并继续为之设定目标”40，包括

设定总体目标以及为改革进程建立承诺等。承诺

和方向对于纵向整合至关重要。政策的调整与协

调需要行为主体的协作与配合，行为主体有其自

身职责、选区、组织结构和议事议程。

各 国 政 府 发 表 声 明 承 认 地 方 政 府 在 落 实

《2030年议程》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认为它们

对于创造加强合作与协作的条件具有巨大的潜在

影响。有些国家（例如，日本和马达加斯加）特

别强调地区政府官方文件的作用，而有些国家则

更强调纵向整合的重要性（如墨西哥和尼日利

亚）。

在哥伦比亚，国家政府选举结束后会鼓励新

当选的主管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并

制定其自己的地方发展规划 41。在马达加斯加，

政府已经认识到地方自治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性。国家地方发展战略将作为权力下放的

一种总体框架，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计划得到贯

彻落实。

此外，地方政府在推动《2030年议程》方

面也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例如，在美国和西班牙

等国家，地方政府和城市已经率先推动落实可持

续发展议程。同样，在芬兰、尼日利亚和葡萄牙

等多个国家，各地区、州和市政府已经发表各自

宣言，推进议程的落实工作。例如，德国市政当

局发表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宣言》，旨在

呼吁“各州和州政府 ：在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战略时，鼓励地方政府与其代表平等地参与其

中”，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来保证各

方的参与度，包括提供资金和补偿地方政府在落

实国际义务时所面临的财政负担等 42。

为了在推进纵向整合过程中彰显和发挥领导

作用，国家政府可以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参加高级

别活动，通过组织各项活动来加强多级协调（例

如，在日本和墨西哥），或者与地方政府签署协

议或声明，承诺共同落实议程（例如，在阿根

廷）。此外，由地方政府领导的高级别活动 （例

如，在日本等国家）也有助于推动国家和地方行

动整合，促进可持续发展。

让地方级行为体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要性并了解地方政府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作用，是各级政府在推进纵向整合过程中能够采

取的最基本行动。各国政府可以开展针对地方政

府的推广和宣传活动，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例如，在塞拉利昂，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长

级委员会与包括地方理事会在内的多个利益攸关

方共同举办了宣讲会和讲习班 43。在自身层面，

地方政府正通过开展针对当地利益攸关方的推广

和宣传活动，促进其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当地

发展的重要性。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和市政当局

（例如，滋贺县、长野县、札幌市、大津市和半

岛市）与国家机构（例如，环境部或外交部）一

同组织举办了各种讲习班和研讨会，并设立了当

地办事处，从而提高当地各利益攸关方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认识，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相

关合作 44。

3.3.2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推动落实纵向整合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强制政府采取推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规划和计划，是承诺落

实《2030年议程》最标准的形式。各国政府正着

手制定法律和法规将政策制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式结合。对此有多种实现方式。例如，通过采

取法律手段规定各级政府机构颁布可持续发展战

略，或者强制规定所有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与战

略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这些规范都有

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纵向整合。

国家立法可以通过自上向下的方式要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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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程。例如，印

度尼西亚政府起草了一份总统条例，旨在建立可

持续发展目标治理机制，引导可持续发展目标被

纳入部门发展规划。该条例还确保省级政府能够

在自身层面及其管辖地区发挥作用，领导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意大利政府也将举办国家和地区

事务会议，并根据第152号法令（2006年）第

34号条款，鼓励地方和地区政府积极参与落实进

程。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建立规范来要求政策

工具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致。据报道，威尔

士制定了《后代福祉法案》，这是世界上首次以

明确形式将后代幸福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法律

联系 45。市政层面，巴西巴卡雷纳市颁布了一项

市政法令，规定地方政策规划必须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协调一致。

还有些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之前便

已有过其他类似实践。说明政府的各个领域都可

以借助法律手段来推动可持续发展。例如，日本

2008年通过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要

求各地市制定和落实地方行动规划并将其纳入相

关政策 46。

1997年以来，比利时颁布了关于协调联邦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国家法案和联邦战略。地方层

面，瓦隆议会于2013年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每届

议会都要通过一项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004年

起，布鲁塞尔城市规划守则便要求布鲁塞尔首都

区政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47。

3.3.3　纵向整合的规划阶段

各级政府在规划阶段的协调与整合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政策规划常常是政策制

定周期的阶段之一，能够更加清晰地明确政府职

能。其主要工作是明确目标的实现手段（体制机

制、纲领架构以及专门的政策工具等）。建立强

大的机构来引导落实进程，全面可靠地分析国

家、地区和地方各级的战略，确保预算与战略优

先事项协调一致，依靠现有机制与战略，发展和

依靠现有能力以及进行有效参与等，都是成功实

现规划的重要先决条件 48。有的国家选择采取软

方法，如知会地方政府或组织学习活动等，有的

国家则选择更积极有力地支持地方规划的制定与

当地能力的发展。

各国政府可以颁布指导方针或行动模板，供

地方政府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调整自身规划、

政策及预算。例如，乌干达政府制定了发展规划

准则，规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部门和地方政

府发展规划。国家发展规划能够提供国家战略方

向，在权力下放层面指导规划工作。与此同时，

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举办的能力建设研讨会等

活动也已在地方政府一同展开 49。此外，捷克正

对其地区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改革，目的是促进各

方协调。它还承诺为区域和市政当局提供方法和

协调支持，从而确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日

本、菲律宾和塞拉利昂等国也开展了类似实践。

厄瓜多尔正进行千年发展目标落实工作，其“在

地方层面的雄心壮志”已经得到各方认可。政府

重点要“建立一种分散参与式国家规划体系，实

现向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国家的迈进 50。”

部门层面，各国政府可以利用政策框架来推

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定领域的政策整合。例如，

澳大利亚建立了交通规划整合政策框架，为国家、

地区、次地区和地方层面实现交通整合设定了政

策方向与战略目标。各级政策和战略的制定需要

与国家政策框架保持一致51。气候变化方面的实践

是这种政策整合工具的另一个体现。例如，日本

等国家为实现低碳社会提出了国家行动规划，为

城市和区域结构转型提供了中长期战略纲要。

有些政府选择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指导地方

政府采取可持续发展计划与战略的特定模式。例

如，埃及中央政府通过实体规划综合组织，为各

省、市制定了总体战略规划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目

标政策和举措开展试点工作。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评估地方战略、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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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来推动实现

纵向整合。例如，哥伦比亚对地方政府在发展规

划中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应目标及指标的考量

程度进行了评估。评估发现，区域发展规划的目

标、指标和投入等都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尽

管其详尽程度有所不同 52。

此外，学习活动也能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并促进各级政府之间实现信息互

换。不管是由国家发起，还是在地方政府展开，

都有助于推进纵向整合。例如，日本建筑环境与

节能研究院就如何在当地社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展开了讨论。讨论内容随后作为《我们镇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介绍指南》进行

发布。该指南提供了对当地语境下每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不同解读 53。

3.3.3.1  确保地方战略和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

调一致

确保地方战略、政策和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保持一致，对于加强纵向整合具有重要贡献。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调整或者已经对自身战

略与规划做出了调整。这种调整有时是单方面

的，有时则得到了国家政府的支持。有些地区管

辖选择采取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有些则决定

调整现有战略以适应《2030年议程》，或者制定

部门特定规划或开展本地试点工作。这种调整往

往是对千年发展目标或《21世纪议程》落实进程

的延续。各国城市协会和国际地方政府网络正推

动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工作 54。例如佛

兰德城市和自治区协会、墨西哥州州长协会和巴

西全国市政联合会等（见专栏3.3）。

根据2017年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对自愿国别评估的审查，“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地方和区域政府规划与战略中的整合，除了少

数例外，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55。尽管如

此，还是有很多国家进行了初步实践。最近一项

调查发现，在向2017年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了自

愿国别评估的国家的12个地区政府中，有8个国

家已经把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落实到位 56。例如，

挪威的新阿斯克市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基

专栏3.3 确保本地战略和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根据联合国发展集团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路线图》，“地方和区域计划应提供对地

区的全面规划，采用综合多维方法制定战略，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这些计划应包括：

（1） 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背景的基线分析。

（2） 地方或区域的优先事项。

（3） 各级政府一致的共同目标。

（4） 与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保持一致。

（5） 战略项目。

（6） 预算和财务策略。

（7） 落实进程时间表。

（8） 合作治理机制。

（9） 监督和评估手段，包括一系列与《2030年议程》确立的指标相一致的地方与区域指标。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居署和开发计划署，全球地方和区域政府任务工作组，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路线图 ：地方层面的落实与监督》，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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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制定了市政总体规划和规划战略。该市

希望2020年可以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

地化 57。此外，印度有几个邦也开启了将发展规

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致的进程，着手制定

落实路线图。其中，阿萨姆邦已经制定了路线

图，并在若干村庄启动了试点项目 58。

此外，在哥伦比亚等其他一直支持《2030

年议程》的国家，协调进程已经相当成熟。在哥

伦比亚国家政府支持下，32个部门和31个首府

城市都制定了地方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本地化的目标 59。在报告相关行为体中，

已知有近3％都在地方层面进行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协调工作。有些国家通过中央政府（如，阿

专栏3.4 德国多级合作与协调机制

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是德国政府的咨询机构。委员会组织了多项活动，

鼓励社会内部就可持续原则开展对话，并将可持续议题付诸实践。2010年，委员会建立可持续发

展市长网络，同时还辅以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枢纽，旨在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可持

续举措加强全国交流。

新制定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的是让德国可持续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各州参与新战略的制定工作，各州州长批准新战略，强调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合作的

重要性。截至2016年2月，委员会共举办4次公开性区域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州级部长、国家秘

书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其他代表。此外，已经有11个州制定或正努力制定自身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务秘书负责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监督内容更新。委员会将邀请来自私

营部门、科研界、民间团体以及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外部专家出席会议。还将定期举办联邦和

州政府会议，让与会者分享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活动经验。

资料来源 ：市政当局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城市市长对话”，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塞拜疆、哥伦比亚和南非）推动地区之间的协调

进程，有些则通过地区、州邦或市政当局推进协

调工作。

3.3.3.2　多级协调与合作机制

在纵向整合的规划阶段，最具野心和前景的

手段是建立多级协调与合作机制。这些手段因各

国制度环境不同而略有变化，一般是以自上而下

的方式将地区政府融入国家结构。世界城市和地

方政府联合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6—

2017年向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报告的63个国家

中，有27个国家地方政府参与了高层决策或协调

机制的制定（见专栏3.4）60。

此外，有两个方面的差异让多级规划结构对

纵向整合和本地化产生了潜在影响。首先，结构

本身是否具有决策权，或者说该结构是否只是咨

询性质的机构 ；其次，地方政府是为了特定咨询

目的而受邀参与，还是其本身就是协调或合作结

构的实际成员。

其中一种模式是邀请地方政府代表加入国

家机构，参与协调工作和政策制定。例如，阿根

廷、阿塞拜疆、比利时、贝宁、巴西、捷克、埃

塞俄比亚、芬兰、尼日利亚、爱沙尼亚、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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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和多哥就采用了此种模式。该模式为交流信

息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让地方政府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了信息输入。

另一种多级合作模式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

式，将国家体制或机构融入地方行为体的落实进

程中。例如，巴西戈亚斯州与国家政府开展了试

点合作，制定和支持上帕莱索市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落实规划。

政策制定方面，多级沟通和协调机制或许是

促进纵向整合最有效的方式。它既可以提供多层

次协调，也有利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适当的

本地化。例如，有些机制鼓励将各级政府纳入可

持续发展规划机构，有些则鼓励各级政府效仿国

家协调与合作机制。这两种战略都有利于加强政

策一致与协调。

目前已经采取了这些手段的国家有巴西、德

国、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瑞士。德国以

《2030年议程》之前的体制为基础，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制定了紧密的协调框架，要求各级地方政

府积极参与（见专栏3.4）。肯尼亚和墨西哥新近

成立了州长委员会或州长议会作为国家和地方政

府之间的传动链，为各级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政

策提供了交流平台。

例如，巴基斯坦在《2030年议程》通过之前

就已经在其2025年国家愿景中提出，要通过建

立伙伴关系及协调各机构工作来促进纵向与横向

政策之间保持一致性。协调范围包括 ：可持续发

展目标单位支持的国家规划委员会、省级和专题

性可持续发展目标单位与协调机构、国家和省级

内阁委员会以及国家和省议会及其委员会等，其

中还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议会秘书处 61（见 

图3.3）。

图3.3

2025年愿景：巴基斯坦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级规划

资料来源 ：Prokop, M, nd, “Integrating the Agenda 2030 into Planning and Budgeting Processes. Overview of key steps”演讲，区域知识交流，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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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则采取了不同战略。该国政府正在

各州推广国家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结构，以加强纵

向和横向政策的一致性，提高民间社会、企业和

个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活动的参与度。这将

有助于改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收集、问

责机制、监督和评估体系、预算分配以及地方层

面的资源调动。马来西亚制定了国家优先战略，

旨在通过单一平台加强联邦和州级政府之间的协

调 62。

还有一些政府，它们虽然缺乏充分制度化

的协调结构，但也建立了专门的沟通和协调渠道

来推动地方战略和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

致。例如，塞拉利昂通过财政和经济发展部以及

地方政府和农村发展部的努力，成功让19个地方

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了地区和市政发展

规划之中。

多级体系在需要合作管理的部门中极为常

见。因为这些部门往往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各

辖区存在重叠，如海洋和水资源部门等。例如，

加拿大东部斯科舍省的综合管理工作组（ESSIM 

Working Group）1998年以来便一直负责对联邦

和省级政策进行整合并提供协调监管。澳大利亚

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提出之前，就对联邦

政府和各州组成的综合海洋管理工作组的各项工

作进行了整合，还建立了适当的体制安排以应对

海洋环境相关问题 63。

3.3.4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纵向整合

如何才能有效地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

策，一直是国际讨论的重要议题。在此方面，一

个关键性的挑战在于明确和协调各方职责 64。以

下将对一些国家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进

行的纵向整合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重点围绕预

算与财政、能力建设以及政策手段或工具方面的

经验。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阶段，推进纵向整

合的手段和工具似乎不像规划阶段那么频繁。然

而，新兴实践表明，那些在规划阶段就强调加强

各级政府联系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阶段也采取了更综合的方式来获得预算和财政支

持。一些地方政府正推进各项行动计划和体制机

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但是，多级

体系在实施阶段并不常见。

正如第2章所分析的，各国正在为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制度协调框架，推进整合落

实办法。然而，其重点似乎更多在于加强横向整

合，而非纵向整合。地方政府在这些框架中的参

与度仍然有限（见本章第3.2节）。只有少数案

例中，一些负责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工作的关键

性制度行为体或机构参与到了负责政府间关系的

机构当中（如果存在的话）。其中，塞拉利昂就

是少数之一（财政部与分权部展开合作）。但这

种合作只是一种围绕地区层面的具体方法或工

具，而不是针对全面落实《2030年议程》的通用 

手段。

● 财政和预算

公共财政改革强调各级预算应遵循政策与规

划安排 65。因此，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在

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纳入主流时，要将与国家

政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旨在实现这些目

标的预算程序放在首位。但是，千年发展目标和

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度化方面的经验表明，将可持

续发展方法和战略与预算分配过程相联系往往具

有挑战性。由于财政分权程序的复杂性，这一挑

战在地方层面更为突出。权力下放使预算追踪变

得复杂，因为它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和支出的单

位数量。而且，各级政府所使用的预算形式和分

类方法可能也会存在差异 66。

另一个挑战是通过调动财政资源来推动国家

和地方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发展规划

过于野心勃勃，涵盖过多优先事项，很可能会超

过实施所需的可用资源。此外还要确定预算的优

先级别。这一点在地方层面尤为重要，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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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中央财政

调拨，需要通过税收、借款或其他来源来获取有

限的税收 67。鉴于这些限制，地方政府可能会考

虑采取其他方式获得融资，比如跟私营部门合作

等。例如，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进

行股权融资、设立联合投资议程、发行市政债

券、发展众包模式以及发行社会效益债券等其他

努力 68。但其中一些替代方案，如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等，可能会面临纵向整合的具体挑战。这些

方案可能不在公共监督和监管的正常范围之内

（例如，外部审计）。因此，确保这些机制的透明

度和问责制，对于进一步实现纵向整合和有效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将

地方和地方层面的财政计划和预算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联系起来。有些国家由国家政府推动这种调

整进程，有些国家则由地方和地方层面予以严格

执行。总体而言，不管行为体是国家政府还是地

方当局，其实践都是为了推进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纳入国家或地方级战略与规划之中。

由政府推动调整进程的国家有墨西哥、乌干

达、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墨西哥政府已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纳入预算程序，并于2018年行政预

算提案中正式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预算程序

之间的联系 69。此外，地方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将

可持续发展规划和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

致。在联合国支持下，乌干达政府已将地方发展

规划和国家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这

些规划目前正指导各地方政府参与预算编制过 

程 70。在塞拉利昂，财政和经济发展部以及地方

政府和农村发展部与19个地方委员会开展合作，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地区和市政发展规划，

确保委员会今后的年度预算提案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保持一致 71。此外，在阿塞拜疆等其他国家，

政府也明确承诺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区域和

地方规划及预算分配过程 72。

在巴基斯坦，国家和地方财政框架正努力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政府建立了新的框架

来跟踪相关支出情况。政府还开展了针对地区框

架的试点工作，突出优先事项，特别是卫生和教

育领域的相关事项 73。地区预算可按性别和贫困

水平进行分类 74。

地方层面，一些省、市和直辖市正积极寻求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财政计划与预算方案。

例如，比利时、巴西、荷兰、瑞典和南非的一些

城市等。在贝宁，各部门正修订本地规划，通过

市镇发展资金支持获得国家财政拨款，进而促进

城市发展 75。

在比利时，佛兰德市政协会正开展试点项目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20个城市的财政与战

略规划 76。在巴西，巴尔卡雷纳市根据可持续发

展目标，对其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进行了制度化修

订（通过第49号市政补充法案和第436号法令），

还制定了相应的多年度投资规划推动落实规划 77。

2017年，瑞典城市马尔默把地方目标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结合并将其纳入了预算方案。此外，该

市还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际合作框架，与非

洲和亚洲等地方政府建立了特别合作伙伴关系 78。

另外，南非的德班市也已对长期战略、五年综合

发展规划与预算方案做出调整，用以协调可持续

发展目标 79。

真正通过建立多级预算流程和结构来帮助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并不多。哥伦比亚是该

领域的创新者，也是地方预算调整的创新者（见

专栏3.5）。有些中央政府正为地方政府提供财

政或预算支持来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

化，例如，尼泊尔和加纳等国。

地方层面，一些市镇也在调动各种收入和

投资，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定关系或领域的落

实政策。例如，在荷兰，市、省和水务部门通

过了一项联合投资议程，决定每年投入 280 亿欧

元，用于支持中性能源、气候保护和循环经济方

面的解决方案。只要有可行方案，就予以财政 

支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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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限制往往被认为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

挑战之一。采取措施来发展或获得技能与知识，

对于有效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尤为重要。地

方政府的能力建设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创

造有利环境的关键因素，也是加强纵向整合的先

决条件 81。

当前进行的大多能力建设工作，都侧重于通

过加强地方能力来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规

划和落实相关的长期挑战，而不是去培养纵向整

合行动所需的特定能力。不过，目前也出现了一

些更加明确的举措来促进落实纵向整合。

国家政府的作用（例如，提供培训机会或设

施、对招聘专业人员进行补贴等）对于支持能力

开发或许至关重要。各国应该考虑各地区和地方

政府的能力差异，因地制宜。例如，南非提出了

纵向整合的减缓气候变化倡议。该倡议采用双窗

口方法（two-window approach），对经验欠缺

的地方政府集中提供手把手指导，对能力较强的

地方政府则提出一揽子激励措施 82。

相比于加强政府间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培

养地方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涉及更广泛

的改革和支持。这些措施包括 ：改善规划、预算

编制和财务管理系统，提高当地战略发展和落实

能力。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做出承诺，要加强地方

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例如，捷克、

意大利、菲律宾和乌干达等国家政府承诺，支持

地方政府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与其他各

级政府进行合作的能力 83。在菲律宾，国家经济

和发展管理局（NEDA）及其区域委员会进行了

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权力，

推进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当地发展规划。乌干

达对当地政府技术官员进行了培训，目的是调整

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及预算编制，使其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协调一致，进而确保多利益攸关方的参

与度 84。但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过多对这些努

力重点及所采用的能力建设模式或工具的描述。

地方政府正依靠当地协会和网络的强有力

支持，不断加大投入来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

地化能力。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全国地方政

府协会对负责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工作的市政

规划人员进行了培训 85。在巴西，全国市政联合

会（CNM）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启动了

ART计划，来促进市政当局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本地化。联合会制定了一份指南，旨在帮助市

政当局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地方规划并建立相

应的监督和问责制度。其他活动包括 ：确定各市

镇相关指标，精心制作关于地方政府在新发展框

架中所起作用的指导方针和出版物，对当选市长

专栏3.5 哥伦比亚进行预算调整 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职能和财政方面，哥伦比亚具有很高的权力下放水平。多级规划和预算程序让各级政府和

部门得以建立一种通用模板，用以汇报其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进展。强大的多年规划和详细透明

的预算格式，促进了对千年发展目标预算情况的追踪和问责。由于进行了这些预算实践，并为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了强大的规划流程和制度化协调机制，哥伦比亚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

方面的主要创新者。新任地方代表所推行的地区发展规划中，同样包含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

致的预算和监管政策行动。此外，通用参与系统等多级规划和预算流程，也正推动国家资金重新

分配到各地区的社会部门，促进了通用报告格式的建立。

资料来源 ：国际预算促进会，“Tracking spending on the SDGs: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MDGs?” 预算摘要，2017。提交给《世界公共
部门报告》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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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落实和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行能力建设 

等 86。该倡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

展，承认了各级政府采取综合行动的重要性 87

（见专栏3.6）。

另 一 个 有 趣 的 例 子 是 荷 兰 进 行 的“ 全 球

目 标 市 政 运 动 ”（https://vng.nl/global- goals-

gemeenten）。 该 活 动 由 荷 兰 国 际 市 政 协 会

（VNG，荷兰城市协会国际合作机构）实施，目

的是帮助各市营造一个有利和充满活力的环境，

让利益攸关方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分享想法、发展

创新，逐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本地化，建立国际合

作伙伴关系 88。

专栏3.6 推进纵向整合进程中 地方政府网络和协会的作用

地方政府往往会和其他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或相互往来，以便有效和高效地提供本地服务。地

方政府网络可以被定义为，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关系结

构，其目的是帮助各级行为体履行自身职能。这种网络会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获

得赞助，可存在于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或地方等不同层面。对于提高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

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提高本地能力以及提升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信息的可用

性而言，地方政府网络至关重要。通过强化地方政府职能，地方网络和协会可以促进地方及地方

级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进而为实现更有效的纵向整合创造契机。

地方政府网络和协会在促进地方及地方战略、规划和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方面一

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部门和市政协会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有佛兰德和

瑞典的市政协会、墨西哥州州长协会以及巴西全国市政联合会等。比如，挪威新阿斯克尔市政当

局正与挪威地方和地区政府协会共同合作，为其他市政当局制定国家绩效指标，推动可持续发展

目标并将其本地化。

此外，地方协会和网络也在努力加强地方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国家网络和协会

通过实施各项举措对其成员予以支持，包括创建在线门户网站、提供知识共享资源以及制定应对

落实挑战的解决方案等。例如，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在线开放工具箱（http://www.

localizingthesdgs.org/）以及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创建的“地方活动中心”（https://www. 

learning.uclg.org）等。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工作具有跨区域性。例如，拉丁美洲

和非洲地方政府网络于2017年10月在佛得角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开展了学习对话。

资料来源 ：见尾注90。

在肯尼亚，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正共同努

力提高双方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国

家政府鼓励州长委员会参与培训提高能力，确保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各县自身发展规划。与此

同时，委员会还计划加强地方能力，借助国家指

标，促进各县收集分类数据 89。

3.3.5  监督、评估、跟进和评审过程中的纵向

整合

监督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考

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素，并从这些信息中获取

经验来帮助调整现有战略与规划，对于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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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而言至关重要91。《2030年议程》

制定了具体原则和规定来跟踪和审核落实进程，

确保数据系统、能力、方法和机制落实到位92。同

时，议程还包括进程报告和确保公民问责。作为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的补充，预计未

来《2030年议程》还将制定国家和地方指标93。

《2030年议程》明确指出，将在地方、国家、

地区和全球层面进行系统、定期和全面的进展审

核工作94。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进

行数据收集，用空间分散的方式监督进展情况。

3.3.5.1 监督、跟踪和报告进展情况

跟踪、监督和报告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情况，并从监督过程和结果所收集到的信息中

获取经验，是管理《2030年议程》落实工作的基

础部分。监督和报告进展情况应以综合性评估和

跟踪机制为基础，不仅要制定合理的指标，还要

建立适宜的体系和战略进程，跟踪进展情况，汲

取经验教训 95。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督，需

要设立从全球到国家再到地方和地区层面的、涵

盖多级政府的监督体系。

制定指标和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地方政府面临着一些特殊挑

战，例如，各地区和城市间的可用数据存在差异

以及评估各部门绩效的地方监督体系普遍存在 96。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

球各级的纵向整合，就要制定相关协议和指导手

册，建立报告机制，确保数据统一，防止重复 

计算 97。

在国家层面，根据2016年和2017年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举行的自愿国别

评估的数据，只有少数国家强调了各级政府地区

分类数据的重要性。芬兰、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

指出，需要制定本地化指标，在监督过程中强调

地区治理层级对提高分类数据可用性的重要性 98。

此外，始终能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的本地化，即地方政府努力整合或调

整区域和地方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并制

定相应机制来确保地方监督和可持续发展行动的

后续落实。例如，巴西、厄瓜多尔、德国、荷兰、

瑞典的一些地方政府，肯尼亚的一些县区，比利

时的一些州以及西班牙的一些地区，都对此进行

了努力。在巴西，巴西市政联合会（CNM）制定

了一种绩效衡量工具，帮助各市镇监督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结果 99。在地方层面，巴西圣保罗

统计局（SEADE）利用之前在编制千年发展目标

年度监督报告时的经验，积极开展了针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监督活动 100。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政府统计局（IDESCAT）就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

多相关主题和领域提供了一系列综合数据，同时

还按照部门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各市镇分列，创

建了在线门户网站，方便获取数据 101。比利时推

出佛兰德战略，涵盖了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情况的各项指标 102。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通常都

建立在先前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努力和体制

结构之上（例如，阿根廷）。

跟其他领域情况一样，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本地化方面，城市一直是主导力量，并在不断

进行创新。一些城市与大学建立伙伴关系（例如，

美国的圣何塞和纽约），共同开发综合监督体系，

促进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 

致 103。城市正不断创新，通过利用技术和基于

数据的工具来监督地方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情况。圣何塞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仪表

板，用于评估城市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

一致性。评估主要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该工

具还可以促进个性化和激励性改进规划的产生，

并加强市政资源之间的联系 104。

哥伦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也

正进行不断创新，制定可能有利于有效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和数据收集纵向整合的机制。因

为这会影响到各级政府或各级结构之间的协调行

动。分析表明，各国遵循的并不是一种单一模 

式 105。例如，在尼日利亚，国家政府和地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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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收集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责任。再如，

津巴布韦任命了地方政府联络人，协助国家统计

委员会收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肯尼亚正着

力开发综合监督和评估系统，跟踪县级指标。印

度尼西亚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它选择在最高一级

政府中采用监管手段。该国建立了总统制监管体

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立了治理机制，同时还

规定各部委和地方一级要定期监督并提交评估 

报告 106。

在一些举措中可以看出地方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进展。有些地方政府正制定自己的报告，评估

和监督地方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但

也有例外，如佛兰德和比利时等。这些国家在很

多方面还未建立相关机制来确保这些报告能够系

统性地反映国家监督进程。例如，根据世界城市

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与全球地方政府工作组合作

展开的一项评估，2016、2017年，在63个国家

中，有37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参与报告程序并编制

了自愿国别评估，其中大多数为欧洲和拉丁美洲

国家 107。

就地区政府参与监督工作而言，哥伦比亚的

实践也许独一无二。该国在评估地方和地方规划

是否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时，考虑了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具体目标及指标，同时还要考虑

在地方和地方层面对这些指标进行衡量时的数据

可用性。所有的地区开发规划都在不同程度上纳

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此外，国家规

划局还计划对地方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进

行后续跟踪 108。

在哥伦比亚和菲律宾，国家政府承诺会协

助加强地方层面的各项能力，创造和收集数据并

将其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决策的制定过程 

中109。地方各级行为体也在动员各方加强能力建

设，充分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指标。

例如，肯尼亚州长委员会正计划提升能力，更好

地运用国家指标，促进在各县收集分类数据110。

在其他国家，监督地方政府执行情况的工作

将由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层决策或协调机构共同承

担。例如，捷克可持续发展政府委员会由总理担

任主席，该委员会将编写一份关于生活质量和可

持续性的双年度报告，以监督地方层面战略文件、

规划和进展情况是否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111。

一些联邦制国家正着手建立各级政府之间的

多级协调和协作体系来进行监督和监管。巴西国

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委员会（包括来自联邦、州，

地区、市政当局和民间社会的代表）负责监督

各州、地区和市镇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举 

措112。比利时政治指导委员会可以促进联邦政府与

联邦实体之间的互动，从而进行更好的监督。联邦

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获得了来自地区政府的

贡献，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本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落实情况。联邦和地区政府应该共同决定哪些信息

需要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体系113。

3.3.5.2 知识共享与学习

分享各级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信

息和知识，并从监督工作收集到的信息中进行学

习，对于调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工作十分必

要。知识共享和学习有助于完善纵向整合机制，

提升促进纵向整合工作的能力，还有助于传播和

扩大本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学习和信息共享

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组合来实现。

政府如何利用评估和进展报告从可持续发

展目标落实过程中获取经验来加强纵向整合，这

方面的相关信息还不多。意大利全国市政协会

（ANCI）支持并参与了自下而上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进行监督和评估的过程。该活动由意大利可持

续发展联盟（ASviS）组织领导 114。哥伦比亚规

划局评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地方层面的整合情

况，同时指明在此过程中需要汲取的经验教训和

面临的挑战。

对于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和实施做

法方面的信息共享，国家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政府的角色有助于促进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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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向整合。例如，日本正努力改善各级政府在

气候变化缓解方面的整合工作。为此，国家政府

设立了一个展示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城市举

措，以促进其在全国的推广并推动落实伙伴关系

的建立 115。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一

些国家政府承诺通过知识共享来促进地方政府工

作。例如，捷克国家政府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方法

和协调支持，帮助其设立最低服务标准，确保实

现信息交流，保持良好实践 116。

还有一些国家提出了本地知识共享倡议，旨

在让各级政府行为者参与其中，促进实现纵向整

合。例如，日本北九州市于2017年与外交部和环

境部共同举办了题为“日本地方一级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努力”的研讨会 117。对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一些特定领域，这些举措可能尤为重要。

此外，网络也是学习和调整可持续发展目标

纵向整合的强大工具。一般而言，国家政府不会

设立和/或支持这些网络。它们主要是受地方政

府及其协会推动的（见专栏3.6）。 

3.3.6　依靠监管和审计 推动实现纵向整合

对于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并从落

实过程中进行学习，可以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相结

合的手段和方法。从形式上讲，这一过程可以借

助监管机制和外部审计机构得以制度化。

3.3.6.1　综合监管

通过设立协调性或整合结构来监督和问责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并不多。原因可能来自两方

面。一方面，外部监督和问责机制（例如，议会）

任务独立性可能会对各级政府进行协调行动造成

障碍。另一方面，地方和地区各级政府的外部监

督机制通常只存在于联邦制或权力下放程度较高

的国家。对此有一个案例值得一提。巴基斯坦国

民议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立了特别议会秘书处，

负责与省级议会及地区委员会进行协调118。

3.3.6.2　外部审计

在很多国家，最高审计机关（SAI）在促进

《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该机关在审计政府绩效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 119。根据2017年世界最高审计机关组织发展

倡议（IDI），有56％的最高审计机关计划在下一

次审计项目中加入关于准备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主题 120。通过审计和报告国家及各部门在可

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与行动方面的表现，主要是

在横向整合（见第2章）、纵向整合和利益攸关方

参与度（见第4章）等方面的表现，最高审计机

关能够为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此外，独立审计还提供了一种学习工具。审

计过程往往就是发现薄弱环节，然后提出补救措

施予以解决的过程 121。通过审计，最高审计机关

能够发现纵向整合所面临的障碍、挑战以及政府

在这方面的表现，通过考量调整审计结果的机构

能力，提出针对特定领域加强纵向整合的建议。

此外，通过使用标准化的监督工具和方法以及整

合新出现的审计结果，最高审计机构还能帮助找

到影响各国纵向整合和政府绩效的类似症结。这

些问题往往都具有共同的根源和后果 122。

在很多国家，最高审计机关对落实政府政

策和规划过程中存在的纵向整合进行了审计，并

从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最近一次审查 123，在被调查的10个

最高审计机关中，有8个机关对各级政府在（包

括机构内部和各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

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这些审计提供了以下

相关信息，例如，各级治理结构在公共机构的协

调问题，各级政府公共政策的效力、流程和管理

方面存在着分散、重叠、重复和缺失等问题，各

级政府在监督和评估方面存在局限性等（见专栏

3.7）。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最高审计机关正

在对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准备情况进行审

计。这些审计涵盖的相关问题有 ：对纵向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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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7 拉丁美洲对纵向整合的审计

以下选取拉丁美洲的一些例子来阐述外部审计可能带来的关于纵向整合的相关信息。

哥斯达黎加

审计署（哥斯达黎加审计署）对分析纵向整合和协调情况的社会方案进行了多次审计。最高

审计机关还根据对地区不平衡问题的处理程度（例如，目标人口的分布情况以及对社会方案的需

求等）来评估社会方案的有效性。例如，一项对针对失业和失学青年开展的公共政策和方案的审

计发现，这些方案无效。它们没有考虑到现存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没能接触目标人群，未能产生

预期结果。

2016年，最高审计机关对老年人转移项目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发现，包括市

政当局和区域实体在内的多个公共机构在执行多项转移方案过程中，存在重叠、分散、重复和互

补等现象或差距。例如，在纵向整合方面，审计结果发现，包括市政府和区域发展机构在内的九

个机构，在公共融资方面都存在分散现象。此外，由于国家协调机构中没有来自地区级的代表

（市政和区域发展机构），因此无法协调和阐明各级政府在财政、监督和问责方面的情况。该机构

未能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目标人群的需求以及必需品地区分布的相关信息。

哥伦比亚

2015年，审计署（哥伦比亚审计署）对农民保护区进行了审计。农民保护区是于1994年由

程度和形式的了解以及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纵

向整合的主要制约因素的了解。其中比较有创新

性的一个例子是，对政府的准备情况及目标2.4

（粮食安全）的落实情况进行协调审计。目前，

该审计工作正在拉美11个国家进行，并由巴西

最高审计机关予以协调。本次审计调查了中央政

府的准备工作，包括明确各级政府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落实情况，思考如何界定纵向整合的权限

和权力，以及如何界定有效落实纵向整合的制度

结构和机制等 124。其中，危地马拉的创新实践值

得一提。该国最高审计机关不仅计划对地方一级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审计，而且还鼓励政府提

高各市县对《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认识 125。

在很多国家，审计机关同样存在并运作于地

方层面。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当

多个审计机关在同一个国家运作时，各级政府的

外部审计如何进行整合与衔接。外部审计的纵向

整合和协调一致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各地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优势与劣势，并明确可持

续发展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地区不平衡和挑战。其

中值得一提的优秀案例是，巴西最高审计机关对

亚马孙保护区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该项目属

于拉丁美洲的协调审计项目之一。

虽然没有找到这种协调方式的具体相关案例

来说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审计，但以下会介

绍一些创新经验。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的审计长和

总审计长都参与了对拉丁美洲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准备情况的协调审计 126。2016年7月，巴西

最高审计机关组织众利益攸关方就东北地区可持

续发展情况开展了对话。该举措让地方审计机关

制度网络得以参与其中，同时还吸引了东北九个

州的其他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就区域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进行了技术交流。此

外，对话还可以帮助调整审计方法，改善联邦审

计机关与相应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工作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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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论

《2030年议程》强调，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

入多级政府规划，推动落实进程的本地化，满足

当地人民的特殊需求。纵向整合旨在通过彼此的

强化和支持性行动来促进各级政府之间形成协同

效应并增强协调性，其最终目标是提高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质量和有效性，改善落实进程的 

结果。

纵向整合具有一系列潜在好处。它有助于推

动各级政府构建共同愿景和承诺，提高政策行动

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提高资源分配效率，降低实

施成本和风险（例如，各级职能重叠或重复等），

加强公众责任与问责等，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落实。但纵向整合也会承担代价并带来挑

战。要想确保纵向整合举措的执行力和有效性，

就要分配足够的资源（财力、人力、资源等）对

其予以支持。

本章文献回顾表明，纵向整合的适度水平和

地方政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必须根据每个政府体制的性质以及特定职能归属

地方责任的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事实上，追求

何种程度的纵向整合，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和政策

领域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环境。实践中，在国家和

地方层面完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纵向整合的

例子很少。

本章介绍了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纵向

整合的各种工具和方法，还介绍了各国在实践中

如何运用这些工具的相关实例。分析表明，虽然

各国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在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会为多级政

府展开对话和采取联合行动创造契机。目前，针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举措越来越多。许多

国家的地方政府正引领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创

新。此外，地方政府网络和协会在推动这些努力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举措也正面

临挑战，比如，如何将各级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行

动超越地方层面进行有效结合等。加强与其他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或许有助于建立和维持这

些联系。

本报告中提及的很多案例都出现在政策制定

的领导和规划阶段，包括提高各方认识等。在有

些案例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机制已经融

入地方政府，但关于这种参与形式的性质及其对

《160法案》制定的一项政策工具，旨在为农村人口提供多产作物作为替代方案，从而减少非法作

物种植。同时，该政策也是规划土地利用的一种工具。

最高审计机关考察了政策所及的所有行为体，包括国家（例如，各事工部门）、区域（区域

自治企业）、部门、地方甚至社区层面的所有参与者。审计结果发现，各行为体在参与各级政府

制定、落实、监督和评估政策过程中，在纵向整合方面存在不足（基于宪法原则、协调性、并行

性及辅助性等考量因素），最终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虽然政策工具已被纳入1994年至2014年

的国家发展规划之中，但政府并未能确定评估进展的具体目标。而且，农民保护区也尚未被纳入

市政和部门发展规划之中。另一个相关发现是，有限的纵向整合破坏了监督制度。农业部长并未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体进行协调合作来获取监测进展情况的相关信息。此外，该次审计还考察了

农民保护区政策在经济（采矿和石油开采）、环境（农民保护区建立在战略生态系统地区）和社

会（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失衡、紧张与权衡关系。

资料来源 ：见尾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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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的影响，我们还未发现

一般性规律。体制机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

发展和运作，所以对此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有些国家依靠法律和监管手段，在各级政府间

建立了协调机制，确保各级政府的战略与规划保持

一致。此外，还为各级政府不断寻求途径，协调应

对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遇到的共同挑战。

不过，关于这些体制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是否具

备适当的资源、能力和授权，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次报告阐述了有效落实纵向整合过程中面对的一

些挑战，特别是在地方能力方面的挑战以及为消除

这些障碍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此外，本章还阐述了

外部审计在加强纵向整合方面的潜力。

要进一步分析纵向整合及其在推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行动方面的有效性，还需对政府为加强纵

向整合所做的努力及活动成果予以评估。需要考

虑的一些相关领域包括 ：分析各级政府利益的平

衡性与代表性，各级司法管辖区是否具有明确的

授权、作用和职责，是否设立了简单而一致的行

政程序来支持和推动合作。在规划方面，要考虑

各级政府是否具有联合或一致的规划程序，这一

点非常重要。此外，还需开展更多研究，明确不

同具体情况下纵向整合的适当程度，了解促进纵

向整合机制有效性的背景条件，找到能够最大程

度提高成功可能性的措施与改革。在财政方面，

评估各级政府是否存在联合或一致的预算程序以

及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必要的能力供各级政府

采取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还要注意各

级政府是否编制了明晰的报告以及是否建立了监

督和问责机制。

展望未来，一些专家认为，把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与发展政府间体系联系起来将具有巨大潜

力。地方政府要想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

作用，就要对总体系统进行改变，而非仅仅改变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机制。事实上，《2030年

议程》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契机，用以加强政府间

体系（包括规划、预算和财务管理），支持可持

续发展，提升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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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ía de carácter especial sobre la interrelación de 
los Programas de Transferencias dirigidos a la población 
Adulta Mayor, División de Fiscalización Operativa y 
Evaluativa Área de Fiscalización de Servicios Sociales, 
San José。 参 见 https://cgrfiles.cgr.go.cr/publico/docs_
cgr/2016/SIGYD_D_2016014300.pdf ；Contralo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Colombia 2015, Informe de 
auditoría a políticas públicas zonas de reserva campesina 
y zonas desarrollo empresarial: instrumentos de la 
política de desarrollo rural (1997 a 2014),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Planeación, Bogotá D.C, Colo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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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以来，人们认识

到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会议”

（地球峰会）的成果之一——《21世纪议程》 引

入了这一概念，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不同利

益相关方群体的参与情况，指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广泛的公众参与决策”1。多

年以来，越来越明确的是，包容性参与对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结构变革是必要的。例如，实

现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动员拥有可持续价

值观的消费者有助于创造对可持续服务和产品的

需求，并产生可持续服务和产品的创新商业模 

式 2。认识到参与、获取信息和实现公平这些可持

续发展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地球峰会最重

要的成果之一 3。

实现长期整合需要支持公众参与、多部门

和多层次解决问题的机制，除了各级政府之外，

还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此外，要遵守

《2030年议程》所倡导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的原则，就必须与各类的利益相关方接触，并特

别关注边缘群体和个人。

本章从系统和部门层面探讨了利益相关方

参与机制的采用将如何影响整合结果。参与的不

同部门，不同决策层次和不同选区的流程和机制

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吸取先前经验后，各国

已经认识到利益相关方参与对加强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重要性，并确保在各级进行有效的实施和监 

督 4。本章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初步回顾，并聚焦于

这些经验在各国设计促进政策整合的参与机制时

将如何影响其选择。

4.2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整合

4.2.1　参与《2030年议程》

《2030年议程》强调了国家参与过程的重要

性，以确保利益相关方从国家战略制定到实施到

国家监测和审查等各个阶段的有意义和积极的参

与。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涉及参与。在系统

层面，目标16.7要求确保“在各级进行响应性、

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的决策”。在具体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层面，目标6.b（“支持和加强当地

社区参与改善水和卫生管理”）、目标10.2（“增

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

治生活”）和目标11.3（“加强包容和可持续的城

市建设，加强参与性、综合性和可持续的人类住

区规划和管理能力”）是指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和

包容性。《2030年议程》规定“必须赋予弱势群

体权力”，“原住民、儿童和青年，特别是那些处

专栏4.1 利益相关方的定义

利益相关方的概念起源于商业管理文献，是指任何可能影响或受组织目标实现影响的群体或

个人。虽然这个术语经常被人们理解得很狭窄，但《21世纪议程》采用了一个广泛的定义，系统

地指代个人、团体和组织。这是本报告中使用的利益相关方定义。具体而言，在本报告中，利益

相关方是指一个正式组成的团体或组织的个人或代表，这些团体或组织具有或被认为具有集体利

益并可能影响（例如，告知决策，发表意见和反映利益诉求）或受到政策过程和自己或其他影响

政策的人的行为的影响。

资料来源 ：见尾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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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弱势地位的人，应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帮

助他们获得可以充分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

能”6。《2030年议程》还提到，后续行动和审查

过程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包容，参与和透明”

（第74d段），审查应该“特别关注最贫困，最脆

弱的和那些最落后的群体”（第74e段）。

可持续发展目标17要求振兴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包括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以促进和执行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其

中包括 ：（1）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

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17.16）；（2） 借鉴伙伴关系的经验和筹资战略，

鼓励和推动建立有效的公共、公私和民间社会伙

伴关系（具体目标17.17）。

4.2.2　为什么参与对于整合至关重要？

《2030年议程》全面要求政府和所有利益相

关方、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

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如果《2030年议程》要

获得成功，就需要提高认识，并且在全民方面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权须有所提升。除此之外，

《2030年议程》的实现需要结构转型，这又需要

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的行为有所改变。参与是

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非政府行为者本身是变

革的主要驱动力，并有助于对政府持续施压，以

督促其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最广泛

的层面上，作为对长期转型的支持，由社会的所

有组成部分共同承担的参与是构建未来整合愿景

和战略的关键。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在公共组织的内部

和外部穿插工作。由于它们在社会上十分复杂，

所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案需要包括国家组

织（各级政府的政府机构）以及非营利组织、私

营企业、学术界、有组织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内

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整合需要平衡来自不同行业的不同行为者的

观点，根据定义，这只能通过参与来完成。要实

现对复杂问题的共同理解以及设计受益于大型社

会共识的综合解决方案，参与显得非常重要，而

这反过来对确保所有权和实现可能解决方案也至

关重要。

最后，与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接触也是

实现《2030年议程》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即“不

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因此，政府机构可以从利

益相关方参与的投资资源中获益，而不是仅仅关

注和投资传统的政策工具 7。

4.2.3　参与整合的益处和成本

4.2.3.1　潜在益处

参与整合的潜在益处很多。如上所述，参与

的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更准确的方式帮助解决问

题，提供有关确定政策解决方案和评估实施过程

的信息，从而改善政策绩效 8。与非国家或非政府

组织交流政策制定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理解人们

的需要和诉求，纠正在获得政策流程和公共服务

方面的不平等。此外，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可以

直接参与解决政策问题，并通过知识，政策和技

术的协同效应贡献更多的资源 9。

利益相关方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中的受

益者和监督机构，可以直接了解服务和计划在实

践中如何为他们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让非国家

或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具有强大社区联系的非国

家或非政府组织（例如参与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

织）参与的另一个好处是，他们可以帮助确定和

实施更适合特定环境的政策解决方案，并反映社

区的具体特点。这可以加强政策的所有权，反过

来也可能具有更好的合规性 10。

如上所述，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潜在益处之一

是其对政策整合的贡献。从流程角度来看，推进

政策整合需要改变决策流程，或增加能够维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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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整合的具体流程 11。这些改变流程包括增加与

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要么通过正式机

制，要么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关联。与非国家或

非政府组织更多交流互动会给政策整合带来两大

好处 12。一方面，它将使实现政策整合的进程更

加民主，因为它可以提高透明度、问责能力、参

与度和帮助建立公民能力。另一方面，它将通过

提供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提高政策产出，被更广

泛地接受并被视为合法，从而使政策整合更加 

有效。

尽管将利益相关方参与与政策整合联系起

来的因果机制很少被探索，但仍可从文献中找出

一些联系。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参与横向或纵向

协调机制可以在决策周期的任何阶段提供信息并

提高对整合失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投

入可以有助于协调和整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来促进各层级政府之间动员利益相关

方 ：在追求某些特定的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协调

合作可以因此被促进 13 ；同时，游说及动员草根

群众能提高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的认知，这

些认知关乎多层级之间协调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4.2.3.2　潜在成本

让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推进整合政策也涉及

成本。这些必须与获得的潜在好处进行比较，以

评估是否以及如何让利益相关方参与特定的环

境。在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建立和管理参与过程

的行政成本可能很大。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需

要时间，并且可能会阻碍一些可持续发展挑战需

要的快速政策反应 14。如本报告第7章所示，这

两个维度通常在产生冲突后变得至关重要，政府

必须在两个方面之间协调 ：一方面在经济和社

会方面取得成就，另一方面恢复对公共机构的信

任，为此创造参与性进程并与不同人群接触便成

为一种重要手段。

虽然引入多个利益相关方的观点有助于更

全面、更合法地理解复杂的政策问题，但这种参

与可能会加大不同观点整合成意见一致的政策解

决方案的难度。此外，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

带来仅呈现狭隘利益的单方观点，使得政策解决

方案更加分散、重叠和重复，而不是推进综合的 

方法。

最后，管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参与创造的

预期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公务员掌握特定的技能

和能力，并调动必要的资源以有效执行参与式方

法。本章第4.5节将更详细地讨论各部门在参与

和整合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4.2.4　参与的维度

参与工具和机制越来越多。文献采用了多种

分类法来分析它们，但其中没有哪一个会明显优

于其他分类。一般而言，所有这些分类考虑了五

个广泛维度中的部分或全部 ：（1） 参与程度，从

提供信息到全面协作和授权，这包括该机制的决

策权，以及其正式或非正式性质 ；（2） 参与者是

谁以及如何选择他们 ；（3） 决策结构层面（例如

工作层面与高层层面）；（4） 该机制涵盖的决策阶

段或战略管理阶段 ；（5） 机制的内部工作方法和

议事规则，包括交流方式 15。

以 第 一 个 维 度 为 例， 国 际 公 众 参 与 协 会

（IAP2）根据互动水平和预期的公共影响对参与

机制的类型进行了分类（见图4.1）16。文献表

明，与囊括了信息结构化交换的双向机制相比，

仅停留在信息传达层面的单向参与机制对于促进

政策整合的影响收效甚微。有人认为，为了解决

复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达成共识和改变行为需

要利益相关方的高水平参与 17。

据推测，单向参与越向协作和授权发展，机

制就越必须正式化。然而，形式化和影响之间的

关系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玻利维亚在21世纪初

制定减贫战略文件（PRSP）进程和国家发展计

划（NDP）时采用参与式方法的经验表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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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参与式环境（如减贫战略文件所示），自

上而下的正式参与方式是难以实施并可能无法产

生预期结果的。相比之下，NDP的非形式化参与

过程（“无规则参与”）更有效地产生了更接近人

口真实需求的结果 18。

4.2.5　关于利益相关方参与产生影响的例证

过去 20 年来，公众参与对发展成果影响的

实证证据一直在积累，并且刚刚开始系统化。 

关于各国和各部门之间不同的参与性问责制度

和社会问责制能产生几级的影响，最近的一篇

研究综述发现了大量的实质证据 19。同样地，对

2010 年以来的现有文献进行考古，在 20 多个国

家的 100 多项案例中，存在着大量与群众参与相

关的实例，这也特别值得我们的关注。即群众参

与是如何从一开始被联系起来，直至由可观测的

结果演变为实际的参与过程。研究发现，在包

容性、问责能力和基层建设方面，传统的参与机

制的影响力远不如地方协会或社会运动来得更为

积极有效。案例分析表明，与单一的参与机制相

比，使用多种参与方式混合的办法并促成多元行

动者合作，对于加强响应和问责能力似乎更为行

之有效。

然而，关于特定参与工具对政策有效性和其

他发展成果的影响的经验证据鱼龙混杂。一些研

究表明，通过社区监测等体制机制参与可能影响

甚微或没有影响 21。其他研究还发现地方发展项

目易受地方腐败势力掌控 22。对比的证据表明，

要想使参与产生积极影响，除了设计和运作体制

图4.1

公众参与图谱

资料来源 ：国际公众参与协会，IAP2 公众参与图谱(Wollongong: IAP2, ND)，https://www2.fgcu.edu/Provost/files/IAP_Public_ Participation_Spectrum.
pdf.

公众影响力不断提高

告 知

公众参与目标

为公众提供平衡
和客观的信息来
帮助他们了解问
题，寻求替代方
案和/或解决方案

我们会随时向您
通报 

· 事实表
· 网站
· 开放接待日

获得公众对分析，
替代方案和/或决
策的反馈意见

我们会随时向您
通报，倾听并承
认您的疑虑和问
题，就公众意见
如何影响决策提
供反馈意见

· 公众意见
· 专门小组
· 调查
· 公众会议

在整个过程中直
接与公众一起工
作，以确保公众
问题和关切一直
被理解和考虑

我们将与您一起
确保您的疑虑和
问题直接反映出
来，在所开发的
替代方案中提供
关于公共投入如
何影响该方案的
反馈决策

· 研讨会
· 自由投票

在决策的各个方
面与公众进行合
作，其中包括开
发替代品和确定
首选解决方案

我们将期待您在
制定解决方案方
面的直接建议和
创新，并尽可能
将您的建议和意
见纳入决策

· 公民咨询委员会
· 建议共识
· 参与式决策

将最终决策权交
给公众

我们将执行您的
决定

· 公民陪审团
· 选票
· 委派决定

对公众的承诺

示例工具

征 询 参 与 协 作 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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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吸引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还需要其他

的额外条件，包括采取集体行动或社会动员来使

其发挥作用。

经验证据表明，参与体制机制的存在不足以

确保所有群体的有效参与，特别是较贫穷和更边

缘化的群体。了解集体行动者在权力关系不对等

的情况下如何形成、掌握权限、动员和参与也很

重要。例如，巴西的健康委员会由多元利益相关

方组成，其在监管卫生服务以及替不同领域的众

多联盟发声方面的表现较为出色 23。

为使参与机制有效，它们需要一个有利的环

境来维持和促进集体行动。例如，集体行动的形

式理论表明，集体合作的历史能够带动一个集团

克服集体行动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公职人

员恪尽职守 24。其他相关因素包括将民间社会的

努力与形式化的制度安排相结合，一个自由和有

能力的媒体，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整合民间社会

与可行使权力并使用执法手段的政治行动者的努

力，将社区动员与少数领先的专业化民间社会组

织结合起来，并且使行动者投入联盟和关系网络

中来 25。

尽管成功调动具体的利益相关方可能需要特

定的条件（例如基层参与或领导阶层的个人利益

关系或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共宪章），但一些背景

因素起着作用。《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08）》提

供了一系列促成因素，包括政治自由、公民自

由、法治、信息权、言论自由、独立的司法机

构、结社自由和民间社会组织的畅通无阻的运 

作 26。信息提供、透明度、利益攸关方和决策者

的参与技能和能力、专门的法律规定、预算和工

作人员、明确的责任和问责制都已经在参与的要

求中被提到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参与机制

可能变得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地方腐败垄断

势力的受害者，变成纯粹的粉饰，无法触及利益

相关方并使其参与进来。

尽管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很重要，但关于政策

整合的文献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外部行为者的决策

参与上 27。政策整合通常被视为一种以国家为中

心的理念，属于政府的责任。然而，随着人们对

非国家治理以及政策整合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日益感兴趣，参与如何推动政策整合这个问题也

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28。

4.3　谁参与政策整合？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不同的非国

家或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带来了独特的好处

和价值 29。例如，妇女和女孩的参与有助于将性

别因素纳入各个领域的政策。儿童和青少年的参

与则鼓励跨代思维 30。科技界可以帮助加强政策

科学性，帮助提高公众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例如

气候变化）的认识，提供信息和证据并确定良好

做法。同样，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政府可以通

过伙伴关系更好地调动资源和技术援助，并利用

私营部门的可持续性举措。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主

要生产者，私营部门是实现所有目标的关键，特

别是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可持续发展

目标12）与经济增长和体面就业（可持续发展 

目标8）。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需要不同的参与过程

和渠道（例如，公民个人与跨国公司）以及不同

的参与激励机制。与其他方面的整合（见本报告

第3章）一样，区分系统层面的参与机制（例如

国家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和在部门层面运作的参

与机制在概念和经验上都是相关的。本章第3节

就是基于这一点区分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本身可用于初步

识别与具体问题相关的利益相关方。 有关问题

与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同一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其他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利益攸

关方的识别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起点 31，之后可以

使用识别利益攸关方的常用方法和工具。在实践

中，如本章后面所述，正确识别利益相关方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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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出这个初步阶段。

图4.2以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为例，其被包含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4.2中。多个目标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地区以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

目标14）可能会影响目标14.2的实施情况。反

之，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也影响到一些可持续发

展目标地区的成果。这张基本图显示，关于这个

问题的全面讨论应力图让涉及海洋生态系统保

护、粮食安全、能源生产、气候变化、扶贫、教

育和其他许多主题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图4.2

可持续发展目标4.2，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下的目标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

资料来源 ： Le Blanc, Freire and Vierros, 201735。

在这方面，有两个维度值得一提，因为它们

特别重要 ：范围和地域规模 32。首先，找到合适

的范围来解决问题对于确定适当的利益相关方非

常重要，正如绘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链接的专

家所指出的那样 33。其次，根据所考虑的问题，

不同地域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产生影响。在国家层

面开展工作时，重要的是要明确国际参与者对这

一领域成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如何在决策中考虑

到这一点 34。

4.3.1　选择利益相关方促成整合

参与机制旨在代表公共政策领域相关行动者

的多样性。多样化的行动者提供更多的潜在资源，

带来丰富的知识，为创新和学习创造机会。36

选择参与者的方法有很多种，取决于能力，

资源和实践 37。虽然有些机制向所有人开放，但

有的机制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抽样，使用公共邀

请，利用现有网络或有意瞄准某些机制个人或团

14.4恢复鱼类种群

14.6 小渔民有权获得资源和市场

14.7 为SIDs and LDCs增加收益

13 气候变化
14.3 海洋酸化

1 贫穷
2 饥饿

4. 教育

14.c 实施国际法

16 和平与包容性社会

11 城市

14.2 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

9 基础设施和工业

14.a 科学知识和科技实验

14.5 保护10%的海洋区域

15 陆地生态系统

14.1海洋污染
7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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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多样化的选择机制在代表性和合法性方面同

时具有优势和局限性，因此它们有可能加强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政策整合 38。例如，对

所有人开放的参与机制往往不能代表较大的公

众，因为那些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的人可能会抓

住这个过程，减少投入的范围，从而减少融合的

机会。相比之下，有选择性的挑选可能会针对那

些参与度较低的参与者，而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对

于寻找多部门解决方案可能更有价值，随机选择

也可以确保不同观点的更高代表性。如果实施得

当，激励弱势群体的开放机制（如参与性预算），

依赖随机选择的机制以及使大众对某个问题感兴

趣的机制都有助于加强政策整合 39。

应设计参与机制的细节，通过为有效和全面的

参与创造适当的激励机制，在实现参与目标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制度设计有助于避免那些更

加密切联系或更具能力的团体在参与过程中相互拉

拢，并促进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特别是弱势群

体或边缘化群体40。 要了解参与如何促进政策整合

和有效性，需要考虑参与机制的制度设计与动员社

会行为者的集体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41。

指导政府机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针解决了

这些设计问题中的部分问题。 一些可用的指导方

针间接指出了整合参与的好处 42。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美国每个学生成功

法》的指导意见，具体的参与方式如利益相关方

咨询小组被视为一种“解决复杂或长期决策并逐

步形成共识”的好方法 43。但是，总的来说，这

些指导方针没有明确提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如何

促进整合或者如何部署参与机制来加强整合。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2016年西澳大利亚州政

府利益相关方参与水生资源管理相关流程的指导

方针 44，其中明确指出，由此引起的不同利益相

关方的协同作用“鼓励针对复杂问题制定综合全

面的解决方案，并提高该部提供更好的渔业和水

生生态系统管理能力”。指导方针依赖于上面介

绍的IAP2交互水平，并确定每个级别的具体参与

方式。该框架提供了具体指导，以系统方式确定

关键利益攸关方，并确定渔业特定过程所需的最

低参与程度，例如制定总体政策，开展环境影响

评估或修改渔业管理计划。

就水资源综合管理而言，南非政府制定的指

导方针建立在整合方法的基础上，该方法协调了

利益相关方对水资源的使用需求。重点在于协调

利益相关方对水的使用和期望使用或可能影响水

生生态系统所需状态的那些过程的相互作用。这

样做的目的是让利益相关方能够做出更有意义的

贡献，并指导有限的资源利用和协调利益相关方

持续使用水资源的问题 45。

4.4  参与工具：它们如何有助于整合？

本节介绍参与工具和机制的示例。首先介绍

参与的各个方面，然后在系统层面提供示例，其

次是部门层面的示例，最后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

伙伴关系的一些考量。本部分最后将讨论与这三

种机制有关的挑战。

4.4.1　系统层面的参与机制

政府正在试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这些方法建立在先前利益

相关方汲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例如，国家经

济和社会理事会（ESCs）是咨询机构，让多个利

益相关方（包括来自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工会

和政府的代表）参与有关公共政策的磋商。起源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ESCs最初提供了

一个结构化的框架，以应对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

困境 ；后来在一些国家其范围延伸至更广泛的社

会和环境问题上。

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设立是为了使公共

政策更加平衡、公平和负责，而不是把其具体化

地整合。然而，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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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整合提供了相关的见解。国家经济和社会

理事会的经验表明，它们已经帮助在关键目标方

面达成全国性协议，将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的观

点纳入公共政策，使其更具有回应性，并为社会

行为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推进可能被排除在政

策议程之外的关切问题46。因此，在最基本的整合

水平层面上，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为确定共同

目标和加强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在某

些情况下，从更高的整合水平层面来看，它们也

有助于不同行为者之间共同解决问题和制定更加

整合的战略性政策规划47。巴西、保加利亚、丹麦

或南非的例子显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在制

定国家政策方面的贡献以及整合经济和社会两个

层面的战略48。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也面临着挑

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挑战涉及所代表

的行为者范围的限制，农村贫困人口等特定群体

代表的缺乏，以及某些情况下可信度的有限49。

各国正在建立的另一个参与机制是国家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NCSDs）。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在1992年首先被列《21世纪议程》的机构组

成部分，以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其目

的是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和跨部门国家机制应对与

整合决策相关的挑战。其中一些国家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包括来自学术、科学、商业和非政府

组织背景的代表——有助于监督政府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进展。但是，经验表明，国家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对大多数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仍然很

低 50。今天，许多国家都在运营着国家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中发挥了明确的作用（见图4.3）。

根据经合组织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发生在不

同的政策阶段，包括 ：根据国情对目标进行适应

和优先排序 ；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计

图4.3

2017年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没有NCSDs（110）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尚不明确的现有NCSDs（18）

之前设立的NCSDs，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28）专门为SDGs而设立的新NCSDs（34）

正在设立过程中的NCSD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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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以及指标的确定和发

展。有趣的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接受调查的国家

回复说，它们会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横向协调机

制中 51。表4.1列出了制度层面涉及的决策周期不

同阶段的参与机制示例。

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努

力侧重于提高认识并传播有关《2030年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息。提高认识的活动非常多

样化，包括组织讲习班、会议、活动、传播和外

展活动，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这些通常是临时

性的，有时间限制的而不是制度化的倡议，通常

是与民间社会组织（CSO）合作提出的。各国

还强调了教育对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认识的重要

性，并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教育课程和计

划。例如，在韩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内

容已被纳入中小学生的教科书中 52。

表4.1 政策周期不同阶段的系统级别参与机制的一般示例

领 导 力 法律/监管 规划/设计 实  施 监控和评估

●  提 高 对 可 持 续 发
展目标的认识

●  与 落 后 的 人 群 接
触使其参与

●  建 立 正 式 的 咨 询
机制

●  分 配 参 与 机 制 的
资源

●  制 定 国 家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的（ 特
别）公开磋商

●  NSDCs负 责 国 家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的设计或修订

●  参与式计划
●  参与式预算

●  多 利 益 相 关 方 伙
伴关系

●  利 益 相 关 方 在 体
制 机 制 中 为 实 施
进行协调

●  学 习 网 络（ 部 门
和系统层面）

●  参 与 式 监 督 和 审
查（ 由 政 府 或 监
督机构进行）

●  指 标 和 数 据 收 集
的参与性发展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许多国家通过专门的讨论、宣传和协商活

动，促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施 53。磋商旨在收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以

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他

们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

以通过圆桌会议、论坛、研讨会、双边讨论和在

线渠道等方式进行。例如，法国已经启动了关于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咨询讲习班以及网上公众

咨询。摩洛哥组织了一些关于《2030年议程》本

地化的磋商，并得到民间社会代表的意见。秘鲁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举办了大量国家磋商会

议，包括2012—2014年之间开展的有关《2030

年议程》和2017年的一些会议 54。巴西，比利时

和意大利为了增加参与者的数量并将范围扩大到

特定的群体（例如学术界 、青年、消费者）和地

方层面，已经通过民间社会网络进行了磋商 55。

除了这些努力之外，各国还通过各种制度化

机制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此，他们正在调整现有机构或创建新机构。没有

单一的蓝图，由此产生的参与机制存在巨大差

异。参与的体制结构可能涉及多种类型的利益相

关方，在各级政府中运作，并在决策周期的不同

阶段履行其职能。此外，虽然其中一些结构由政

府领导，但其他一些由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领

导。一些机构具有决策权，而另一些机构则是咨

询机构。

一些国家正在使用新成立的机构让非国家

或非政府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其

中包括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哥伦比亚、埃

及、格鲁吉亚、洪都拉斯、肯尼亚、马尔代夫、

墨西哥、瑞典和泰国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一

种形式是将利益相关方代表纳入技术或专题层

面，而不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提供总体战

略方向的高层机构中。例如，在肯尼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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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派代表参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部门，

该部门在转型和规划部内设立，负责整体协调

的工作。该部由机构间技术委员会（IATC）提

供支持，该委员会由政府主要部委、部门、机

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官员组成 56。

同样，在哥伦比亚，有效执行《2030 年议程》

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别部际委员会新成

立的技术秘书处与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学术界的代表接触，并且强有力的利益相关方

也参与了其中。洪都拉斯体现了不同的体制安

排，其中利益攸关方既代表高级别委员会，也

代表可持续发展目标技术委员会。利益相关方

代表包括私营部门、工人和农民组织、学术界、

有组织的民间社会和市政府 57。

在其他国家，如巴西、博茨瓦纳、贝宁或

泰国，负责指导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中央协调

机制也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提供了平台。巴西于

2016年成立了全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委员会，称

“这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体制协调

机制”58。委员会中代表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

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成员建议巴西政府继

续执行《2030年议程》。

哥斯达黎加的情况稍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已通过由政府三个部门、民间社会组织、宗

教组织、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大学签署的非等

级国家契约而制度化 59。

其他国家正在通过预先存在的体制机制和流

程，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包括比利时、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意大利、

菲律宾、韩国和瑞士等。例如，在爱沙尼亚，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 60 作为利益攸关方论坛，在执行

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咨询作用。在比

利时，联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促进广泛的多利益

相关方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联邦和区域可持续

发展战略。在瑞士，2030年可持续发展对话促进

了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

讨论 61。

一些多利益相关方机构由政府主导，如韩

国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2009 年成

立，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虽然它主要

由政府官员组成，但它同时包含了政府和私营

部门成员 62。相比之下，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是非政府主导的多利益主体机构的一个例子。

理事会汇集了 15 位来自民间社会（总理指定的

工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知名人士，他们在

国际和国内层面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

济和社会方面 63。自 2001 年以来，理事会一直

向政府就其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并

一直推动可持续性问题的对话。它还提出了建

议，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提出了利益相

关方提案。

在一些情况下，多利益相关方结构具有纯粹

的咨询功能，而不是决策能力。例如，2014年6

月成立的土耳其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汇集了

来自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人士，就实

现该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讨论并提供咨询意见。

该网络与该国的不同组织紧密合作，以产生研究

和提案，并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促进问题的

解决 64。

就政府层面而言，一些参与机构是在地方一

级建立的。例如，2011年成立的韩国地方可持续

发展联盟一直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该

联盟建立地方机构和组织框架，与地方利益相关

方团体（包括当地社区和政府）合作，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65。

其他机构，如政府主导的芬兰国家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主要在国家一级开展业务，虽然它们

也可能涉及其他各级政府的代表。委员会成立于

1993年，旨在加强芬兰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它

由总理领导，包括不同的部长、高级政府官员以

及市政府、教会团体、工会、非政府组织和科学

界代表等公民社会成员 66。这是芬兰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综合利益相关方参与（全社

会）方法的机制之一。（专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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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2 芬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整体社会方法

芬兰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国家背景，将现有的国家战略（包括2050年的八项国家目

标）绘制到《2030年议程》中。该国推行全社会的通行方法来实现目标。

全国性、大众参与的利益相关方进程被用于评估可持续发展情况，以及制订国家行动计划的

挑战和机遇。非国家利益相关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进程，并有机会对结果报告发表评论，并

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下一步措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芬兰的实施也依赖于合作方式。已经创建了一个公共的在线“社会对可持

续发展的承诺”工具（https://commitment2050.fi/），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方可以做出有

助于实现目标的公共承诺。它为个人、公司和组织提供了一种开放，自愿和具体的方式来参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截至2017年12月，已经提交了300多项承诺。它还鼓励已拥有企业社会

责任（CSR）计划的公司或组织提交其承诺，以使其社会责任承诺更加明显，并成为整个社会更

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一部分。在线工具还有助于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政府的努力。政府的国家

实施计划，大型或小型的社会努力，以及公司和组织通过在线工具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它们之

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加强利益相关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政策一致性。

资料来源 ：见尾注67。

经修订的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承诺，2050年已整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8个国家目标

关于实施《2030年议
程》的政府报告“国
家实施计划”

社会的承诺工具，
公 共 部 门、 公 司、
公民社会和个人做
出的承诺

个人公司和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
责任计划

实  施

芬兰的例子还说明了动员非国家或非政府组

织的一种方式，他们与政府行为一致，都是为了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倡议要求并公布不同行为

者——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私营部门、民间

社会）的自愿承诺。注册管理机构通常会汇总和发

布不同举措的承诺。例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范

围内，已经创建了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自愿承诺登

记册，其中包括截至2018年初的近四千份承诺68。

关于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是非国家或非

政府组织做出自愿承诺的另一个领域 69。

芬兰的整体社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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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合而言，自愿承诺可能会带来某些优

势。它们可以提供合作努力的空间，从而加强整

合 70。此外，它们为行为者提供了灵活性，可以

迅速启动并适应当地情况，从而增强综合解决方

案的潜力。由于它们提高了参与者的声誉，所以

它们还有助于从综合解决方案的学习中解决可持

续发展问题，并支持其复制和传播。但是，其中

一个劣势是缺乏跟踪和监测承诺的机制。有限的

问责制难以确保这些承诺得到落实。不遵守自愿

协议和制裁的有限可能性是政策整合的障碍 71。

此外，只有在它们反映相关的共同价值观时，自

愿承诺才能更容易执行，并为整合方法提供更强

有力的方法 72。

利益相关方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帮助政府

解决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有

助于监督和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参与监

测、审查和报告工作的利益相关方的努力是有限

的，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在全球层面，自2016年以来，参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后续和审查进程的非国家利益相关方的数

量在稳步增加。2000多名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参加

了2017年高级别政治论坛。邀请利益相关方成

为正式国家代表团（如阿塞拜疆、巴西、洪都拉

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乌拉圭）的一部

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例如阿根廷、比

利时、塞浦路斯、捷克、意大利、日本、荷兰、

尼日利亚、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泰国）在高级别

政治论坛有发言权 73。

许多成员国认识到让利益相关方参与编制

VNR的重要性，尽管参与程度和方法因国家而

异。在许多国家，利益相关方团体（通过离线和

在线机制）已经咨询过，并有机会向VNR提供投

入。诸如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

哥斯达黎加、丹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与利益相

关方分享了报告的反馈和评论报告，丹麦和瑞典

还提供了包括基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附件 74。一

些国家还强调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施情况（如葡萄牙、巴西）进行平行或互补的

审查。

在国家一级，一些国家已经动员利益相关方

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并为数据收集作

出贡献。在菲律宾，国家经济与发展局在2015年

和2016年举办了两次技术研讨会，由民间社会组

织、学术机构、捐助者和政府官员参与，评估国

家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确定数据可用

性，优先考虑全球指标，并就可持续发展目标2、

目标3和目标575 的23个互补国家指标达成了一

致意见。

如白俄罗斯、丹麦、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

亚等国家已经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发数据收集工

具，并补充政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收集数据

的努力。例如，在尼日利亚，邀请利益相关方参

与数据绘图过程 76。在丹麦，本土事务国际工作

组（IWGIA）为制定一个基于社区的工具开展工

作，收集分类数据以监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

的本国群众的权利落实情况。

这些为调动和吸引利益相关方所做的努力

对政策整合究竟产生多大影响，鲜有人知。关于

非正式和制度化参与机制的绩效和有效性，以及

它们如何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合实施，目

前尚无系统证据。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整合的可

能影响与制度设计因素（如参与机制的配置、成

员资格等）有关，无论这些机制是否与决策权力

（如决策制定与咨询机构）以及具体的背景因素

（例如国家利益相关方动员的先前模式）有关。

此外，正如芬兰的例子所示，一个关键因素可能

是各国是否将利益相关方参与列为重要的交叉问

题，并利用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各种不同

而又相互补充的努力去动员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利益相关方持续参与。

最高审计机构（SAIs）以及其他监督和监管

机制可以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以阐明实施可持

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特征，绩效和可能的影响。

（见专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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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3 评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最高审计机构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准备情况审计的一部分

作为持续审计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准备情况的一部分，最高审计机构可能会提供有关政府

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利益相关方的宝贵信息。最高审计机关可以根据他们在审计参与方法和政府政策

和计划组成部分方面的经验，评估有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

（1） 参与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非国家行为者的级别和部门是什么？

（2） 在将国家计划和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时，如何考虑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是否将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体制机制？

（3） 是否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参与了制定国家目标和具体目标 /国家指标的过程？是否有计

划管理和协调利益相关方的努力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4） 非国家行为体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哪些努力，如调动伙伴关系，提高认识等？

这些审计的结果将在2018年和2019年提供给几个国家。一些最高审计机关在审计准备实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已经探讨了这些问题。在巴西，审计结论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制订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长期国家计划，以确保非国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该国如伯南布哥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

的其他经验相比）。

在进行这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审计时，最高审计机关本身正在寻求与各种各样的利益

相关方接触，超越其传统的信息来源和证据收集，并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审计结果的广泛传播和

审计建议的适当的后续行动和实施。

资料来源 ：2017年作者和法庭审计报告《巴西政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好准备的审计报告》，TC ：028.938 / 2016—0。

4.4.2　部门层面的参与机制

如上所述，机构在特定部门或问题层面进行

整合的尝试已经广泛存在。关于部门层面参与的证

据通常在特定领域的文献中找到，使系统分析成为

一个超出本章范围的大规模工作。表4.2根据对不

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定部门的有限审查，列出了不

同部门参与的选定范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程度以

及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结构和方法似乎在不同部

门和不同国家的同一部门内也有所不同（如，气

候变化）78。 再如，与清洁能源有关的文件79和发

展中国家的交通规划80中都没有指出协作实践的制

度化，但也发现了这些和其他部门的好例子，如营

养、综合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海洋和森林管

理。例如在海洋和森林管理方面，强调了促进利益

相关方高度参与规划和决策进程的参与性方法。

表4.2　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同阶段中部门层面参与机制的一般示例

水 资 源 综 合 管 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6）

●  各种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 ：流域机构人员与流域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外联和沟通计划
（印度尼西亚）；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代表（巴西、哥斯达黎加、加拿大）的多部门委员会或
理事会 ；来自国家以下各级和用水部门的代表（澳大利亚）85 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  一些机构（例如多部门多利益相关方委员会）在水事问题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并进行了调动
（例如巴西），或被视为信息生成和分享的良好论坛（例如加拿大）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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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能源（可持续发展
目标7）

  在一些国家创建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平台，其中一些由私营部门（孟加拉国的IDCOL）发
起。 这些平台包括民间社会组织（CSOs）、公务员和私营部门代表等 87

综合运输（可持续
发展目标11）

●  在运输规划中以及在许多报告（主要是发达国家）中强调的整个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各种
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其中的重要性 88

●  文献中强调了利益相关方参与交通规划和实施的相关机制/工具，记录了澳大利亚的经验 89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12）

●  文献概述了一些国家（东欧和高加索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缺乏定期协商机制和过程来影响
政府对SCP90 的决策

●  少数国家为支持SCP参与而提供的预算（例如新加坡资助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建设的计
划，促进合作并鼓励就可持续生活方式交换意见）91

气候变化（可持续
发展目标13）

●  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安排和参与程度因国家而异。建立小型技术专家组和更大规模的参与式
活动，以提高认识并达成共识，并将其作为气候变化规划的共同参与机制 92

●  根据亚洲的一项研究 93，学术界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内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
2008年在日本创建的气候变化咨询小组）。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代表比以往更为积极

（例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Under2等地方政府的大联盟 ；像“我们意味着商业”这样的
商业联盟，其中包括全球680多家公司和投资者）94

海洋管理（可持续
发展目标14）

●  文献中概述的有效的综合海洋管理参与机制。这些机制涉及多方利益相关方积极地参与规
划过程和公众咨询，还涉及多种利益相关方（例如海洋产业和资源使用者群体，社区利
益，非政府组织，科研界，地方当局，公众，土著社区）95

●  欧洲若干案例报告了海洋资源使用者积极参与海洋渔业规划的进程 96

森林管理（可持续
发展目标15）

多年来，让当地利益相关方参与林业的方法成倍增加。各种各样的结构安排（例如自上而下
或自下而上）。有些方法为当地或社区利益相关方在森林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
中包括将森林管理责任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当地社区和/或在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森林管理
职能，包括私营部门 97

（续表）

各部门使用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结构类型包

括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和平台，多部门委员会或理

事会以及咨询和专家委员会。磋商方式还包括公

开听证会、研讨会、公开会议的磋商以及将利益

相关方纳入负责编写战略文件（如政策、计划或

项目）的团队。

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参与的利益相关方类型

似乎有所不同。例如，在减贫方面，文献指出减

贫战略文件（PRSP）倾向于主要参与以城市为

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或捐助机构 98 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它已被列入

国家咨询小组（例如日本）和机构间气候变化协

调机制（如韩国），学术界在与亚洲 99 气候变化相

关的国内举措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私营部门

和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个部门 100。

水部门的例子说明了各种方法。多种正式

和非正式结构被用来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水资源决

策。它们可能包括常规听证会和决策计划阶段作

为观察员的民间社会参与（例如韩国）101 以及水

理事会 102（例如瑞典、丹麦、美国），为公民社

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向政府当局就水管理问题

的建言献策提供了制度化的咨询平台，包括但不

限于政策规划阶段。其他参与方式包括流域机构

人员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宣传和交流计划（如印

度尼西亚），水讨论会（如南非）或水论坛（如

厄瓜多尔），以提高认识并找出知识差距。由国

家和地方政府流域委员会 103（如巴西、哥斯达黎

加、加拿大）组成的多部门委员会或理事会被用

于解决诸如水污染等具体问题，并允许公众普遍

参与水资源决策。国家以下各级和用水部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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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大利亚），地方审议论坛，在线信息和对话

设施和综合社区发展计划 104（例如澳大利亚）和

用水户协会 105（例如布基纳法索）的咨询委员会

都是多利益相关方建立参与平台的不同方式。所

有 这 些 方 法 和 工 具 在 促 进 信 息 分 享（ 如 加 拿

大 ）106 和 政 策 规划咨询方面都很有效，在某种

程度上对于政策实施方面效果要低一些，但对促

进更积极形式的参与（如协作和授权）则更为有

效。研究还发现，水政策监测和评估的参与比政

策规划和实施阶段要弱一些。

在扶持条件方面，有效利用技术 108 和权力下

放似乎是渔业和其他部门的相关因素。成功的权

力下放被认为是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涵盖问

题的一个促成因素。权力下放的发展规划 109 也指

出了实现渔业可持续的参与方式的促成因素。成

功的权力下放和地方治理 110 在某些情况下会促使

大家更广泛地参与森林管理并减少森林砍伐 111。

森林管理中的参与方法似乎也得到了进一步

的支持，它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了透明和包容

的审议方法，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培训能力 112，

特别是对于那些事先不了解不同资源开发计划的

成本和收益的相关方。

4.4.3　多方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一般来说，与综合决策有关的一组利益相

关方取决于正在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

种相关的参与机制便是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

系（MSPs）。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建立在共

享风险，共摊成本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它们的

目的、范围、复杂程度、地理范围（地方、地区

到国家、全球）、多样性、规模和构成各不相同。

伙伴关系受多种因素和目标的驱动，具有不同的

治理结构和独特的运营挑战 113 。多方利益相关方

伙伴关系的领导力也可能各不相同，从政府领导

到私营部门，再到民间社会领导。

可持续发展的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的

出现可以追溯到1992年地球峰会，其中《21世

纪议程》呼吁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

系”，并提及公共、私营和社区部门之间的多利

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支持实施 114。10年后，针

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提出了一系列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原则 115。 2015年，《2030

年议程》强调了伙伴关系在促进全球参与以实现

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核心和不可分割的作

用 116。在高级别可持续发展政治论坛上发布的

2017年部长级宣言进一步强调，跨部门和有效整

合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一切形式

的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17。因此，在实施

《2030年议程》方面对MSPs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有几个国家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人士

提出了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或框架。荷兰拥有

由75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广泛联盟，被称

为“全球目标宪章NL”。公司、银行、民间社会

组织等参与者签署了章程，并为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做出了贡献。如上所述，芬兰为实现目标采

取了整体社会方式鼓励来自社会各方的利益相关

方，包括拥有现有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的

公司或组织，并作出要实现目标的公开承诺。

在部门层面，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在过

去几十年里的作用日益显著。例如，全球疫苗和

免疫联盟（GAVI）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

等卫生部门所众所周知的“垂直伙伴关系”。气候

变化是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重要的另一个部

门。强调伙伴关系的作用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

协议的筹备和后续工作中尤为突出118。

自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关于发展

筹资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来，人们越来越

重视的慈善事业和慈善伙伴关系通过财务和非财

务手段为可持续发展发挥的作用119。 慈善事业在

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变得更加明显，它在伙伴关

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更好地利用慈善

事业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慈善平台”成立，

为慈善事业与更大的国际发展社区搭建了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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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20，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整合方法。前四个试点国家是哥伦比亚、加

纳、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它们将采取各种行动，

包括“映射”优先领域的行为体生态系统，信誉良

好的受赠者，以及确定可访问和有效的切入点，以

支持各国政府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合实施。

4.4.4　挑战和机遇

关于利益相关方对促进政策整合和协调的影

响的例证很少。在许多部门，虽然有利益相关方

参与对发展成果正面影响的例子，但也有相互矛

盾的例证。例如，以民间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地方

倡议在厄瓜多尔成功地维护了红树林的养护，而

类似倡议在渔业方面的合作则没有效果 121。

由于确定行为者具有一定标准，因此国家层面

的参与常常不能针对最相关的行为者来推动综合实

施。在某些情况下，行为者是根据与政府机构之间

已有的联系和工作关系选择出来的122，但它们不一

定有可以解决复杂问题的潜在价值。如果政府官员

中包括某些行动者，他们可能会担心公众的负面反

应，或者担心由于技术问题的潜在偏见或政治化而

让一些外部行为者参与123。另一个相关的考虑因素

是信任。有效的参与需要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建立信

任。 政府往往与他们以前打过交道的熟悉的行为者

交往，因为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并需要与行为者之

间的互动来确定角色和责任，建立关系（例如，在

具体活动中他们相互见面并共同反馈思考）124。此

外，行为者与政府进行有意义交流的能力是另一个

相关的先决条件，但这个先决条件往往得不到解

决。虽然出于方便而选择利益相关方具有局限性，

但影响力或政治考虑应当得到承认和阐明。通过分

析自然资源管理文献中的79个参与案例得出的结

论是，不到一半的案例研究（44％）提到如何或为

什么选择了特定的利益相关方，这项结论引起了关

于这些努力的代表性和纳入可能被边缘化的群体的 

思考125。

此外，当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结构纯粹是形

式主义，没有真正参与并纳入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和意见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结果。在水务部

门，由于政策规划初期缺乏真正地参与（如澳大

利亚），导致了重大的误解和社区强烈抵制，进

而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和整合 126。在能源方面，无

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缺少参与政策和监

管流程的咨询和机会也已被注意到 127。

正如文献提及的一样，参与面临的典型挑战

可能会影响参与机制对整合的影响。例如，公共

和民间社会，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在权力、能力

和资源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对一个或几个利益相

关方严重倾斜的结果。这一直是个经常受到关注

的问题，特别是在采掘业等自然资源部门 128。

缺乏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已成为一个

问题，例如在21世纪初的消除贫困战略进程中

（见上文）。同样，有些国家也注意到社区在营养

相关规划和流程中的参与有限 129。关于交通规划

和实施，文献指出，有些地区缺乏利益相关方参

与的机制 130。

利益相关方在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有

不同的知识、价值观和偏好，但也包括预先定义

的群体中的个人知识、价值观和偏好 131。利益相

关方之间缺乏一致的偏好对政策整合有影响。首

先，让更多的参与者参会增加交易成本，并且使

协同效应变得更加困难，从而破坏整合 132。其

次，相比来自所代表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的更大联

合的影响，利益相关方投入的决策可能会受到

来自参与每个政策过程的特定参与者更多的影

响。例如，基于预先确定的利益相关方类别选择

出来的行为者可能无法确保意见和兴趣的广泛表 

达 133。因此，识别和选择行为者的过程和程序很

重要，它们会影响决策的结果。

在遴选过程中投入时间和资源，选择利益相

关方有明确的程序和标准，有助于提高参与的有

效性和效率，以及在整合方面的产出和成果。134

然而，在部门层面，文献指出利益相关方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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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挑战性的，并且利益相关方的不同分类通

常是共存的。例如，在渔业中，区分主要利益相

关方和次要利益相关方（后者意味着那些具有更

多间接利益的利益相关方）的学术分类与政策层

面存在的利益相关方的映射（例如，欧盟的共同

渔业政策）并不完全匹配 135。因此，关于利益相

关方参与的一些指导方针为政府实体提供了如何

系统地确定特定部门的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具体指

导（例如，通过可以用作提示来考虑相关维度的

具体问题）136。

专栏4.4　全国非政府组织（NGOs）论坛

在欧洲，许多从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工作的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过欧盟参与实施

《2030年议程》。跨部门和多层次的努力对于执行《2030年议程》至关重要。在最终通过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前，在欧盟层面工作的民间社会团体决定以综合方式开展工作，即促进一致的方法—打破孤

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欧洲组织携手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妇女、青年、

文化、透明度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组织，并在多个层面（地方、国家、地区）开展工作。该联盟

除了接受欧盟级别的组织之外，还接受来自欧盟国家的国家成员。

资料来源 ：Deidre de Burca,国家非政府组织论坛倡导协调员。另见其网页https://www.sdgwatcheurope.org/。

有几个部门注意到了提高公众意识的重要

性，例如关于整合交通 137 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

潜在利益 138。对后者的研究强调政府需要通过填

补信息差距来影响消费和生产模式， 特别是公众

可获得的数据库、公共宣传活动、教育、标签信

息以及生产者对其整体社会和环境价值观及做法

的信息披露 139。

参与的充分财政支持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强调（例

如，在与清洁能源和整合交通相关的过程中）140。 

虽然很少，但也有一些例子提供了资源来支持利益相

关方，例如新加坡资助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建设的计

划，促进合作并鼓励就可持续生活方式交换意见141。

重要的是，政治因素在决定参与机制的存在，

其设计和允许的运作方式及其对政策的最终影响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根据某些标准评估为成功的

参与机制（例如因为它们真正地能影响决策制定）

可能威胁到现有利益，并易受政治变化的影响。

更普遍的是，公共行政文献强调，参与是政府可

以用来影响政治进程结果的战略政策工具142。

关于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如何为政策整

合做贡献的例证很少，而且这个话题似乎没有在

学术文献中被系统地研究过。但是，具体的例子

表明，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可能与国家层面

的整合不一致。强调健康方面的纵向伙伴关系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鼓励分化并破坏加强国家卫生

系统的努力。143

一些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被指责为强化

了发展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孤立性、部门化和项目

化，这可能会破坏通过整合方法解决系统性变化

的驱动因素和扩大影响的潜力 144。

发展伙伴的干预措施和相关文书的碎片化和

有限协调是整合面临的又一制约因素，因为它触

发了封闭的方法 145。发展伙伴的国家层面的支持

往往分散在多个行为者和倡议之中。协调发展伙

伴机构的工作往往很具挑战性。另外，得到支持

的参与者可能会对发展伙伴的具体利益和优先事

项作出反应，这反过来可能会激发分散。为促进

整合办法，发展伙伴至少不会加剧整合障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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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与其他发展伙伴的协调关系，支持各部门和

各级政府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此外，每个发展伙

伴机构在支持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例如民间社

会）和支持特定部门的计划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

也可能有助于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协同作

用。发展伙伴还可以促进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之

间以及他们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对话，为建立更加

整合的方法创造有利条件和作出贡献 146。看起来

很清楚的是，“更多参与”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多

的整合。事实上，各部门或问题领域的机构和流

程发展了追求狭隘利益的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群

体，与此同时加强参与与保持分散，重复和孤立

工作并存。非国家或非政府组织能力不足也可能

会限制利益攸关方动员和参与的影响 147。另外，

由于参与机制往往无法使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群体

参与，因此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边缘化。此外，

诸如公民社会组织在具体部门（如卫生、教育）

监督工作的利益相关方举措往往是纯粹的地方性

和分散性举措，这些举措可能不足以在国家层面

取得平衡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48 的整合方法。

相比之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一些例子表

明，在不采用集中式，自上而下式和国家政府参

与机制的决策层面（从地方一级到区域、省级、

国家和跨国领域），更整合的方法很可能被采取。

例如菲律宾的教科书计数和生殖健康法（见专栏

4.5）、印度的食物权运动以及墨西哥的社区食物

委员会和孕产妇死亡观察站，都说明了自下而上

式的参与性决策的影响，这种方法通过逾越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并采取柔和的协调行动来解

决具体的发展问题或寻求广泛的政策变化。

4.5　结论

推进和实现《2030年议程》的宏伟目标需要

各级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从整合和相互独立性来

专栏4.5　参与式方法的纵向整合：菲律宾的教科书计数

教科书计数是菲律宾教育和政府观察部（G-Watch）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开展的一项合作计

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向公立学校学生提供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教科书。教科书计数计划促进

了将教科书的单价从1999年的80—120菲律宾比索（PHP）降至2006年的30—45菲律宾比索，将平

均教科书采购周期缩短了一半，并提高了教育部的信任评级。

在有效监督书籍交付（减少腐败和提高效率）方面取得的成功可以通过国家民间社会组织，政

府改革派和广泛的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行动的纵向一体化来解释。公民社会组织监督供应链中的每

一环节——包括合同签订，教科书的生产质量以及教育部书籍分发过程的多个层面的环节。公民监

测员覆盖了该国教科书交付点的70％—80％。私营部门参与确保书籍的分发。政府和民间社会联合

解决问题会议解决了确定书籍分发的问题。

教科书计数帮助支持那些赞成加强参与、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政府官员。由于该方案的最薄弱环

节是在省一级，尽管最强的监测能力是在地方和国家一级，但中间一级是需要不同行为者之间协调

努力的关键地点。最后，该计划举例说明了理解多层次和多方面行动的复杂性的重要性，不同行为

者的参与以及在治理相关流程中取得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和限制。

资料来源 ：Aceron J 2016，“通过教科书计数动员公民在教育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雅典耀政府和问责制研究中心。具体信息来自 ：https://
opendocs.ids.ac.uk/opendocs/bitstream/handle/123456789/12380/MAVC_CStudy_Philpp_Education_ FivePager_FINAL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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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利益相关方的贡献对于产生可持续发展目

标推动的复杂和强化变革至关重要。利益相关方

的参与有可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政策整

合作出重要贡献。参与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好的

信息，帮助更好地确定优先事项和需求，并创建

政策解决方案的所有权。在处理需要跨部门工作

和行为改变的复杂问题时，情况尤其如此。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全面实施的系统性层面以及

与部门问题（例如水管理）相关的各个国家之间，

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机制极其多样。虽然参与对发展

成果的直接影响的例证开始出现，但似乎还没有太

多例证表明参与对整合的影响。理论争论指出了这

方面参与的好处和弊端，但显然，成本和效益的平

衡在各国和各个部门都可能是非常特殊的。

尽管信息稀缺，但部分影响可以从参与机制

面临的挑战中被推断出来。“更多参与”并不会

自动导致更多的整合这一点清晰可见，例如，加

强对部门机制的参与会加强现有的孤立，并导致

分裂。同样的道理，如果成功的整合依赖于对多

个参与者观点的平衡考虑，那么不能解决参与者

之间权力和资源不平衡的参与过程实际上可能会

产生给予狭隘利益优待的政策，同时，对较弱的

利益相关方或部门在政治方面上产生负面影响，

这恰恰是整合试图避免的结果。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正在朝着整合性更强的

参与形式迈进，包括跨部门和各级政府。这些例

子表明参与和横向整合及纵向整合的潜力是相辅

相成的。

从本报告的角度来看，在选择利益相关方

时，应特别注意考虑其在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政策整合方面支持目标的能力 149。此外，政府机

构应对一些行为者给予特别支持，因为他们代表

了未得到充分关照选区的观点 150。

行动者在系统层面（例如国家可持续发展目

标协调机构）或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进行

战略性参与的能力对推进整合方法也很关键。政

府可以帮助提高利益相关方的能力，这可以促进

整合，并鼓励他们一起工作，形成联盟或伙伴关

系，从而可以使更多的行动者参与进来，将他们

的知识和信息汇集在一起并使他们的行动保持一

致。随着更多行为者的参与，重要的是确保跨联

盟和伙伴关系的互动不会加剧参与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的复杂性 151。

为了充分理解参与如何促成整合，需要进行

更多的研究。理想情况下，这项研究应该是跨部

门性和比较性的，并且基于明确的基准来衡量整

合的结果。它可以探索一些有助于将参与转化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整合方法的关键方面，例

如 ：参与者 ；什么是适当的机制（包括正式和非

正式的），即这些机制可以促成与具体问题和背

景相关的整合的特定行为者参与活动 ；不同行为

者带来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和相关计划的

价值（例如信息共享，协调）；以及参与策略与

整合预期结果的一致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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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本章重点讨论国家公共机构和行政部门如

何利用整合方法来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以满

足移民和难民的需求。就其性质而言，可持续发

展要求制定的政策能够系统地考虑经济、社会和

环境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

合性质反映了制定政策、建立和改革机构时需要

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柱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

性。

整合政策和机构在国际移民中特别重要，因

为世界各地的移民和难民数量不断增加。 可持续

发展目标包括一个具体目标（10.7），即 “促进人

员迁移和流动有序、安全、定期和负责地进行，

包括通过实施有计划、管理良好的迁移政策”。

面对国际移民和难民流动问题，许多国家面临着

调整公共机构的挑战——制定和执行适当的政

策，设计和联结适当的公共机构，规划和提供所

需的公共服务。

鉴于很多相关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的，

而很大程度上在地方层面上向迁移者提供服务，

所以跨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整合尤其与迁移相关。

移民的法律地位对其谋生能力和获得各种服务的

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这也需要采取整合办法，包

括边界管制政策和其他部门政策（例如就业）。

将迁移纳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流中需要认

真平衡复杂多变的政策问题。如何将迁移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多重联系转化为国家政策，并

在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的实践中加以解决，

这反映了裁定和协调政府、民间团体和移民等不

同利益相关方的竞争性要求的政治过程。随着时

间的推移，政治背景在任何特定国家和各国都可

能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形成了公共机构和公共

管理运作和创新的空间。

鉴于此，并且在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背

景下，公共机构如何更好地支持整合性的移民方

法？它们如何协助将这些方法纳入可持续发展政

策和体制过程？当涉及服务国际移民中最远的国

家时，发展政策在哪些方面可以产生最大的影

响？决策者和政策社区可以通过创新服务将移民

与发展联系起来的希望有多大？这些是本章提出

的一些问题，旨在说明国家层面的公共机构和公

共行政如何解决显著的移民—发展关系。

在此背景下，第一部分介绍了移民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的主要联系。第二部分分析了一些国家

的国家移民政策和体制安排2，并重点关注了有关

移民和难民的劳工、教育和卫生政策。第三部分记

录了移民和难民在住房方面的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

制，并作为许多相关部门的一个例子。本章最后记

录了一些主要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建议。

与本报告其余部分一样，本章使用横向整

合、纵向整合和与非政府行动者的接触来构建分

析。分析水平是国家和地方的 ；区域和全球层面

仅作说明用途分析。整章介绍了将迁移与发展相

结合的举措，特别是公共机构提交的联合国公共

服务奖案件 3，其目的是提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

种整合观点。从一开始就强调，公共行政中“创

新”的定义是依赖于情境的 ：在特定国家司空见

惯的政策和体制方法在另一个国家适应时可以构

成开创性的创新 4。正如本章的专家所强调的那

样，这里提出的许多例子并不一定是全球创新的

前沿，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被认为是“良好实

践”（不过这些实践已被定义）。

本章没有系统地区分不同类型的移民，如循

环移民、回返移民、散居移民、偷运移民和贩运

人口。然而，这些会在相关时间和地点提出的，

以说明它们对政策和机构整合的影响。由于篇幅

有限，本章未能深入讨论发送国、接收国和过境

国的移民政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在实践中，

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同时扮演这三种角色。同

样，本章没有系统地将难民的待遇与其他类型的

国际移民的待遇区别开来，尽管这两个术语对有

关方面的合法权利和机会以及东道国的责任有很

大不同。相反，本章关注的是他们之间共同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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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和处理能力。本章的重点也不在于讨论迁移

的原因或后果 5。

5.2　移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国际移民指的是改变居住国的人。国际移民

出于各种原因，按照不同的移民路线，在不同的

时间间隔内移徙 6、7。 因此，国际移民包括多种

模式、流程、行动者、挑战和机会。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估计，2017年全

球国际移民人数将达到2.58亿人，高于2000年

的1.73亿人。国际移民包括约2 300万难民和约

280万寻求庇护者 8。

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国际移民总数增加

了8 500万人。增长量的一半发生在发达国家，而

另一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移民

中发挥的作用正在增加。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从全球总数的

40％增加到43％，而在那里出生的国际移民人数则

从67％增加到72％。主要的国际移民接收国是美

国、德国、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和英国。

难 民 和 寻 求 庇 护 者 约 占 所 有 国 际 移 民 的

10％。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难民和寻求庇

护者的人数从1 600万增加到2 600万。4/5的难

民或寻求庇护者由发展中国家托管。2017年，难

民仅占发达国家所有国际移民的3％。然而，在

发展中国家，近1/5的国际移民是难民（19％），

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难民占所有国际移民的1/3

以上（36％）。

国际移民包括那些逃离贫困和暴力或追求更

好生活机会的人，以及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搬家

的人，如家庭团聚 9。与合法移民相比，这经常使

他们受到进一步的歧视、剥削和排斥 10。不合法

的妇女和儿童移民情况往往更糟，因为他们受到

多重交叉的脆弱性困扰 11。

国际移民并不都是脆弱的，也不是完全危险

的。它还涉及技术移民、工人、学生、学者和其

他人，每个人都与不同的法律地位有关。但是，

当被迫或非自愿移民时，国际移民不仅对于那些

搬家的人，而且对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以及可能遭

受贫穷、饥荒和其他权利剥夺，缺乏体面就业的

人群而言具有重大脆弱性。

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12。涉及移民

问题的重要学术刊物 13 强调与政治整合、侨汇和

海外侨民慈善事业、返回者及其融合相关的问

题。对公共行政期刊的分析表明 14，移民似乎并

不经常作为热点话题。因此，需要将两个学科相

互联系，同时将他们的科学和政策联系在一起。

为了反映这一点，许多指数和其他类型的流程都

试图将移民与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起来。

其中的一些如专栏5.1所示。

专栏5.1　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关于指数和过程的一些例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人口司提到七种联系：3.c卫生人力，4.b出国留学奖学

金，5.2、8.7和16.2 消除贩运人口问题，8.8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利，16.9合法身份，17.18迁移状况

的数据分类，10.7安全、有序和负责的迁移。

指数

指数人员流动治理指数主要关注五个方面的联系：8.8劳工权利，16.1死亡和暴力，5.2和16.2贩

运人口问题，10.7安全、有序和负责任的迁移。



106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国际迁移组织（IOM）编制的迁移管理指标和经济学家考虑了16项迁移——发展联系：4.b国际

奖学金，5.2、8.7和16.2贩运人口问题，8.8劳工权利，17.16、17.17、17.18伙伴关系和数据，1.5对气

候和社会经济冲击的适应能力，3.8全民健康覆盖，13.1、13.2和13.3对气候灾害 /自然灾害的抵御能

力，11.5减少灾害造成的死亡和损失，11.b城市实施综合政策，10.7安全、有序和负责任的迁移。

流程

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GFMD）提到了10个联系：3.c卫生工作者，4.b国际奖学金，8.8劳工权利，10.c

汇款费用，16.9合法身份，17.18数据，16.2、5.2和8.7一直贩卖人口问题，10.7安全、有序和负责任的移民。

全球移民政策协会强调了40个联系，覆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5个。

“2035年促进人口流动议程”概述了八项人力流动目标，这些目标主要与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重叠。它们是：安全、合法和有序的流动性，移民的劳工和人权，迁移管理的监测和问责制，拘留

约束作为威慑机制，诉诸司法和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和保健，结束歧视，收集关于移民和流动的分

类数据。

资料来源 ：见脚注16。

对发展文献的回顾表明，迁移与发展之间的

联系可以分为六大类，这也代表了参与移民问题

的各利益相关方所采用的潜在的竞争观点和利益

（见图5.1）。这些类别不是详尽的或排他性的，

每个类别都包含性别、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数据等

交叉问题。

从安全角度来看，移民与和平以及安全有

关，而这两者对发展都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观点

的移民政策往往强调减少灾害风险和解决冲突，

调解和复原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政策不仅

包括庇护和移入移民政策、返回、遣返和移出移

民。它们还涉及偷运移民，贩运人口、毒品，犯

罪，防止极端主义、反恐、国家安全、公共秩序

和公共安全。它们扩展到通过边境管理政策、威

慑、第三国再入境协议以及强制再入境和援助条

件等政策问题来防止和控制不合法迁移。这些都

是有争议的政策问题 15。

从人权角度来看，移民与基本自由和权利相

联系，包括结社权、言论自由、免于歧视、生命

权、自由、信仰和人身安全以及免于奴役、酷刑

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等权利 17。多元文化和跨国行

动主义的兴起也是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方面 18。

因此，解决与散居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容忍、

多元化、包容性、居住方法，包括出生登记和法

律身份在内的公民身份等有关问题的政策和机 

构 19，都与移民有关。

从经济角度来看，移民与经济增长 20、公平

与贫困、发展合作、人才流通 21、汇款及其交易

成本相关。汇款对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获得教

育，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以及将移民和难民融入

东道国社会 22 的影响也与移民的经济层面高度相

关 23。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养老金、福利、银

行和金融包容、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扶贫政策

都与迁移有关。

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获得就业和移民工人

权利是移民经济、社会和人权方面的关键。移民的

劳工权利往往受国际公约的约束。如1990年国际

公约保护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劳工组

织出台的关于工人享有体面就业权利的公约和建 

议24。例如，许多移民的失业和就业机会不足被认

为是移民和难民融入政策失败的标志25。相应地，

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就业机会被认为是通向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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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也是旨在应对难民危机长期性的倡议的基 

石26。因此，企业家精神、伙伴关系、创造就业机

会、就业和社会流动的政策与移民政策相关。

从环境角度来看，移民与地球的健康有着内

在的联系。研究指出，由于自然灾害，每年约有

2 000 万至 2 500 万流离失所者 27，并且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与灾难有关的流离失所已经翻

了两番 28。一些国家已采取初步措施，将环境流

离失所与人道主义保护联系起来，保护个人不被

送回到由于环境危害或自然灾害而可能使他们的

生命受到威胁的地方 29。 芬兰、瑞典、丹麦、美

国、意大利、塞浦路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是已经颁布这种保护机制的一些先驱国家。

过去几年，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提议修改 1951

年“难民公约”，将“气候难民”纳入其职责范

围 30，33。

从服务角度来看，获得各种公共服务与移民

有关。移民与健康、教育、住房、公共秩序、文

化等问题领域有着重要的联系 32。语言、教育和

健康尤为重要。没有语言技能，就业和社会融合

就会变得难以捉摸。同样，获得优质保健服务的

适当渠道不仅影响到移民和难民本身的健康和福

利，还可能影响到他们居住的当地社区的健康状

况。获得适当住所、饮水和卫生以及废物管理等

同样重要。

多重联系和相关多重观点的存在必然会引起

紧张局势（无论是在公共行政部门内部还是在政

府与非政府行为者之间），都必须加以管理。例

如，与移民有关的许多问题在注重人权的观点和

安全问题推动的方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表5.1

通过举例说明了这一点，重点关注迁移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间的具体联系。

资料来源 ：作者总结。
说明 ：该图是对文本中提到的六个迁移维度的可视化——显示了每个维度中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示例。

图5.1

将移民、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公共行政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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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实例说明移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汇 款
移民向其原籍国/社区发送
的汇款

吸引和减少汇款交易成本的政策，
创建金融工具将汇款汇入国家/地方
投资

税收汇款的诱惑可能违背发展目标，
汇款过度管制

劳动力

非合法工作的移民在非正
式部门就业，往往受到就
业不足、剥削和歧视的影
响

劳动力市场的形式化，在特定部门
提供能力发展和培训，监管就业条
件和招聘做法，招聘中央化以消除
中间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公
约保护工人的权利，引入纠正和控
告侵犯劳工权利的机制

雇用移民的非正规部门的不公平竞
争可能对正规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
影响，在当地人口中造成失业和怨
恨

人 权
移民，特别是非合法的移
民，容易受到走私和贩运
的影响

将预防、保护和起诉方面的政策和
机构联系起来，加强司法和法治的
途径，改善调查和起诉技巧，引入
保护权利和解决被偷运移民需求的
机制

限制性移民政策可能会将移民推向
非法活动并加剧走私和贩运，治安
的复杂性不断改变走私路线和方法，
缺乏数据，采取将所有有关的政府
和非政府行动者联系起来的整体方
法的财政和人力成本

教 育
实现普及儿童教育的目标
意味着移民儿童能够接受
教育

许多国家向儿童提供接受教育的机
会，无论其合法移民身份如何

实施“庇护”学校可能比较困难 ；
虽然移民儿童可以合法地获得入学
许可，但是学校和人员的能力可能
会被过度使用，由于高昂的费用和
交通问题，移民儿童上学可能在经
济上很困难

安 全
为以后参与犯罪的移民和
难民及其权利伸张正义

根据国家的不同，被发现犯罪的移
民可以就其留在东道国的权利采取
行动，并且可以以不同方式对待他
们的案件，直到有关公共当局作出
决定

地方执法当局与负责国土安全和边
界管制的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不
同的地方和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规
章和条例的实施，在该领土的一些
地方缺乏执法

住 房
获得适当的住房是移民融
合的基本条件

一些国家为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提供
住房补贴和援助。住房政策可以集
中设计并在当地实施 ；或完全分散

当住房存量很大程度上不正式时，
措施难以执行，某些地理区域可能
面临供需不匹配，社会住房短缺 ；
在新移民集中的地区发生社会融合
问题

合法
身份

非合法移民缺乏身份识别，
阻碍他们获得一系列基本
服务和机会

几个政府为居住在国外的国民出具
的领事身份证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
何，城市居民的市政身份证 ；社区
身份证由非营利组织（如信仰组织）
与当地执法机构合作提供

这些举措与负责国土安全和边界管
制的当局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 ；
确定经常在国家层面进行管理的服
务和就业机会的身份和地位的复杂
性

资料来源 ：报告的专家意见33。

5.3  有关移民的法律和体制层面的办
法：来自样本国家的经验教训

本节考察了代表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和政

治背景的29个国家的国家级和地方级机构和国际

移徙政策。分析中包含的国家如图5.2所示。样本

主要根据信息的可用性进行选择。因此，这并不

具有代表性，今后还可以增加更多国家来扩大分

析范围。总的来说，33％的国际移民来自这些国

家，其中39％居住在这些国家。全球有2.2％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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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自这29个国家，其中40％是由他们托管的。

重点是国家和地方对国际迁移和难民流动的处理

方式，以及有关非政府行为者的参与方式 34。这项

分析特别强调劳工、教育和卫生政策适用于移民。

遵循报告中使用的分析框架，使用了三个主

要分析维度。横向整合考察各国是否有协调一致

的国家移民政策和体制安排。 纵向整合评估地

方政府是否有自己的移民和/或难民政策或策略，

以及他们是否与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参与方面侧

重于公民社会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是否以及如何

参与与迁移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和服务提

供。本章和本章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大多数政策实

例均基于“目的地”国家的观点。专栏5.2简要

介绍了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主要问题 35。

图5.2

样本中用于比较分析的国家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专栏5.2　与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有关的主要结构问题

横向整合：各国是否有国家移民政策？国家宪法是否指迁移、避难和难民？制定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施的国家发展计划或战略文件是否提供这些参考？各国是否有一个国家移民机构协调其他有关

政府机构的政策，包括政府中心和各部委？关于劳动权、获得教育和健康，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是什么？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它们似乎是相互联系的吗？

纵向整合：地方政府是否参与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包括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估劳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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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政策？它们是否有自己的移民政策、计划和 /或机构？它们是否有能力和资源来解决移民问

题？它们是否与包括国家移民机构和相关部委在内的国家政府进行协调和合作？如果是这样，互动

的性质和程度如何？

参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行动者（包括但不限于私营部门、学术界、宗教团体和其他主要群体

和利益相关方，如由移民和难民资助和经营的组织）如何参与与移民和难民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政策

制定、服务提供和体制安排？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5.3.1　横向整合

对29个国家的与移民相关的机构和政策的分

析 36 显示，超过一半（17）在其宪法中提及移民

或庇护。埃及、摩洛哥、墨西哥和法国的宪法逐

字提及难民或移民及其权利。一些国家进一步采

取措施保护移民在其宪法中规定的非正常情况下

的权利。例如，厄瓜多尔在其宪法中提到移民是

一项人权，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因其移民身份而被

视为非法 37。厄瓜多尔拥有拉丁美洲最大的难民

人口 38。

在样本中的29个国家中，16个提到移民或

难民参与其国家发展计划或其可持续发展实施行

动计划和战略。17个样本国家在2016年或2017

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

上提交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自愿国

家审查（VNRs）39。其中14个国家在其发言中

提到了移民或难民。3个非1951年难民公约缔

约国（埃及、约旦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在其自愿

国家审查中提及了移民或难民。在国家发展计划

或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中没有提及移民或难

民的若干国家（丹麦、埃及、芬兰、法国、肯尼

亚）在其自愿国家审查中强调了这些概念。这些

调查结果似乎表明移民和难民在国家政策议程中

有着普遍的重要性。

对29个国家处理移民问题的国家级机构进

行分析可表明各种机构设置。巴西和菲律宾采取

了多机构迁移办法，意大利和墨西哥的迁移情况

较差，负责迁移的机构由几个部际咨询委员会陪

同。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埃及、希腊、摩

洛哥和联合王国都有独立的移民事务部。其他国

家在内政部或家庭或民政部（克罗地亚、芬兰、

德国、以色列、西班牙、瑞典）或公安部或司法

部（中国、土耳其、法国、匈牙利、日本、立陶

宛、肯尼亚）设有分管移民和难民问题的独立 

部门。

安全部门和边境管理部门的参与是重要的。

负责移民和难民问题的部委或单位经常与负责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国家安全、边境管理，有时

还包括警察的部委、部门或单位合作。澳大利亚

移民和边境保护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日本司

法部与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一起监督执行“移民

管理和难民认定法”。匈牙利负责实施国家移民

政策的移民和国籍办公室与警方一起合作。立陶

宛和丹麦也是如此。德国的2016年庇护法旨在加

速庇护申请程序，成立一个新的联邦警察部门来

协助这一进程。埃及最近颁布了一项关于打击非

法迁移和偷运移民的法律，由其新成立的社会团

结部国家协调委员会起草，旨在打击和防止非法

迁移。埃及有一个单独的机构来解决与移民有关

的问题，即海外移民和埃及事务部。在有效的政

策整合方面，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体现出其内在

的优势。影响横向和纵向政策整合的可能因素包

括公共行政系统的类型 40，权力下放和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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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机构能力、以往历史和机构间合作的制

度化、领导力、技术的使用，包括沟通平台的互

用性以及参与决策的行为者的数量和类型。

促进横向政策整合成功的一个重要警示是政

治的作用。通常，政策整合（包括跨部门合作）

受到移民话语两极分化的阻碍，这种移民话语可

能导致东道国和移民社区之间的关系恶化。为防

止这种情况发生，充分的沟通政策和战略必须成

为移民治理的一部分。据报道，在世界几个地

区，移民和东道国的社区之间存在着敌意，有时

甚至存在暴力 41。在这方面，公共机构在管理移

民方面的表现可能很重要。如果公共机构被认为

失败了，那么把迁移作为发展的机会或避免其在

政治话语中的工具化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数据是政策整合的关键交叉促成因素。例

如，衡量贩运人口和走私是困难的，通常需要使

用多种信息来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在荷

兰贩卖人口和性暴力侵害儿童问题，荷兰国家报

告员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开发了一种

创新方法，用于估计 42 贩运人口受害者的人数，

这直接关系到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16.2关于

“终止对儿童的虐待、剥削、贩运和一切形式的

暴力和酷刑”，以及具体目标10.7关于“促进人

员有序、安全和负责任的迁移和流动的，包括实施

有计划、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的内容。与其他政

策领域相比，专家们已经注意到缺乏对迁移相关举

措的系统评估，并且认为需要更多地关注所有政策

领域和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监测和评估43。

数字化和加强各主管部门之间交换信息的程

序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领域。在俄罗斯，由联邦移

民局在内务部维护的国家移民控制信息系统包括

有关移民在该国的所有信息，并与其他相关政府

机构分享。相比之下，在巴西，每个处理移民事

务的部门都有自己的登记处，没有统一的数字平

台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 44。同时，为维护移民权

利，在各主管部门之间交流信息时必须达到微妙

的平衡。该领域的专家认为在政府机构之间建立

适当的“防火墙”很重要，包括在数据交换方面

（例如，卫生与执法、教育与执法之间）45。

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采取的政策是影响国家

层面横向政策整合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例如，欧

洲移民网络授权任命不同部委的移民协调中心。

专栏5.3简要概述了一些区域和全球的发展及其

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

专栏5.3　区域组织和移民与发展政策整合

区域和国际组织影响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移民融入可持续发展政策。

在区域一级，东盟、南方共同市场、欧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已执行影响其成员国政策立场的

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政策和指示。一些例子包括：

（1） 由美洲国家组织推动的2016年圣何塞联合行动声明促使中美洲和北美洲国家承诺保护来自

中美洲的难民。

（2） 欧洲共同庇护制度寻求协调欧盟成员国的庇护政策。

（3） 东盟于2007年发布了“移民工人权利宣言”，重点关注如何保护东盟国家移民的劳工权利。

欧盟最近与16个伙伴国和5个优先国（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签

署了合作框架，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废物管理、水、教育和健康），努力阻止非法移

民流入欧洲，防止贩运人口和走私，并改善难民和最脆弱的收容社区的生活条件。在全球层面上，

2011年国际移民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将主流移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计划，这一计划已支持孟加拉国、



112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厄瓜多尔、牙买加、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摩洛哥、塞尔维亚和突尼斯八个中央政府，将其国

家移民和发展政策联系起来。

移民组织、劳工组织、人口基金、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妇女等若干其他机构和组织参与开

发计划署的联合迁移与发展倡议，通过支持政策一致性和纵向政策整合，基于多方利益相关方的伙

伴关系，在迁移与发展领域建立了当地的能力。虽然这些举措很有前景，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

其影响和有效性。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专家对该报告的贡献进行阐述。

资料来源 ：联合国公共服务奖，2017。

● 针对移民和难民的劳工，教育和卫生政策

移民和难民获得就业机会以及教育和保健

等基本服务往往不稳定。对移民和难民劳工权利

的文献分析表明，存在的提供就业机会的法律并

不能保证其实际执行。移民和难民的情况就是这

样，需要有必要的文件授权才能合法居住在东道

国。原因可能包括获得工作许可的官僚障碍，高

失业率，为本国工人保留的就业配额或移民部门

的就业限制。各国给予合法和非合法移民、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的劳工权利数量差异很大。例如，

澳大利亚允许未受社区拘留的寻求庇护者就业，

就像对难民一样。克罗地亚和俄罗斯联邦准予难

民就业，但不允许寻求庇护者就业。欧盟内的其

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在匈牙利，难民可

以在难民营工作九个月后申请一年工作许可证。

如专栏 5.4 所示，摩洛哥最近修改了其国家移民

政策，为难民和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包括非法 

移民。

专栏5.4　摩洛哥管理移民的体制办法

继2011年的宪法改革、2013年的国家移民政策和2014年的国家移民和庇护战略（SNIA）之后，

摩洛哥进行了几次将非法移民合法化，接着向所有移民和难民开放了公共服务。非法移民可以获得

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初级和紧急医疗服务，并可以将其子女送到公立学校。 此外，合法移民还可以

获得专业培训和求职帮助。

横向整合：国家移民和庇护战略包括11个部门行动计划，分布在教育部、团结部、妇女、家

庭和社会发展部、社会福利部、卫生部、财政部、内政部、青年和体育部等相关部委，以及诸如

ANAPEC——就业局、OFPTT——专业培训办公室、ADS——社会发展局、CNDH——全国人权理事

会和DIDH——部际人权代表团等公共机构。国家移民和庇护战略由政府首脑领导下的部际委员会领

导，并与海外摩洛哥社区理事会和其他非政府行动者合作。

纵向整合：为市政府、地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地方协会代表提供培训，加强地方移民管理，

确保跨地区和城市统一实施国家移民和庇护战略。

参与：包括移民协会、当地演员和大学在内的民间社会，是国家移民和庇护战略设计的一部分。

基金会哈桑二世参与监督它的部际委员会。移民有权建立合作社。举办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以

向公众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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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法移民，就业机会一般不存在或不稳

定，尽管一些国家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了一些渠道。

在受雇时，寻求庇护者、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

往往在非正式部门工作或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在

有些情况下，不存在允许移民和难民上班的法律

或正式文件。在其他情况下，会出现没收工作卡

和其他身份证件等剥削性做法。这种做法很容易

将合法移民推向非合法的地步，最终可能变成无

国籍人群，特别是移民妇女和儿童 46。他们也是

偷渡移民和贩卖人口的先驱 47。考虑到这一关系，

英国出台的《现代反奴隶法案2015》加强了以前

与贩运和奴役有关的罪行。

自下而上的整合计划也是显而易见和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48 和非洲49 的研究表明，

许多难民创造了雇用其他难民和当地人口的企业。

当工作安全时，难民也增加了对本国的汇款，并

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社会。在一些研究中发现这种

情况正好相反：没有体面和安全工作机会的移民

和难民在其东道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较低，促使

二次或多次移民，有时将其推向非法境地。

教育是体面就业的门户，语言能力是两者的

先决条件。然而，移民和难民获得教育的机会往

往有限。在29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澳大利

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法国、日本、俄罗斯和

土耳其）在移民进入该国时提供当地语言教育。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培训不是强制性的，由地方

政府或民间社会组织负责处理，没有系统的执法

或监督机制。总的来说，主流趋势是难民可以合

法获得公共教育，而寻求庇护的人却不能。只有

在少数国家，寻求庇护者才能获得公共教育。非

法移民通常被排除在教育和正规就业之外，除非

他们是未成年人。在欧洲，五个国家未授予无证

儿童上学的资格 51。其余23个欧盟成员国允许没

有适当证件的移民和难民儿童获得教育。

对于难民来说，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需求

过度、教师资质不足、收费高、学校交通不便，

贫困是儿童和青少年失学的主要原因。民间社

会、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通常在

地方层面提供培训和教育，有时还与地方政府合

作，包括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学前教育。在希腊，

像ARSIS和PRAKSIS这样的民间社会组织已经

将预期目的国语言用作流动学校的语言 52。一项

旨在地方层面获得教育的创新举措来自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见专栏5.5），该机构最近将其阿拉伯

语—土耳其语双语教育合并为一项针对所有儿童

的综合方案，不论其国籍为何 53。

资料来源 ：联合国公共服务奖，2017。

专栏5.5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青年理事会

土耳其收容的难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地方政府开始在满足移民和难民需求方面发挥作

用。其中一个例子来自伊斯坦布尔，那里的大都会直辖市创建了线上线下平台，将土耳其和叙利亚青

年作为青年理事会的成员。理事会提供语言、艺术、音乐、数学、体育、创业和领导力等课程。

横向整合：当地政府组织及其基金会和附属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参与和合作，发生了地方层面

的横向一体化。理事会与土耳其的市镇网络组织合作，开展社会包容和难民融合项目。

纵向整合：作为一项以地方为基础的举措，国家政府机构不参与。

参与：大都会市政当局与当地食品银行和土耳其红新月会合作，在土耳其周边提供物资和组织

移动厨房。理事会还与联合国人居署、土耳其市政联盟、联合城市和地方政府（UCLG）、人类发展

模拟和巴黎青年理事会（INGEV）一起组织了世界人道主义峰会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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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移民和难民获得医疗保健的机

会也很有限。如第6章所示，泰国是一个例外，

因为它为所有移民和难民提供综合卫生服务，包

括那些非法的人 54。东道国政府对移民和难民提

供的卫生覆盖的初步概述表明，主要趋势是为成

人和儿童提供紧急护理，而儿童也可能从某些国

家的初级保健中受益。移民和难民需要的精神卫

生服务、社会心理支持和家庭咨询常常缺乏、不

足或不存在。卫生服务似乎比教育更受限制，并

且往往由民间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有时甚

至发达国家也提供。他们在地方层面的交付也受

到机构间协调漏洞的影响。

在欧盟中，只有少数国家为非法的寻求庇护

者和移民提供获得国家医疗保险的机会，而当它们

这样做时，在实际使用这些服务时会遇到重要的障

碍。未成年人无论其法律状况如何，都可以获得紧

急护理，有时还可以获得初级保健。除八个欧盟国

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公民同

等水平的医疗保健。对于成年移民和难民，六个国

家仅限于提供紧急护理，十二个国家允许非法移民

有限获得专业服务，如产妇护理和治疗艾滋病和传

染性疾病55。在许多情况下，移民和难民获得医疗

服务取决于当地法规，医院管理规定以及熟练医护

人员的意识和接受程度56。在很多发达国家，移民

和难民没有合法或实际的医疗保健机会，后者可能

从公共健康安全网即社区健康诊所中受益。这些诊

所向贫困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收取名义费用，有时

雇用培训医生或医学生57。

获得医疗保健的障碍包括语言挑战、部分移

民和难民获得信息的可能性小、可能影响医患互

动的不同文化规范所暗示的困难 58。如专栏5.6所

示，卫生部门的一个创新实例来自南非，几个城

市增加了移民和难民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同时

也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资料来源 ：联合国公共服务奖，2017。

专栏5.6　南非约翰内斯堡Rosettenville和Yeoville市

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移民和难民的东道国，一直在修改其政策和机构，以在人权和移民的安全层面

之间取得平衡。地方层面上的一个例子来自Rosettenville和Yeoville市，它们雇用了没有法律许可的移民

护士，在当地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翻译和口译服务。该倡议有助于解决医护人员与移民患者之间经

常发生冲突的问题。它还为移民护士创造了就业机会。

横向整合：两个城市相互合作，另外三个城市复制了这一安排。因此横向整合发生在地方层面

上，国家政府没有起到明确作用。 

纵向整合：约翰内斯堡市有其自己的本地移民政策。它有遍布城市的移民帮助台。它还有一个由

相关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参与：市政当局与非洲移民团结和难民护士协会以及福特基金会的受让人、人口理事会还有一些

国家基金会合作。

5.3.2　纵向整合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和移民治理的成功取

决于当地有效的行动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有效协

调。超过60％的移民和难民居住的城市和地区在

移民融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导致一些学者谈

论“地方转向”，将其定义为地方政府和机构在

移民问题上的日益激进主义和作用 59。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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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尽管过去几年国家的移民和融合政策日益

受到限制，但城市移民融合政策已经尝试了包

容性和跨文化的形式 60，让位于“城市公民”61

或“定居”的想法 62。这些概念倾向于将移民和

难民重新定义为其社区中积极的发展行动者，而

不是被动援助的接受者或安全威胁 63。地方一级

如美国 64、墨西哥 65 和西班牙 66 在应对移民方面

日益增加的作用的一个例证可见于地方当局通过

移民寻求人才和促进多样性的政策。地方政府总

体上还是在具体的部门政策方面为移民和难民提

供庇护所。其他国家，如中国的省级政府和大都

会，制定了吸引高技能移民的人才吸引政策 67。 

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也对低技术移民和高技

能移民和难民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68。

地方政府对移民和难民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例如，在土耳其、

摩洛哥和约旦，许多城市的法律、结构和财务需

求使他们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以满足移民和

难民的需求 69。一项研究发现，丹吉尔是主要的

迁移过境和接收城市，没有为移民提供接待、适

应或信息服务。土耳其的一些市政当局也因为缺

乏提供服务的法定授权而苦苦挣扎 70。其他拥有

足够财力和专业知识的城市向移民和难民提供了

各种服务 71。

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动态，包括有关行为者

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在城市和地方政府是否

以及如何努力融入移民和难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例如地方政府利用难民危机作为从中央政府

和职能部门获得利益和资源的工具。强大的中央

不愿意把权力和资源交给地方一级似乎也是司空

见惯 72。

地方政府将移民融入发展政策制定中至少遵

循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模式 ：在市政府内设立

单独的办事处，地方—国家合作契约和特设外联

活动。

第一，许多地方政府面临适应新移民的挑

战，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办事处，单位或委员会

（德国、约旦、巴西、墨西哥、法国、菲律宾和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例如，在菲律宾，一些地

方政府单位设立了移民资源中心。菲律宾海外就

业管理局和海外工作者福利管理局与地方政府建

立了合作关系，通过这些资源中心扩大了它们的

服务范围。在巴基斯坦，每个地区都有一个阿富

汗难民委员会，负责向国家和边境地区部的伊斯

兰堡首席委员会（SAFRON）报告。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在州一级设立了难民协调员办公室 73。

第二，基于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移

民和难民组织的不同合作伙伴的参与，建立了地

方—国家—民间社会合作契约、协调机制或其他体

制机制。有时，这些契约和地方行政部门在移民

中的关键作用被纳入国家移民战略（法国、俄罗

斯、土耳其、英国）。例如，英国负责移民事务

的内政部启动了英国的战略移民合作伙伴关系 74，

以激起地方当局在难民重新安置方面的竞争。

第三，地方一级的机构迁移管理涉及启动

特设工作组、工作小组、外联会议和有关移徙与

发展相关问题的会议（克罗地亚、匈牙利、以色

列）。

许多国家都遵循了这三种方法的全部或部分

组合。例如，美国的许多自治市和城市都采用折

中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 75。“美国欢迎倡议”已开

始评估和认证地方政府为融入移民和难民所作的

努力。2017年9月，俄亥俄州代顿市成为美国第

一个经过认证的包容性移民城市。在希腊，雅典

市政府最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盟、国家政

府的移民和难民支持和社会融合司以及非政府组

织合作推出了自己的“蓝点计划”（Blue Dot），

即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儿童和家庭支持中心 76。

地方政府也积极收集数据并向移民和难民提

供相互关联的服务。德国最近的“数据交换加强

法”采取措施，为庇护申请和与难民相关信息建

立国家中央数据库。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州的一些州政府已经为移民和难民建立了一站式

商店，称为“融合点”。融合点将市政当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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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业中心、福利办公室、IQ网络（涉及资格认

定）和雇主协会的代表召集到一起，为寻求庇护

者和难民提供信息、行政行为和融合措施 77。菲

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OEA）最近还推出了一

站式服务。这些中心集中在政府机构的一个地

方，申请人或海外工作人员可此获得必要的相关

证明。这些趋势表明，地方政府处于创新型移民

制度化和政策制定的前沿。无论现行的政府制度

（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政府或其他制度）、经济发

展程度（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法律框架

（案例还是民法或其他）、该国或城市在移民路线

（发送、接受、过境国家或几者的组合）上的主导

地位及其历史和文化特质（殖民主义遗产）。地

方办法和政策可以有助于将与移民和难民有关的

整合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各级政府的权力

下放和运作良好的关系似乎可以提高迁移政策纵

向整合的水平 78。当纵向政策整合是与民间社会、

学术界、基层、信仰组织、私营部门、侨民、移

民和难民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制定和实

施时，纵向政策整合往往更为强大 79。

5.3.3　参与

在本章审查的29个国家中，13个国家有一

个全国性庇护组织，如国家难民委员会或国家移

民委员会，它们聚集了为帮助移民和难民而成立

的民间社会组织。肯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

土耳其与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德国、英国、

西班牙和瑞典一样拥有这样的伞形组织。对于一

些国家，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求证。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确定不同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存在和类型。

例如，部门或地方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民间社会组

织可能对政策整合产生不同的影响。

无论是作为相关国家和地方移民机构的组成

成员，还是作为顾问，有十个国家的民间社会组

织参与移民政策的制定。在法国和加拿大，民间

社会组织是国家移民机构的积极合作伙伴，并且

是法律认可的服务提供商。在德国等其他国家，

它们也是国家和地方决策的组成部分，包括文化

领域在内的决策。

在墨西哥，民间团体作为地方一级的服务提

供者，正如Casa Refugiados、国家人权委员会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Scalibrini国际移民网络的地方

分会的重要社区外展活动和地方援助活动所表明

的那样 80。 几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墨西哥城政府

“tarjeta huésped”计划的设计和实施。Tarjeta 

huésped为移民和难民提供了获得医疗保健、教

育和法律顾问的机会，在城市宪法中被视为基本

权利 81。其他例子来自马德里市政府 82，其中有

一个永久性难民志愿者备用名单以协助移民和难

民，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 83，它雇用当地

的民间社会组织对公务员进行培训，为移民和难

民融入提供服务。

由前移民和现在移民资助和经营的散居和

归国者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人。 例如，在

阿尔及利亚，由阿尔及利亚归国者资助的阿比卡

（ADEKA）——卡比利亚发展协会与地方政府和

当地其他民间社会行为者合作，支持地方和国家

发展项目。它还与法国的移民、团结和交流促进

发展协会（AMSED）合作，支持阿尔及利亚卡

比利亚地区的农村发展 84。海地侨民组织将其干

预措施的重点放在提供保健服务和教育方面的差

距上。 在2008年海地地震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之

前和之后，海地居住海外部（MHAVE）已经做

出重大努力，以接触海外侨民团体 85。

总之，在许多国家，民间团体往往在国家移

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方式和能力各不相

同。事实上，有人认为，在德国，志愿者行动在

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而不仅仅是补充了）国家活

动，因为面对移民的需求，公共机构有时会超负

荷运转 86。乍看之下，民间团体在移民方面的参

与似乎与经济发展或政府体系无关。在开放和透

明的治理系统中，非政府行动者在国家层面上的

参与似乎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层面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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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高，特别是在有效的权力下放和包容的地

方治理的情况下。当国家移民政策和机构缺席或

不足时，地方层面上的参与也往往会增加。

文献没有广泛讨论私营部门在移民中的作

用。国际商会将全球难民危机确定为其可持续发

展、贸易和数字经济的优先重点领域之一 87。国

际扶轮社通过其ShelterBox项目合作伙伴在全球

进行慈善捐助，以促进紧急救灾。 Chobani、宜

家、 星 巴 克、Airbnb、Uber、SpaceX、Google、

Coursera、UPS和Turkcell等几家跨国公司已经

在移民方面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引入了创新的

招聘、协助和培训难民计划，并提高公众对这个

问题的敏感度。与此相分离的是，中小型企业

SMEs、社会企业和移民难民的创业举措往往在

移民人口生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有助于为移

民和难民提供服务，特别是在地方一级。私营部

门的影响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例如，许多公司

参与剥削工作实践，与移民有关的非正式劳动力

市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关切问

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私营部门及其各个组成部分

的作用以及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移民及其与发

展的联系方面的伙伴关系。

5.4  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创新的公共服
务：住房情况

向移民和难民提供公共服务可能具有挑战

性。针对城市难民的公共服务与满足那些经常长

期居住在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以及居住在难民营的

其他人的公共服务相比88，这些服务通常是截然不

同的，所以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服务方式。同样，

不同的移民和难民分组将需要不同的服务组合。

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为移民和难民提

供统一和相互关联服务的一站式商店。在丹麦，

Newtodenmark.dk是一个一站式的移民入口网站，

整合所有相关信息和服务接入点。 虽然一站式商

店已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制度创新，但专家认为

它们的有效性要视情况而定89。为移民提供综合服

务的一个例子来自葡萄牙，如专栏5.7所示。

专栏5.7　葡萄牙的国家 /地方移民支持中心，CNAIM / CLAIM

在葡萄牙，高级移民委员会是协调国家一级政策制定的公共机构，它一直基于相互尊重、对话、

法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移民和难民融入葡萄牙社会和公共生活。最近，高级委员会建立

了国家和地方支持中心，为移民提供全面的服务。专业服务包括社会融入收入、家庭补贴、产前补贴、

退休和残疾养恤金，引入负债支持办公室和全国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行动计划。该模式已在比利时、

德国、捷克和波兰复制使用。

横向整合：三个国家中心成立。引入了不同语言的集中电话热线服务。国家和地方支持中心由部

长会议主席直接领导。它们与移民和边境服务部、卫生部、司法部、教育部等合作，并且是国家移民

战略计划（2015—2020）的一部分。

纵向整合：创建了60个本地支持中心。市政当局负责调解并参与服务的设计和实施。还引入了移

动领域小组。

参与：雇用了70名精通14种语言的跨文化调解员。民间社会、移民协会和私营部门参与了设计和

实施。

资料来源 ：联合国公共服务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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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移动电话等信息

和通信技术可能有助于提高移民和难民获得服务

的机会。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发现，2014年为

49个国家提供了针对移民和难民的在线公共服

务，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6个国家 90。 

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提供关于服务资格的规定和条

件的必要信息。它们还可以帮助移民与团结网

络——社会媒体团体、家乡协会和其他援助移民

和难民的非政府组织或与提供就业机会、职业和

创业机会的私营部门联系起来。此外，获得信息

和通信技术（如社交平台和不同的应用程序）可

以让移民和难民获得语言和其他培训，通过改变

他们交流、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为他们及其所在社

区提供缩小文化、性别、教育和其他差距的可能

性 91。例如，Gherbtna是一个居住在土耳其的叙

利亚难民新开发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允许其

用户搜索附近可用的工作职位，并为土耳其大学

的叙利亚学生提供土耳其有关居留许可和注册要

求的法规新闻 92。

在许多相关的服务中，本章将简要介绍一

下住房情况。像公共交通、社会保护、银行、能

源、技术、基础设施等其他类型的服务也同样重

要，但因篇幅有限，所以此处没有介绍。

联合国涉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 93 以及联

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94 一再表示，应为

移民和难民，包括在非法情况下的移民提供最低

程度的住房援助，以确保人的尊严。同样，这些

群体往往缺乏足够的住房。在某些情况下，法律

框架已经到位，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法规很烦

琐，而且不可能获得相关文件 95。在有些时候，

由于缺乏足够的语言技能和对其权利的了解或担

心被驱逐出境，移民受到恐吓，无法捍卫自己的

权利 96。

当非合法移民和其他人可以使用公共住房

时，他们经常在没有得到通知或找到替代住所的

时候遭到驱逐。被驱逐后，他们可能会变得无家

可归或生活在不安全的条件下，例如破旧和拥挤

的住所、废弃的建筑物、无法获得基本服务的棚

屋 97。在被强制驱逐前，他们也可能被送往拘留

中心 98。

在难民营或过渡营，难民经常遇到恶劣天气、

身体危险以及不卫生和不安全的生活条件99。认

识到这些缺点，难民专员办事处试图通过将难民

营变成“综合社区”作为解决办法，在“综合社

区”，难民和当地居民可以相互交易、和睦相处

并获得服务 100。

从难民的角度来看，语言能力较差、缺乏有

关住房服务和替代品的信息、歧视、官僚障碍和

缺乏负担能力可能会阻碍他们获得住房。从公共

当局的角度来看，缺乏财政能力、缺乏足够的基

础设施，有关难民居住权与个人选择的分散计划

等101 是迫在眉睫的挑战。从整合角度来看，国

家住房战略很少包括移民，几乎总是将非法移民

排除在外102。在当地，城市之间在住房政策和服

务方面的协调往往不够充分，而且它们与中央政

府之间缺乏合作。即使存在提供住房服务分工的

政策，但由于预算和能力问题，合作可能会不稳 

定103。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将移民作为弱势群体之

一的措施。如加泰罗尼亚制订了住房权计划104。

缺乏将住房政策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极

其有限的协调可能加剧移民和难民找到适当住房

的难度。在许多国家，移民和难民难以获得社会

或社区住房，除了依靠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私人公民寻找住所外，没有其他选择 105。为移民

和难民提供住房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扩大民间团

体的作用，利用技术与社区接触，以及迅速建设

非传统住房设施，如多户住宅单元、住宅酒店单

元，集装箱改造为住房，当地家庭在他们的家中

接待移民和难民等。

创新性住房政策的一个具体例子来自德国汉

堡，它开发了一个城市科学实验室，公民志愿者

可以帮助难民寻找家园。利用汉堡政府规划部门

提供的数据，这一举措有助于提高关于现有土地

和潜在建筑工地的当地知识。它还有助于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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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移民和难民联系起来。汉堡还对国家住房法

规提出质疑，希望该市能够将难民中心置于未充

分利用的商业建筑物和居民区的露天场所 106。

创新住房计划不仅来自地方或国家政府和民

间社会组织。难民和移民本身也参与了创意住房

解决方案和服务的潮流中。阿尔及利亚廷杜夫就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位撒哈拉难民在他的营地

用难民的塑料瓶盖建造房屋 107。

5.5　结论

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和政策机构 108 有兴趣了解

体制和公共管理模式、法律政策框架、体制安排

和行政措施，以更好地将国际移民与可持续发展

政策联系起来 109。考虑到这一需要，本章询问了

公共机构和公务员在促进有效和包容性决策以及

国际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具体目标之间

建立相关联系的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可以从经济与

安全和人权相关方面等多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

需要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方法。一些学者强调，公

共机构和公务员需要在将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

合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10。

在许多国家，国家行政能力已经很薄弱，无

法满足公民的需要。在国家内，中央行政管理层

和地方层面之间以及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往往存

在能力差异，小城市可能更容易被公共服务的过

度延伸所压倒。

鉴于与移民问题有关的横向和纵向协调的复

杂性，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和问责以及认识到

政府不同层级和机构可能具有的比较优势非常重

要。地方一级往往是解决协调问题的好地方——

特别是在移民获得住房、就业、教育、健康和其

他服务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政策问题的协调处

理得更好，例如国家入境的行政许可，移民最初

可能需要的最低限度清单，如工作许可证、入学

许可、住房等。与此同时，认识到不同司法管辖

区在解决移民问题的能力和资源方面可能存在差

异也很重要。分担负担和适当分配资源是横向和

纵向整合的关键方面。

关于横向政策整合，分析表明，不论其地理

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制度如何，移民和难

民运动在国家的国家发展议程、方案、计划和立

法框架中都很重要。关于垂直政策整合，地方政

府特别是城市在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和关注点与

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公共服务方式联系起来方面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章还发现，非政府行动者参与移民问题

的意愿往往很强烈，但了解民间社会组织、私营

部门以及移民和难民经营组织在移民政策制定和

机构建设方面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系统分析。包

容性设计、实施和参与式监测和评估服务非常 

重要。

根据这些结论和调查结果，本章向决策者提

出以下五点建议 ：

第一，政策整合可自上而下，也可自下而

上。虽然本章选择按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

的顺序来看待移民与发展一体化问题，但参与和

非政府整合举措的重要性不亚于中央或地方政府

的举措。

无数难民和移民组织对创新服务设计和实施

的贡献证明了这一事实。在这方面，建立国家平

台，学习和分享有关移民和发展的综合政策以及

社区创新举措可能是相关的。

第二，移民和难民的实力、能力和复原力是

将移民与发展联系起来的关键。在实践中，公共

部门的创新，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创新往往

来自地方一级的个别举措。在这方面，有必要研

究地方举措，以提高移民和难民的能力，加快他

们为公共创新作出贡献的步伐。在这方面，权力

下放和地方治理可能是自下而上整合的重要促成

因素。

第三，尽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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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政策规划和实施工作，但这些举措很少

得到评估。特别是，公共行政对移民相关计划的

评估很少。因此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 监测和评

估活动本身应进行横向和纵向整合，要注重适当

的数据收集、分解和分析。

第四，“更多融合”并不会自动增加移民本

身的福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部分地区

（包括不同地理层级）的联系增加可能会威胁到

移民的人权和机会。例如，国家和地方在与移民

法律地位有关的执法方面可能会出现紧张局势。

公共机构必须准备好克服这些挑战，包括采用有

效的政策整合战略，其中一些在本章中已概述。

第五，移民与发展在各级公共行政中的整合

不仅仅是技术或理性的过程，而且还涉及文化意

识、政治和观念。因此需要在公共行政中建立适

当的意识和沟通战略以及问责制度。

移民和难民问题在决策议程中可能仍然占据

重要的位置。有效的横向和纵向政策整合以及与

非政府行动者的接触都与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部

门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有关。最后，各国自

己的情况和愿望将决定移民如何与其他可持续发

展领域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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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健康是一种人权，也是每个人的核心愿望。

健康本身不仅是《2030年议程》中的一个目标，

而且被认为是其他所有目标的先决条件者和指

标。相反，健康的结果同样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这些影响因素与卫生部门以外的政策领域相

对应。

健康被定义为结合了身体、精神和社会之

间安宁和谐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不

虚弱 1。 和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

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健康和福祉概念，并且明确了

患有疾病不能被定义为健康。尽管孕产妇死亡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3.1）、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目标3.2）和传染性疾病（目标3.3）仍然

是严重的威胁，但是人们越来越关注非传染性疾

病和精神健康问题（目标3.4）、药物滥用（目标

3.5）和公路交通事故（目标3.6）。实现全民健

康保障（目标3.8）、普及性健康和生育健康保障

服务（目标3.7）和减少因污染而造成的死亡率

（目标3.9）在许多国家仍然是深远的目标。

科学界的多学科研究也发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诸多联系 2。健康和

其他的政策领域存在密切联系，这使得综合性方

法实施成为全面提升健康的必要条件。一方面，

可持续发展目标3下的许多具体目标单靠卫生一

个部门的行动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一方面，实现

健康目标有助于其他目标的优先实施。《2016上

海宣言》关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健康促进

问题强调 ：“只有在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

程中开展健康促进，让全社会参与健康发展的进

程，才能实现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健康生活，增加

福祉。”3 认识到健康和其他部门跨领域的本质和

深厚的联系，2017高级别政治论坛强调 ：对健康

的投资有助于减少不平等、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

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消除贫困。

论坛还呼吁建立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健康机制、

解决与健康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投资

科学研究和创新以应对健康方面的挑战 4 。卫生

部门制定有效政策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要

从健康服务的用户和受益者以及服务提供者的角

度出发。而且因为健康服务的提供本来就具有地

方性，不同地区采用整合和协调的方法也是实现

有效的健康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也突出了综

合方法的重要性。

认识到健康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

互依存并且呼吁采取综合行动并非新想法。早在

40年前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政府就强调 ：健

康权利的实施除了卫生部门之外还需要经济部门

和其他许多部门的参与，并呼吁国家所有相关部

门和各行各业协同努力，尤其是农业、畜牧业、

食品、工业、教育、住房、公共工程、通信和其

他部门 5。 事实上，许多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目

标的成果被认为是受到其他部门成果的推动 6、7。 

全球健康监测显示出强烈的综合特征，以全球疾

病为例证，该研究的跨度数据远远超过了卫生部

门本身 8　。联合国《2030年议程》进一步强调了

这种互相依存的概念，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健康

和其他目标一样，是整个《2030年议程》不可分

割的相融部分。

因此，本章将强调 ：在国家层面已经出台大

量的政策并设立相关机构，以支持整合解决健康

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各种各样的关联。但

是，研究也表明许多以前和目前的整合方法和尝

试大部分都局限在卫生部门本身之内。在某些情

况下，整合方法被看作是一种工作模式，通过一

种特定的健康状况或者疾病来衡量 9。 也有人说

在其他情况下，整合方法的努力主要集中于让非

卫生部门和行为者服务于卫生部门的目标，却没

有考虑健康和这些部门首要目标之间的必然性联

系 10。 因此，在许多国家，整合方法在实现协同

效应和减少跨部门和政府各级以及各行业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权衡方面的潜力可能仍未得到 

开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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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基于公共行政和公共健康领域的文献，

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视角考虑应对健康的整合

方法。健康和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的例子是通过健

康的多领域决定因素和少数选定的关系呈现出来

的。为了研究综合方法，本章将采用第1章介绍

的三个结构维度 ：横向或跨部门整合、纵向跨各

级政府整合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

6.2  解决卫生和非卫生部门之间的相
互联系

6.2.1　多部门联合是解决健康问题的决定因素

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许多健康

方面的巨大改善都归功于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

变化和进步 12、13。这些条件可以看作是卫生部门

以外的部门组成的复杂网络，这里统称为健康的

多部门决定因素，包括 ：（1）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

素 ；（2） 健康的商业决定因素 ；（3） 健康的政治决

定因素。

构建好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强调社会、

经济、文化和环境条件以及个人生活方式对个人

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14、15、16 。由于健康和收入水

平、住房环境、水和卫生、营养、人们所接触的

工作环境以及其他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健康

的综合本质也被诠释为“社会医学”17。 每年约

有1 260万人死于环境因素，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23%。一方面，健康的社会因素会影响身体和精

神健康的预防、治疗和疾病治疗过程 18。 另一方

面，许多健康状况和疾病能得到预防或减轻，这

伴随着人们出生、成长、学习、工作、玩耍、崇

尚的信仰和慢慢变老的整个过程 19。 图6.1展示

了Dahlgren和Whitehead于1991年提出的健康

的社会决定因素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叠加的 

图谱。

图6.1

达格伦（Dahlgren）和华特海德（Whitehead）199120年制作的“保健的社会决定因素”图谱，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叠加

资料来源 ：作者改编自Dahlgen和Whitehead（1991）制作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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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的 商 业 决 定 因 素 来 源 于 商 业 和 利 润

动 机 22、23。 在《2017年 阿 德 莱 德 所 有 政 策 的

健 康 声 明 》 中， 有24条 提 到 了 商 业 及 其 相 关

利益，这些利益来自销售不健康的产品，如含

糖饮料、不健康的加工食物、烟草、酒精和毒 

品 24。　一项研究表明，国家贸易和投资政策可能

是造成高糖、高脂肪和高钠食品等不良饮食的一

个原因，并和目标3.4非传染性疾病有着直接的

关系 25。 在某些情况下，私营部门，有时甚至是

一些大公司，都有塑造国家健康话语的能力 26 。

营销不健康食物受到广泛批评，尤其是在儿童和

婴儿食品方面 27。 尽管这个问题得到了政策决策

者和其他行动者的重新关注，一些专家和实践者

认为这一政策领域的探索是不充分的，并指出理

解规则和制裁潜力的必要性。只有通过一定的规

则和手段才能解决公司在利益驱动下传播的疾病

动机和渠道 28、29、30 。

第三是政策经济与政府所起的作用。健康结

果的差异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条件和健康行为，也

是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受

到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政策、作为或者不作为

的影响 31。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到城市规划，

到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再到提供全民医疗覆盖

和防治传染病，政府政策和公共机构总是影响着

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福祉 32。

在过去的10年里，健康的多部门决定因素得

到了充分的证实。这些决定因素，无论是分开还

是一起，都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采取行动的论据，

以达到不仅仅是健康的目标，还包括其他可持续

发展目标，例如教育、劳工和社会保障政策。

为了让综合方法见效，需要对多部门决定因

素有复杂和全面的理解，包括历史条件，以及这

些决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需求和不同利益相关

方的利益。这包括一个问题是如何构建的——是

按照发展、平等和经济的总体目标还是特殊的健

康目标，以及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在政治议程

上达成共识的程度 33。

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理解多部

门决定因素复杂关系时影响变化，并避免用孤立

的方法去鉴别和解决问题 34、35 ，因为健康的宏

观、中观和微观决定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确认

一个特定的政策干预和一项特定的健康结果的改

善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制定和评价

健康政策中长存的问题 36。

许多的健康决定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并不

是从最开始就是公平的，这受到出生地、社会经

济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37。 因此，实施健康的

综合方法需要政策决策者们认识到这些区别，并

通过优先次序、包容性和社会公平来减少不平等

的风险。

6.2.2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健康的决定因素有着多样性，那么大量有力

政策证据和科学共识认为《2030年议程》中健康

目标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多重相互作用也

不足为奇38。 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其他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全面评估

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为了例证，以下部分简要介

绍其中的一些关系和相互作用：（1） 健康、营养、

食物之间的系统关系；（2） 健康、电力、污染之间

的关系；（3） 健康、贫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6.2.2.1　健康、营养、食物之间的系统关系

尽管饥饿影响着全球87万人口，但是营养不

良或者营养不足影响着更大的人群，尤其在非洲39。 
 我们吃的食物多半受限于选择，但也如之前所说

有一些驱动因素。营养不良和贫穷之间也存在着

明显的联系。

食物系统在产生和加剧健康分化中起着核心

作用 40。 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和政府报告都揭示了

近几十年在所有地区，食物的生产、分销、广告

和消费的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1。 生产

模式发生变化，但是促进高效生产的策略，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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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耕作、单一作物种植和使用如肥料、农药和除草

剂等化学作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危害健康和福祉

的后果42。 食品消费带来的健康差距也受到食品生

产和加工的社会、商业和环境的影响。据估计，全

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消费食品被浪费43。 因此

减少食品损失和浪费（可持续发展目标12.3）和促

进公共卫生之间有着明显的协同作用44。

在许多国家，和低营养饮食有关的肥胖等疾

病正在迅速增长 45。 这类饮食通常含有高加工食

品或高热量食物，或者两者都含有，会导致肥胖

和慢性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和癌症 46。 越

来越多的高热量、缺乏营养的食物正在产生一种

新型的营养不良症，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

人出现超重和营养不良现象 47。 一项研究表明，

从总体来看，肥胖的人比体重过轻的人要多，各

收入阶层的人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但是这种

现象在低收入人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8。 强有力

的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差异与饮食质量或饮食健

康、肥胖和饮食相关疾病有关 49。 食品不安全被

认为与肥胖高度相关 50。

图6.2所示的健康、营养、食物的系统关系

是基于超过5 000篇相关文献的研究 51。 建立的

模型是为了展示五个与食物相关的人口健康问题

的关系 ：（1） 肥胖 ；（2） 食物过敏 ；（3） 食物传染疾

病 ；（4） 食品不安全 ；（5） 饮食污染 ；以及他们是

如何通过共同的驱动因素连接的。图6.2显示了

11条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以及227条被认定至少

与健康相关的五项主要食物因素中2个及2个以

上相关的联系。此模型强调了解决相互关系问题

时考虑多部门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53。

图6.2

与食品有关的健康问题的主要驱动因素与《2030年议程》目标叠加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 ：Majowicz, S. E. et al. （2016） ，根据作者内容整理（加上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说明 ：关系图在2016年基于5145篇学术文献完成，文献根据和食品相关的健康问题搜索（按递增排序）：（1） 肥胖 ；（2） 食物过敏 ；（3） 食物传染疾
病 ；（4） 食品不安全 ；（5） 饮食污染。相关文献见脚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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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健康、电力、污染之间的关系

城市空气污染的减少直接改善了人们的健康

状况和减少了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室外和室内

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700万人死亡 54。2012年，

全球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为300万，而约有

430万人死于由低效率燃料和技术导致的家庭空

气污染 55。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型城市居

住点最容易受到这种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无

论是室内（家庭）还是室外（外界），都会增加

患上心血管疾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

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妇女和儿童受室内空

气影响的概率尤其高，因为他们在室内待的时间

更久，也更靠近火炉 56。

电力供应的改善已经证明与健康相关的多

部门决定因素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电力供应不

仅减少了固体燃料和煤油在做饭和生活时的使

用——这在低收入家庭中仍很常见，还可以用来

取暖和照明，如电热水壶和灯泡，以及使用通风

设备57。此外，还减少了与燃料收集有关的健康风

险。在家庭中，使用电器改善了食品的保存，这

既减少了污染，也增加了人们的可食用品种。电

力的使用还使电动水泵和水净化技术得以实现。

电力供应对社区的卫生系统也有着积极的影

响。电力供应可以为医疗提供制冷，并改善卫生

保健基础设施 58。 例如，冷藏药品和疫苗可以储

存更长时间，医疗防护设施得以在晚上开放，还

可以使许多医疗服务和措施起效，例如X射线和

超声波。有了电力供应，信息技术包括收音机、

电视机、短消息服务（SMS）或是移动应用程

序，可以应用于传播关于特定疾病和卫生习惯的

公共认知。图6.3展示了健康、电力、生活、平

均寿命之间的关系图。

图6.3

健康—电力—生活—平均寿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叠加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 ：Collste, D., Pedercini, M. and Cornell, S. E. （2017）59,根据作者内容整理（加上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说明 ：“+”符号表示其他条件不变时会带来正向的因果关系（所有都一样时，A增加会导致B增加），“-”符号表示其他条件不变时会带来反向的因果
关系（所有都一样时，A增加会导致B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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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健康、贫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全球有超过4亿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卫生服

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6%的人因医疗

支出而进入或进一步陷入极度贫困 60。 正如世界

卫生组织最近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各国内部和

国家之间的健康差异仍然很大 61。然而，由于许

多国家缺乏相关的和可比较的健康指标数据，很

难评估国家内部的健康差异。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特定的具体目标（3.8），

聚焦实现全民健康保障。除了本身是一个目标之

外，全民健康保障被广泛认为是达成综合健康结果

的一项工具。《2030年议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

人”的原则也为健康政策在歧视、排斥和权力不对

称问题上提供给了框架62。如果要赶上那些健康和

福祉位居前列的国家，那么国家就应从自身最弱势

和边缘的地方着手改善健康和福祉。不仅仅发展中

国家要考虑这点，一些发达国家也应考虑，尽管这

些国家大范围地达到了全民健康保障，但是最弱势

的和最贫穷的部分仍然是被排除在外63。

许多国家不仅在加快全民健康保障发展，实

施全民健康保障和其他目标比如社会保障政策的

整合努力也在进行。许多国家已经引进了有条件

的现金转移方案，这些方案提供资金，如通过让

儿童上学来增加其获得卫生服务的条件 64。 例

如，墨西哥的机会计划项目为弱势的家庭提供收

入支持，条件是父母送孩子上学 65。在该项目支

持下，儿童得以接受健康检查、营养支持和卫生

服务。

全民健康保障是由人口覆盖率、服务覆盖率

和财产保障组成的一个广义概念66。 关于财产保

障，就是人们可以或者有权享受医疗服务但是仍然

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用67。另外，个人的财务风险

会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而改变，但是健康保障的权

利没有改变。同时，全民健康保障的政策并不会自

动或完全解决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的需要，包括那

些“失踪”或“隐藏”的人口和其他弱势群体。因

为医疗保障成本或是其他原因，尤其对那些还没有

拥有医疗保障或者贫穷的人，目前还存在着数据缺 

口68。 例如，青少年、移民和难民（见本报告第5

章）是经常被忽视和无法获得保健和相关服务的人

口群体。另一类隐藏人口是由数不清的出生和死产

组成的69。因此，实现健康的公平性就意味着在卫

生部门以外采取许多的方法和行动，将目前正存在

风险和被落下的人口包含在内。

关于健康不平等的一类弱势群体是移民（见

本报告第5章）。在理解、架构和解决移民健康

问题的挑战方面，许多综合方法已经被使用，诸

如 ：（1） 检查移民的健康情况，例如 ：芬兰 70 ；

（2） 制定和实施与移民有关的政策为法律架构，

例如 ：斯里兰卡全政府对移民健康采取的方法 71 ；

（3） 打造与移民相关的健康系统，例如 ：在卫生

服务时为移民提供翻译服务 72 ；（4） 通过伙伴关

系、网络和多国框架采取的集体行动，例如 ：加

拿大移民和难民健康合作组织 73。专栏6.1展示了

专栏6.1　泰国对所有移民的健康保障

在泰国，移民占该国6 710万人口的6%以上。截至写此报告时，泰国是全世界仅有的非法移民可

以和国民享受同等医疗权利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移民，可以和泰国国民一样，获得全国性的医

疗保障。这一政策从2013年开始推行，由内政部、劳工部、公共卫生部和移民部门多部门共同行动，

包含了对有记录和无记录移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并覆盖了慢性病的治疗药物，例如HIV，这对需靠持

续不断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至关重要。尽管欧盟中有28个国家为国民提供全民健康保障，

但是几乎没有国家为移民提供相同的保障。

资料来源 ：Tangcharoensathien, V., Thwin, A. A. and Patcharanarumol, W.（2017）74; Wudan Yan （2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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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是如何对所有移民实施全民健康保障的。

在冲突中和冲突后，迫切需要加强卫生部门、

社区和包括教育、卫生和水部门在内的其他部门

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解决传染病传播的

根本途径。难以进入冲突地区也促使传染率上升

并随着人们外逃而扩散。埃博拉疫情展示了此类

给后冲突国家的卫生系统造成压力的状况（见本

报告第7章）。因此，作为整合重建战略的一部分，

有弹性的卫生服务供给对降低风险至关重要。76

6.2.3  机构解决具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关

联的例证

除了上述例子，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合适

的行政和机构措施，以解决特定的健康和其他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有关健康的多部门综合处理方法并不是第一次提

出，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中正在寻求更

有活力和有效的政策和战略，以实现全面的健康

和福祉。尽管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行动被记录在

案，但实施成功或是实施失败的原因并没有得到

系统的研究。

为了例证，本章对过去联合国公共服务奖

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库包含政府自身提出

的各类公共提案，这些提案根据机构所提交的资

料，获得了区域和部门的杰出表现奖 77。 2017

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增加了健康方面的一个奖

项，旨在鼓励公共机构分享这一领域的成果创新。

在2003—2017年的292个获奖案例中，有57个

案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健康有关。其中，14

个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食物和营养有关（n=14）、

14个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不平等有关（n=14）、

13个和可持续发展目标4教育有关（n=13）、10

个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性别有关（n=10）、9个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1城市有关（n=9）。超过半

数以上的案例证明和其他部门目标（除了目标16

和17）至少有一种相互联系，19个案例显示至少

有两种相互联系，8个案例证明至少有三种相互

联系。图6.4展示了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PSA）

获奖案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以及之间的相

图6.4

2003—2017年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PSA）中与健康有关的获奖案例（n=57）和《2030年议程》
中17个目标的可观测的联系

资料来源 ：作者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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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虽然这显然不能作为政府在健康领域的行

动，但是这些首创的案例也证明了各国政府长期以

来寻求解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6.2.4  卫生部门资源分配的权衡及整合方法的

含义

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通过研究和实践，关

于在哪些方面集中精力和资源的各种“错误二分

法”或是复杂的不同维度被关注 78、79。 虽然其中

一些是关于卫生部门自身的，但其他一些也明显

影响到卫生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资源选择和分配，

因此是和整合方法有关的 80、81。 表6.1呈现了这

些维度的列表。其中一组考虑到特定疾病或者垂

直项目对比水平项目和初级护理在资源和关注度

方面的竞争。这些措施，尽管重要，但是鉴于有

关健康的多决定因素，却有可能无法产生长期的

影响 82。另一组对立面是全民健康保障和疫情暴

发的准备，这应该被看作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因为像埃博拉这样的流行病和疾病的暴发并不是

完全可以预测的 83。 然而，另一种紧张关系存在

于投资卫生系统还是投资非卫生部门的健康决定

要素，尽管非健康情况是健康的决定要素早在几

世纪之前就已经被注意到了。为了解决这种错误

的二分法，考虑到政策连贯性和整合度，决策者

应该意识到涉及的多个维度。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采纳下列文献: Frenk, J. and Gómez-Dantés, O. (2017)84; Michael Porter (2009)85; Sepúlveda J. et. al. (2006)86; Murray et. Al (2000)。

表6.1　健康和相关政策的错误二分法对整合政策的影响

错误的二分法 简    述

水 平（ 初 级 护 理 ） 
vs垂 直（ 具 体 疾
病）方案

水平的卫生资源包括广泛覆盖的医疗系统，而垂直护理方案是针对特定的疾病提供精确的服务
和设备

全民健康保障vs疾
病暴发

尽管全民健康保障覆盖了人口范围、服务范围和财产保障，但是还需将疾病爆发时的紧急需要
包括在内。因此，将健康系统中的综合紧急措施作为全民健康保障策略的一部分尤为重要，可
用来预防疾病的爆发演化成流行病

投资卫生系统 vs投
资健康决定因素

有些观点认为投资卫生系统和投资健康决定因素是两个对立的选择 ；但是应该根据实际结合两
者，来达到社会的整体健康和福祉

传染性疾病vs非传
染性疾病（NCD）

两者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具体目标（目标3.3和目标3.4）。尽管非传染性疾病正在迅速发
展，但是大多数国家在对抗非传染性疾病上并没有足够的关注和努力

治疗vs预防
投资治疗资源还是探索防御性措施，例如通过疫苗和抗生素，或是通过饮食、运动或是生活方
式行为习惯的改变

6.3　健康的横向整合

正如本章之前所述，实现任何与健康相关

的目标可能需要涉及非卫生部门和行为者的方

法，以及变革性的政策以及政治承诺 88。人们早

就认识到跨部门方法对健康的价值。“每个部长

都是卫生部长，每个部门都是卫生部门。如果我

们把公平作为所有政策的核心，健康就会得到改 

善 89。”——这引用自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主

席迈克尔·马莫于2005年发表的一段话，阐述了

健康横向整合的必要性。

在英国，1980年的《黑人报告》是对健康不

平等的里程碑式的回顾，报告建议内阁办公室机构

领导跨部门的努力，以减少健康不平等91。 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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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回应也认识到跨部门合作

的重要性，《健康中国2030发展规划》由20多个部

门起草，覆盖交通、教育、体育、食品和药品检验、

环境治理、媒体、立法、海关和其他领域92、93。另

一个例子是爱尔兰的《2017—2019年健康可持续

战略》，基于7个不同支柱性部门的33类关键行动

（见专栏6.2）。表6.2展示了可能影响健康和福祉整

合方法的非卫生部门采取的一些政策例子。

专栏6.2　爱尔兰2017—2019年健康可持续战略

爱尔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被认为是“实现更持续健康系统路上的第一步”。这是爱尔兰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框架，也是爱尔兰“我们可持续的未来”——为爱尔兰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的首要的全

国性政策的一部分。它不仅包含了整个卫生部门，还为成功实施战略确定了综合政策行动，包括：

（1） 节约用水，例如通过减少医疗保健设施的用水量，促进对可适用水管理立法和环境管理工作；

（2） 能源效用，符合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和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NREAP）的目标和义务；

（3） 废物管理，例如通过增加医疗保健设施的回收、再利用和修复，对医护人员提供废物管理 

教育；

（4） 可持续交通，通过改善有效和可持续交通的因素促进健康和福祉；

（5） 绿色采购，例如促进采购过程的可持续性，以减少浪费、运营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

（6） 设计建筑环境，例如推动绿色建筑立法及医疗保健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审计

资料来源 ：爱尔兰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办公室（2016）90。

表6.2　可能影响健康和福祉整合方法的非卫生部门采取的政策

社会政策

（1） 有条件的现金转账方案和小额贷款 ；
（2） 低收入人群的集体健康保险 ；
（3） 减少社会性孤立（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原住民）；
（4） 弱势群体社区或自助组织（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和女孩、原住民、移民和难民等）；
（5） 促进全民福祉（例如幸福计划）；
（6） 改善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在内的所有族裔群体的社会文化融合

教育政策

（1） 学校膳食/早餐计划 ；
（2） 健康教育（关于健康食品、健康生活方式、暴力预防、药物、安全性行为、超重等）；
（3） 学校的体育和课外活动设施 ；
（4） 学校宿舍（宿舍、住宿学校有膳食提供）

青年政策
（1） 社区中心 ；青年及家庭中心（促进健康及社会教育）；
（2） 减少青少年和年轻人的酒精和毒品使用 ；
（3） 为贫困社区提供实用性的婴儿诊所用于额外的咨询

劳工政策

（1） 确保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 ；
（2） 促进工作环境健康（例如工作环境健康 ；工作生活平衡）；
（3） 工作场所安全（例如不安全的设备、有毒作业）；
（4） 促进少数民族、移民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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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政策工具

世界卫生大会最近阐述了在整合方法中使用

多种有效政策工具的考量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

（1） 为政策选择建立知识储备和证据基础 ；（2） 确

保持续和充分的资源、机构支助和专门的技术人

员 ；（3） 评估不同政策选择对健康和健康相关的

性别影响；（4） 了解其他部门的政治议程，建立跨

部门的平台，以便于沟通和应对包括社会参与在

内的挑战 ；（5） 评估跨部门和整合决策的有效性，

并与政府其他部门合作促进健康和福祉 96。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

（HiAP）的做法，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整合方法

在各部门之间实施政策，系统地将政策的健康影

响考虑在内，寻求协同作用的同时避免在达成一

致目标时有坏的影响 97、98、99。这样的方法鼓励社

会各阶层采取促进健康的政策，并提倡健康是所

有部门的优先项 100、101。这也提供了机会去识别

那些同时解决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从本

质上说，“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本身就是将健

康作为整个政府的最优先级，并且通过一系列机

制和机构确保部门间的合作和整合 102、103。

确定跨部门的共同利益是“将健康纳入所有

政策”构建共享愿景、共同目标和协作成果的基

本策略之一。找到所谓“双赢”的跨部门战略，

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关键就是建立“买入”机

制，允许参与者利用资源，通过同时追求健康和

其他目标来提高效率。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卫生资

源缺乏的合理应对方式，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以及资金和授权受限的地区 104。

另外，其他三种“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的

方法分别是 105、106 ：（1） 健康位于核心，健康目

城市/空间/
基础设施规
划和住房政
策

（1） 可持续和宜居性政策 ；
（2） 保持公共空间清洁和健康 ；
（3） 提供社区体育设施和运动场 ；
（4） 智慧城市 ；
（5） 绿化（市区森林、公园、树木遮荫等）和开放的公共空间 ；
（6） 公共场所禁烟和酒精管制（规范销售和推销方式等）；
（7） 改善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特别是在城市贫民窟、农村和偏远地区 ；
（8） 消除或重建危险的房屋用地（例如危险的湿地、垃圾堆）；
（9） 规范不安全建筑材料的使用以及建立建筑准则、法律和法规

交通政策

（1） 积极的通勤方式（例如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步行/骑行作为公共巴士、地铁的补充模式等）；
（2） 道路安全及行人安全 ；
（3） 有效、清洁和可持续的公共交通 ；
（4） 汽车安全与排放

环境政策
（1） 噪声治理 ；
（2） 空气、水质、污染管控政策 ；
（3） 废物管理

体育政策
（1） 体育推广（例如社区/地区体育活动/设施/比赛）；
（2） 鼓励少数民族参与体育运动 ；
（3） 地区性和地方性的体育俱乐部

安 全/安 保
政策

（1） 增加邻里安全，特别是低收入地区/区域/贫民窟 ；
（2） 改善前毒品犯的健康/生活条件 ；
（3） 食品检验和食品安全政策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种来源整理，包括Storm, I. et al. （2016）94, Rudolph, L. et al. （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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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所有行动的中心，例如控制肥胖措施、烟草

管制政策或是强制性安全带立法以减少交通事故

等措施 ；（2） 合作 ：强调卫生部门和其他部门的

协同合作，使整个政府受益，例如改善工作场所

的健康和安全，这也促进了工作效率 ；（3） 损害

控制 ：努力限制政策建议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例

如限制在学校旁边售卖酒品。以下国家在国家

或是地方层面已经采用了专门的“将健康纳入

所有政策”的方法 ：澳大利亚（2007）107，巴

西（2009），古巴（2000），芬兰（2002），伊朗

（2006），马来西亚（1988），新西兰（2009），挪

威（2005），斯里兰卡（1980），瑞典（2003）108， 

泰国（2007），英国（2003）109。泛美卫生组织

（PAHO）已开始融入“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框

架，并将其应用于整个美洲地区，认为“将健康

纳入所有政策”是识别健康和其他可持续目标协

同作用的重要机制110。专栏6.3阐述了选定国家

“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方法的一些细节。

专栏6.3　国家“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的案例

一些国家制定了整合政策，作为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国家制定了单

独的“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战略，如伊朗的健康总计划 111。 有些国家通过了新的法案和立法，

其中包括健康影响评估，作为采纳和审查“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的一部分。

巴西的Mae Coruja项目是2016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PSA）的一个获奖项目。该项目在

有限的地方一级执行，通过卫生、教育和社会部门的综合行动，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全面的保障，

主要旨在降低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目标3.1、3.2）和相关的社会指标。

在纳米比亚，在执行对抗艾滋病时，国家制定了一项艾滋病政策作为多部门行动的指南 112 。

国家战略框架（FY2010/11—2015/16应对艾滋病的国家战略框架）113 明确不同的部门和机构的职

能，包括国家艾滋病委员会、部长办公室、艾滋病部门、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区域地方政府部

门、住房和农村发展、性别平等和儿童福祉部门、国家规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教育部、全国

艾滋病商业联盟（动员私营部门的保护机构）和纳米比亚教会理事会（基于信仰的非政府组织）。

在瑞士，关于2020健康战略的执行状况方面，政府重点关注“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实施

时采取的主要行动，与环境、能源、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其他联邦机构共同定义和实现特定的

流程，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和几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114。

资料来源 ：作者的整理。

人类对动物栖息地的侵入导致了传染病的传

播，超过一半的新兴传染病是由动物传播的。最

近的寨卡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和严重急性呼吸

系统综合症（SARS）等都是人类和非人类健康

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提示 116。 在这一背

景下，一些国家采取了全面的“一个健康”（One 

Health）的政策方针，在多学科研究的支持下，

在人类、动物和环境方面开展工作，减少传染性

疾病出现和重新出现的风险 117。 在瑞士，七个

部门中就有三个部门负责“一个健康”政策的实

施，包括民政事务部、经济事务部和环境、运输、

能源与通信部。同样地，在区域一级， 欧洲一

项反对抗菌素耐药性的卫生行动计划于2017年 

通过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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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制度安排

实施整合健康政策需要得到充分的制度安排

的支持。需要采取一些形式的机构设置，以建立参

与规则，并为各部委和各机构在健康整合方法方面

进行持续的互动和战略发展奠定基础。实际上，在

公共行政部门中有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以支持跨部

门的健康方法（见表6.3），从非正式网络到正式网

络，从跨部门的轻触式协调机制到解决根深蒂固的

健康社会问题的合作问题，从部际机构到议会审议。

在所有的机制中，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参与者，根据

历史、机构能力和岗位职责不同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主导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层次，如决定卫生部与其

他部委的作用，可能是机制成功与否的关键119。

表6.3　支持部门间有关健康方法的制度安排案例

机构工具 各 国 的 案 例

议会团体

（1） 瑞典议会公共卫生委员会 120 ；
（2） 以色列的劳工、福利和卫生议会委员会，包括审议精神健康改革、残疾人法等的小组委员
会 121、122 ；

（3） 英国下议院卫生专责委员会——调查健康不平等 123 ；除了全党议会卫生组织外，还致力于
传播知识、引发辩论和促进与议会两院成员之间的健康问题的接触 124

部际或部门间特别
工作组/事务委员
会

（1） 由农业部发起的爱沙尼亚食品发展计划是一个基础广泛的理事会，旨在协调发展计划的准
备和实施，该计划的重点是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认识，以及健康饮食和传统食品的
组合 ；

（2） 2006年，伊朗国家一级的最高卫生和食品安全理事会成立，随后是省级卫生和食品安全理
事会，旨在确保部门对健康和健康纳入所有政策的政治承诺。2009年，最高卫生和食品安全理
事会命令全国所有省级卫生和食品安全理事会执行省级健康管理计划以实施健康纳入所有政策
的方法 125

多利益相关方/参
与性国家健康委员
会/理事会

（1） 在巴西，国家卫生理事会会议在国家、省和市级举行，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度 126。 这些机
构每四年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卫生状况并提出政策指示。它们不是非正式的协商平台，而是
在国家宪法和立法机构中制度化的永久性机构。一般来说，理事会半数成员是卫生保健服务的
使用者，另一半是卫生工作者、管理人员和提供者 ；

（2） 在加拿大，国家合作中心致力于公共卫生、健康决定因素、原住民健康 127 ；
（3） 2007年到2015年期间，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的国家卫生计划已经发展到为波兰的国家战略和
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帮助。该计划涵盖来自不同部门的30多个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128 ；

（4） 泰国的国家健康委员会，2007年基于《国家卫生条例》设立，负责确保包括健康政策在
内的公共政策是具有参与性的，并包括了所有参与者，包括召开年度国民健康大会和其他相关
的地方议会。对评估结果进行的健康影响评估是积极的，并表明制度安排有助于参与性的政策 
制定 12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不同来源的整理。

对于选择哪一种机构安排类型需要考虑在卫

生和其他部门运作的关键个人和机构的概况、利

益、激励和关系。

各国选择的一种共同做法是鉴定由相关部

门组成的部际或部门间机构，以推动整合健康方

法。这可以使方案设计联合、共同分析风险、综

合解决方案、联合目标、联合问责制，最终取得

共同成功 130。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负责领导综

合卫生战略的部门间小组可能没有其他部门的正

式权力，因此能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或是没有作

用 131。换句话说，发展部门间委员会可能会产生

新的团队和管理结构，而这些组织和管理结构与

现有的部门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虽然一些部门继

续承担责任和执行责任，但它们可能缺乏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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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执行能力。由于健康政策的影响和结果可能

在引入之后的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因此引进中长

期制度安排对支持整合方法非常重要。这可能反

过来会和不同利益攸关者间产生冲突，原因有多

种，例如政治或公众观点和情绪的变化。

6.4　纵向整合，参与和合作

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行政级别上对行动的参

与者进行整合是很重要的。地方当局和社区有独

特的地区知识和机会来处理健康的多部门决定因

素 132。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资源的不足迫使它

们以各种方式将行动按优先次序排列，而这种做

法可能不利于协同行动或破坏整合方法。

6.4.1　城市、贫民窟和城市卫生

自2007年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在

城市中心。据估计，到2030年，大约60%的人

口将在城市定居，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到

66%133。城市地区和贫民窟的卫生不平等问题仍

然令人担忧 134。例如，在对46个国家的城市地区

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儿童人口

在五岁之前（目标3.2）的死亡率是最富有的五

分之一儿童人口的两倍 135。 城市生活条件、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对身心健康都有重要影响。健康

差距可能由于城市规划不足或不可持续、缺乏体

面的工作和就业、缺乏可负担的住房或缺乏基本

服务所造成。

在城市贫民窟和其他非正规的聚落中，被边

缘化的弱势群体有很大的健康需求的现象并不罕

见。在这些地区也有暴力现象，包括对于身体、

性、基于性别和心理上的暴力 136。 由于这些因素

的结合，贫民窟居民日益面临各种疾病负担的威

胁，包括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暴力或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的精神疾病和伤害。因此，为城市穷

人提供卫生服务是对健康目标采取行动的关键部

分，包括全民健康保障。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

目标11.1号召的升级贫民窟将会直接减少城市贫

民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然而，研究表明，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将卫生的多部门决定因素纳入贫民窟

升级项目设计和评价的标准 137。

一些主要城市已经实施了改革战略，以应

对快速的城市化和改善健康状况的需求。在城市

规划和卫生措施方面联合投资带来的共同利益已

被证明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世界各地的市长正

日益成为全球健康综合行动的发声代表 138。市长

们，尤其是大城市的市长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远

见性和管理权限来跨越机构间的界限 139。例如，

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大都市区域项目之所以能实

现，是因为选民同意交一美分的销售税来帮助振

兴城市市区，为市区公园、自行车道和步行道、

养老卫生和健康中心以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提供

资金支持。这也是一个创新的例子，它跨越多个

部门，最终促进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福祉 140。

6.4.2　参与、包容和社区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包容和参与原则适用于包括

健康在内的所有目标。早在1978年，《阿拉木图

宣言》确立了社区参与是健康的核心原则，强调

“人们有权利和义务单独或集体参与卫生保健的

规划和实施”141。这为人们和社区参与提供了动

力，是整个社会通往健康和福祉的方法。

有证据表明，社区通常热衷于直接促进当地

战略的发展，通过这些战略，它们可以改善自己

的健康和福祉 142。这种方法可以增强本地居民的

主人翁意识，而不是认为问题只能由外部专业人

员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解决。健康的社区参与和领

导的结构应包括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妇女、青

年和老年人，因为社会群体排斥是造成健康不平

等的原因 143。将妇女和最脆弱的群体纳入这些进

程中，作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和变革推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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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健康不公平现象和创造可持续变化方面至关

重要 144。与其他部门一样，象征性的参与，即只

有在社区成员得到通知或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才有

参与的机会，会减少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感和所

有权的机会 145。专栏6.4是加纳以社区为基础的

健康规划和服务。

专栏6.4　加纳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规划和服务，突显社区领导和需求评估之间的差距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积极的方法，使社区成员参与解决社区一级的健康问题。在加纳，这是通

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服务（CHPS）方案进行的。该方案提倡系统地规划和执行初级健康保

健设施和活动，将其作为综合社区发展的一部分。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服务设施是卫生保障服

务中心，由它们自身所服务的社区管理和运作。在实践中，这是通过动员社区领导、决策系统和

资源整合来实现的 146。 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服务是国家政策议程的一部分，包括当前的国家

健康政策 147。虽然资源动员和组织是本方案擅长的领域，但在需求评估领域需要更多的思考，换

言之，就是在确定他们的健康需要和设计干预的过程中赋予权利；以及代表所有社区利益集团的

包容性的领导能力。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是，CHPS项目与其他社区（非健康）单位的协助良好。

正如其他亚洲和非洲的低收入国家一样，加纳最贫穷的社区也受到被忽视的热带病（NTDs）

的影响，也被称为“穷人病”。 热带病存在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在那些低收入区域可

能没有办法实现。加纳在对抗麦地那龙线虫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由于当地的社区 

“掌权”148。

资料来源 ：Baatiema, L. et al. （2013）149。

利用社区动员打倒传染病的案例有记录，例如

尼加拉瓜和墨西哥抗争登革热150。尽管存在障碍阻

碍他们最初的参与，但是在政策空间被开发和有机

会的时候，社区可以通过动员推动变革。例如，通

过社区的努力进行预防保健往往是解决非传染性疾

病的基础，这需要以人为中心的、涉及教育、粮食

安全、营养和其他文化和社会驱动力的多部门方法。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参与健康的不同的趋

势。例如，越来越多的个人公民和意见团体希望

加入健康政策的制定，以及人们可获得的健康信

息的数量快速增长引发了对健康政策真实性和有

效性的质疑 151。这样的趋势表明，真实的参与

是必要的，以确保整合政策能够响应社区的需求

和公众的信任。建立和加强社区的公共健康能力

可以增进当局和社区之间的信任，这反过来又可

以被看作是社会投资措施，有助于预防、防备和

应对诸如传染病等的健康危机 152。专栏 6.5 为利

比亚关于埃博拉疫情的经验。

专栏6.5　政府与公共健康之间的信任关系：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经验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利比里亚造成超过4 800人死亡。这种传染病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了许多利比里亚人。在一项大型研究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以下四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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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种：（1） 近四分之一（24%）的人说看到尸体在街上等待收殓；（2）超过四分之一（28%）的

人认识至少一个埃博拉患者；（3）近三分之一（32%）的人放弃了医保；（4） 接近一半（47%）的人

在疫情发生的6个月期间失去了工作，大多数人将他们的工作损失归咎于埃博拉病毒。 

调查发现，对政府表示信任的利比里亚人更有可能支持并遵守旨在遏制病毒传播的政策限

制，而且更有可能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病毒在家中传播。相反，那些对政府缺乏信任的受访者在

家中采取预防措施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也不太可能遵守政府规定的旨在遏制病毒传播的社会隔离

机制。拒绝依从的受访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传播的，而是因

为他们不相信政府机构的能力和诚信、建议的预防措施和实施减缓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政策。据观

察，在疫情期间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要低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困难的人，这表

明在不信任、不服从、困难和进一步不信任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 ：Source: Blair, R. A., Morse, B. S. and Tsai, L.L. （2017）153。

参与和包容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中超越

心理健康的“福祉”这一项的实现尤为重要。尽

管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案例是有限的，但是有研究

表明，心理健康疾病患者的预期寿命至少要比一

般人群少10—20年，这种预期寿命差距主要是由

于心理健康疾病患者未达到确诊和治疗的生理健

康条件 154、155。生理健康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

响，同样，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对生理健康也有积

极的作用 156。

社区参与不仅会赋予被边缘化群体权利，而

且还会促进健康的政策整合 157。社区导向型知识

的价值往往在了解健康的多部门决定因素或确定

可能的健康干预措施时被忽视。卫生服务提供者

和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定期对话和建立关系是解决

紧张局势、改变观念和培养尊重和采取文化适当

的卫生保健措施的核心 158。表6.3展示了一些参

与性或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制度安排的例子，例如

国家健康委员会或国家健康理事会支持卫生方面

的整合方法。

因此，积极参与可以帮助决策者管理由多种

健康决定因素引起的事物复杂性。这种方法也可

能支持更有效的谈判，让利益相关方更清楚地看

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分歧在哪，以及他们应该

如何调和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如果人们了解了

问题的利害关系、政策的实施反映了社区的价值

和偏好，那么政府就更有可能获得公众的支持。

为此，公民记者和公民陪审团已在澳大利亚、孟

加拉国等一些国家展开工作，以探讨问题并确定

社区的需要和对健康的偏好。有人认为，这种安

排往往比其他社会研究方法（例如调查或焦点小

组）更好地反映了公众意见，因为向参与者提供

事实资料和建立信任结果的过程是与专家进行结

构化和建设性的对话 159。如果把现有的结构制度

化，而不是靠单一的团体或个人支持，参与的努

力也更有可能成功。总的来说，如果不依赖于单

一的个体或群体，或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之外创立

特别的结构驱动，那么与健康相关的挑战会更长

远，需要更持久的努力 160。

6.4.3　健康中的伙伴关系

目标17强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时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与市场

合作”较好地平衡了成功的公私合作，并继续塑

造健康的发展格局。在一些国家，私营部门逐渐

在公共卫生和伙伴关系中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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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部门提供了进入尖端产品市场和服务的 

机会。

欧盟关于饮食、身体活动和健康的平台是

注重健康的公私伙伴关系的一个例子，促进了欧

洲委员会、行业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合行 

动 161。一些国家也模仿类似于欧盟的活动，它们

的行动重点同样是国家公私伙伴关系。然而，这

些伙伴关系正受到严格的审查，因为显然它们对

行业合作伙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食

品、酒精和娱乐行业，在推广不健康产品时会出

现政府不希望看见的可能结果（见本章6.2.1节）。

多方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正变得越来越

突出和重要。为了有效地实施卫生创新，我们呼

吁将传统的公私合作模式从双边和交易模式转变

为伙伴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合作的类型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变化，可持续性和问责制是关键目 

标 162。这不仅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小组之间相互

协作，而且要求他们在合作时以整合方式共享资

源和工作，而不是相互竞争。专栏6.6展示了巴

西学校供应伙食项目的一个案例研究，该项目侧

重于通过各参与者的包容性参与来提高公共服务

的质量。

专栏6.6　巴西全国性学校喂养计划

几十年来，巴西一直有一项全国性的学校供应伙食项目。多年来，这一项目也发展得很快。

该方案被认为是公共服务对健康直接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广泛的参与者建立伙伴关系并

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该计划将学校与当地农民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饭菜。它强调了

不同层次行为者的参与——孩子在学校吃什么有了发言权；学校食物质量反馈机制得以实现；并

且选择合作方也变得透明。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根据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当地农

民合作社的组织程度和能力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实施该方案的最佳方式也不同。该案例表明，

一个整合健康公共项目的成功，取决于经常被忽略的因素 ,如公众参与、政府的支持和真诚的合

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能够帮助小农户达到组织的水平和能力，并且使他们有能力去竞争公共 

合同。

资料来源 ：Kei Otsuki （2011）163。

6.5　健康整合方法的主要推动者

6.5.1　健康筹资

各国在以下几方面都面临着和健康有关的挑

战 ：（1） 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增加，（2） 医疗保

健的方式正在改变或将要改变，（3） 许多中、高

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这些趋势反过来又导致

公共卫生服务的成本和风险增加。非传染性疾病

的出现进一步加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民

健康的负担。据估计，加拿大每年因肥胖引起的

成本为70亿美元，部分是由于相对廉价的过度

加工糖和食品的供应增加所致 164。这增加了纳税

人和那些支付私人医疗保险的个体每年的医疗费

用，也导致了生产力的损失。

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公共部门仍然是

卫生筹资的主要来源，健康筹资来源分公共部门

和个人两类。然而，私人支出的比例在各国之间

差别很大，有的国家比例不到1%，有的则超过

50%。2014年，全球45%的健康消费是自掏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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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 165。在一些国家，包括欧洲和中亚的一些

国家，增强私人筹资来源的作用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以确保可持续性。欧洲国家在调节自身的公

共健康系统时存在以下两种差异，一种是通过社

会保险机构（通过社会保险缴款和一般的税收转

移支付），另一种是严格依赖一般税收收入，后者

是由行政单位来支付公共健康部分。从不同的公

共资金来源获得的联合预算是一种跨部门结构，

可以促进与健康有关的活动的筹资。在英国和瑞

典都有使用联合预算的案例。同意并建立联合问

责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在发展联合预算方面

的障碍。166、167 跨部门的财政分配制度有助于促

进政治整合 168。例如，在荷兰，有一项关于国家

环境与健康行动方案的研究和政策活动的联合预 

算 169。在瑞典，政府设定的目标跨越了部门和预

算的界限以及预算系统，至少在一开始，是根据

政策领域分配资金，而不是分配给部门 170。在健

康问题上采取整合措施的一个例子是对烟草和酒

精征收一定比例的税，以建立健康促进机构 171。

专栏6.7是菲律宾执行和实施“罪恶税”的案例。

专栏6.7　菲律宾执行和实施“罪恶税”的案例

2012年，菲律宾精心制定并实施了对酒精和烟草消费的“罪恶税”立法。来自其他国家的

证据强有力地支持了医疗保健的好处，但却不足以得到菲律宾立法的政治支持。相反，转折点出

现的时候，改革被认为是一种健康措施，其额外收入来自为全民医疗保健计划提供资金的更高的

罪恶税。卫生部和财政部联合民间团体联盟，争取国会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这个财政和卫

生部门设立的“罪恶税”是很成功的多部门协作的案例，并在其他管辖区域内得以复制。然而，

目前这两个部门在改善健康结果方面的合作是否会带来持续进步还尚不可知。

资料来源 ：Kaiser K, Bredenkamp C, Iglesias R. （2016）172, Rasanathan, K.et al. （2017）173。

6.5.2　能力建设

多部门卫生工作的能力建设对于各级政府部

门以及社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建设涉及

信息、资源和交流，特别是教育、培训、研究、

行政和提供与健康有关的基础设施。需要在国家

和地方两级建立整合卫生行动的能力，这需要将

其制度化。整合或联合工作需要通过不同部门之

间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语言来进行有

效沟通。鼓励数据收集、分析与研究和创新的开

放和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缺乏能力和权限，

它们可能会在与其他关键机构或者行动者建立伙

伴关系时犹豫不决，而这种关系有可能填补发展

和实施整合健康政策的间隙。

有人认为，为了支持一项综合健康议程，公

共健康专业人员应具有更广泛的思维模式，并加

强了解各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识，包括经济、

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知识，以及他们在健康方面的

部门专长 174。在不同利益、合法性和权力的不同

群体之间进行谈判需要新的技能。除了传统的健

康技术技能和知识外，公共健康专业还需要一些

新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对教育、交

通、气候变化等相关部门及其他目标的理解 ；以

及诸如外交沟通和政治能力等软技能，及良好的

经济和健康经济的常识 175。

此外，卫生部门是技术移民劳动力的主要来

源，卫生工作者的国际移徙也在增加。在过去的

十年里，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工作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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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护士的数量增加了60%176。虽然卫生人员

的移徙可使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相互受益，如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但是这对那些正在经历发展

自身卫生劳动力的国家会引起许多挑战，因为这

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本就已经脆弱的健康系统。鉴

于这一挑战的严重性，2010年世界卫生大会通

过了《国际卫生人员招募工作守则》，为国际征

聘提供了伦理原则，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系 

统 177。关于卫生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改善发展中

国家的卫生设施的情况见专栏6.8。

专栏6.8　卫生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卫生设施

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面临着人力资源的限制。许多当地社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

区，健康系统和卫生工作者严重不足，部分原因归咎于移民 178、179。世界卫生组织（WHO）设立

了每10 000万人中要配备23名专业卫生医务人员的基准门槛，但是仍然有83个国家没有能够达

到此标准。180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广泛，以至于产生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制定的（自

愿的）《全球实践守则》。

为应对卫生部门的人力资源短缺挑战，需要多管齐下的综合战略 181。一项关键政策是通过

长期教育，以及针对现有卫生医务专业人员的短期、广泛的培训。激励和留住卫生工作者是解决

短缺问题的关键，以防止本已严重缺乏的高素质卫生医务人员移居国外。对此进行积极干预的一

个例子是马拉维的《紧急人力资源计划》，该方案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为高级医务工作中提高

52%的工资，并扩大研究生的医疗培训 182。然而，这需要外部捐助者和组织的大量帮助 183。困难

不仅存在于培训卫生医务人员，更在于当其他国家有更好的综合卫生设施、工作环境和工资留住

这些人员，这就需要原国家的健康系统的深入改革以及和目标国家的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不同来源整理。

6.5.3　数据、信息和科学政策的结合

及时收集和使用高质量的健康数据在许多国

家仍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资源稀缺的低收入国

家。与此同时，卫生部门数据常常与其他非健康

数据有关。健康信息系统可以作为收集、分析、

报告和利用卫生信息和其他知识的综合努力，以

影响决策、方案行动和研究 184。这类系统包括广

泛的人口型和设施型数据来源，无论其是否与健

康相关，包括人口普查、家庭调查、从卫生设施

获得的服务生成的数据，以及包括医疗质量方面

的医患互动。这样的数据库可以包括地理数据。

一个例子是马达加斯加的营养数据多部门报告系

统，它通过五个层次的分散结构进行，并通过国

家一级的区域营养供应办公室发布 185。

对指标的有效监测需要运作良好的国家健

康信息系统，该系统整合来自民事登记和重要统

计资料、家庭和其他人口调查、日常卫生设施报

告系统和卫生设施调查、行政数据系统和监测系

统等来源的数据 186。图6.5展示了孟加拉国在国

家一级的实时健康信息指示板，除了卫生部门之

外，还有来自多个部门的数据（例如儿童营养不

良、水和卫生、清洁能源、死亡登记等）；以及

在地方各级分类的数据（分部门和地区）。

各国可能希望建立一种机制，以方便地共享

与卫生有关的数据，在综合决策中实现数据利用

的最大化，例如通过建立多部门健康数据指示板

和门户网站的方式。与此同时，在与其他部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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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

图6.5

孟加拉国在国家一级的实时健康信息指示板的截图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政府（2017）。实时健康信息仪表板187。

换个人健康数据方面需要谨慎行事，因为这在一

些领域，例如就业筛查、基因治疗和潜在的歧视

等方面会产生伦理问题 188。为了保障健康数据的

交换，需要法律和管理框架，例如在不同部门之

间为保障个人隐私和权利提供适当的防火墙。

信息交换应该要不止于数据库的技术连接。

为了支持健康的整合方法，还必须将健康数据和

分析跨部门结合起来，通过将健康、社会经济

和环境指标集中在各个部门，产生促进健康和

福祉的综合效益。与整合健康方法相关的数据

和分析集成工具包括以下内容 ：（1） 健康棱镜分 

析 189 ； （2） 预见机制 190，例如芬兰预见机制 191

《展望2030报告》，该报告横跨数个选举周期，包

括卫生和其他部门的交叉合作机制 ；（3） 方案规

划 ；（4） 系统思维和长期分析 ；（5） 健康公平影响

评估 192 ； （6） 健康技术评估 193 ； （7） 健康分析和

学习分析 194 ；（8） 健康决策支持系统 195。

综合健康政策需要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

学、流行病学、生态学、微生物学、经济学和其

他学科 196。所有的健康和福祉涉及多部门决定因

素的复杂交互作用，系统思维可以提高对各种健

康决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并提出实际的

方法。

学术机构可以扮演可信的召集者和中间人的

角色，不仅可以为健康政策问题带来实证、数据

和分析，还可以提供空间和平台，让不同的社会

参与者以一种明智和包容的方式参与对这些问题

的辩论 197。

健康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社会科学、卫生科

学和信息传播技术领域可靠的多学科科学研究和

创新手段。政府内部的动机和能力，以及通过区

域或国家卫生政策分析研究所，例如欧洲健康协

会、国家健康协会（例如芬兰、秘鲁、韩国、美

国）、加拿大健康研究协会 198 制定的政策建议，

促进卫生部门间政策的成功。支持这些机构的因

素包括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在治理和融资方面的

一些独立性，以及与促进信任和影响的政策制定

者的密切联系。这样的机构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

加重要，归因于健康保健费用的增加，以及人们

对计划和执行政策决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需求

增加 199。

除国家层面之外，在地方层面有效的“科学

与政策”的连接也具有相关性，可以解决当地的

健康问题。有能力的国家智囊团和学术机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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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正如同行评议

和灰色文献等大多数文献所示，大部分关注健康

的智库和学术机构都来自北美和欧洲。尽管智库

往往被认为对社会的责任制和多元化辩论有所贡

献，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潜在的利益冲突，尤其是

在行业资金支持研究的地方 200。例如，关于酒精

管制的研究揭示了酒精工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智

库来影响政策商讨 201。这强调了一个独立的筹资

基础和可靠的程序的重要性，以便智库识别中间

的利益冲突，保障它们的不偏不倚。

6.5.4　健康技术和创新

科学、技术和创新（STI）的新范例，诸如

微电子、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在卫生部门有集中的开发和应用 202。科学、技术

和创新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最基础的跨领

域项目，因此《2030年议程》提出了全球科技促

进机制（TFM），旨在促进知识协同与交流，并

发挥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健康、科学、技术和创

新有关的潜力 203。巴西将学术研究和实施创新政

策联系在一起的“健康保健产业经济综合设施”

的经验表明了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健康方法创新

中存在的潜力巨大 204。

一般来说，健康或数字健康方面的合适技

术，不应该再被视为高收入国家才有的奢侈品，

而是应该在追求健康的综合方法的同时，尤其是

在低收入国家，都可以为了跨越技术障碍而进行

多方面探索。颠覆性的创新和技术的使用可以被

看作是应对挑战的手段，比如重新定义全民医疗

保障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探讨

如何更好地制定部门间政策，以解决非传染性疾

病的源头。通过远程医疗或移动健康或虚拟医

学，向偏远人群和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这

些未被使用的创新机会可以帮助国家加速实现健

康目标。

在适当的有利条件下，创新和技术的战略部

署也有可能大大改善多部门健康保障系统的财务

和运作效率 205。传感器、移动应用程序和数据分

析技术允许在线为最贫穷的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健

康服务。节约成本的创新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压

力，数字医疗也可以帮助预防医疗错误，通过多

部门的方法来启动快速反应和更好地跟踪健康事

件 206。专栏6.9描述了旨在实现“在合适的地方

安老”这项举措的特点，即老年人的健康可以在

自己的家中监测，而不是在养老院。

专栏6.9　利用科技支持“在合适的地方安老”

虽然传统的制度化护理模式（养老院）在为需要此类服务的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方面是必不

可少的，但一些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导致设施短缺。养老院不仅会让老人和其家庭成员承

担昂贵的费用和不喜的结果，还会经常切断那些在养老院的人和其他人的联系。

通过数字健康计划，老年人的护理点可以从昂贵的医疗设施转移到家庭和社区，或“在合适

的地方安老”，也就是说将城市情况和健康因素相结合。近年来，家庭和社区保健的迅速发展使

老年人能够住在舒适的家中和他们熟悉的社区中，并对他们的生活和活动造成最小的破坏。这使

他们能够优雅地、安全地、舒适地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中养老，并且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来获得一

系列老年护理设施和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在新加坡，一个国家愿景是通过技术实现整体和个性化

的老龄化，以及形成响应性和先发式的护理和干预模式 207。该模式的效率、有效性和响应性依赖



150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于社会和卫生服务、全社会的集体努力以及可接受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一体化。为了支持老年人的

需求，使他们能够在合适的地方安老，目前正在进行几项政府发起的计划，集中在个人、社区和

城市各级。它们包括推出措施以确保老年人能够从医疗保健提供者那里得到更好的服务，使他们

更容易出行，享受公共空间，如对老年人有利的公共人行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和设施。

同样，在澳大利亚，一种使用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数字辅助生活解决方案正在试用，以

支持老年人独立生活 208。这种非侵入性的解决方案监测老年居民的行为，并在需要时与家庭成员

或健康提供者进行联系。该技术的主要用户界面是通过低成本传感器、基于家庭的计算设备和具

有语音和扬声器的多模式终端用户界面，没有新的线路或复杂的安装。该系统的目标是给予提醒

（饮水，服药）、发布预警例如天气预报、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后门忘记关）、识别异常情况并

自动改变物理环境（供暖、供冷）。

泰国Khaoprangram市以“优秀幸福的家庭病房”获得了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PSA），这是

向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提供综合健康和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 209。因此，人们对老年人的需要有了

更好的了解，社区、家庭和病人本身也参与了支持和社会关怀的网络。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不同来源整理。

6.6　结论

人们认识到健康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的多重联系，这使得公共机构采取综合办法更加

具有信服力。本章说明了健康的多重决定因素、

各种问题的联系和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实

践中应对相关的挑战和机会。本章重点讨论了三

个维度的整合——跨部门的横向整合、跨各级政

府的纵向整合以及人们和社区参与规划和实施与

自身健康和福祉有关的政策。

本章已经展示了许多关于健康整合实际操作

方法的例子，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多种

横向和纵向联系。这在政策和制度方面都是有效

的。与其他部门相比，整合办法似乎相当普遍并

发展良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他领域，可以汲取

类似工作方式。

然而，实现健康的整合方法虽然引人注目，

却并不容易。采用和实施整合方法已被证明是困

难的，部分是由于健康的多部门决定因素的复杂

性造成的，需要多方的参与。关于如何最好地启

动整合方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如关于如何在特

定的国家环境中消除优先事项，以更好地解决多

部门问题，如何打破围绕健康不公平的惯性，以

及如何可持续地推动政府全力解决健康问题的 

根源。

目前没有充分的系统证据可以揭示最有效的

政策过程和体制安排，它们能够成功地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整合方法付诸实施，例如拟订卫生和

城市化的整合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梳理有关政策

试验和制定适当政策研究框架，这有助于制定必

要的标准和证据基础，以寻求与健康问题相关的

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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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引言

本章探讨了在冲突后局势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的综合方法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15亿—20

亿人 1 生活在受冲突、暴力和局势不稳定的国家。

这些国家面临着全球发展赤字最大的份额。事实

上，由于冲突，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平均每年降低2％ 2。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

贫困，无法上学，无法获得基本的卫生服务和体

面的生活 3。

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受冲突影响/局势不稳

定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扩 

大 4。 据估计，摆脱冲突的国家常因缺乏根治性

方法和创新而无法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5 例如，

全球10个孕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都受到过冲突影

响，而基于性别的排斥和暴力是冲突持久性的残

余影响 6。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强调“维持和平”的概

念是“建立一个社会共同愿景的目标和过程，

确 保 考 虑 到 所 有 人 民 的 需 要 ”7。《2030 年 议

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5、目标 10 和目标

16 包含了决议的精神，并将维持和平视为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一项固有挑战 8。《2030 年议程》

再次强调必须以一致方法应对冲突后相互关联

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综合框架必须

确保旨在维持和平（包括保护人权）和发展的

干预措施相辅相成。《2030 年议程》还强调，

加强公共行政和治理体制 9 是确保和平与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防止再次陷入冲突的关键

因素 10。

由于冲突后国家面临许多紧迫问题，实现长

期发展目标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 11。面对多重、

长期和短期的优先事项，整合方法比和平环境更

为重要。国家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通常是在冲

突中破碎的，必须以这个目的进行重建。本章以

最近的例子为基础，探讨如何做到这一点。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0）》深入探讨了

在冲突后重建公共行政的问题。报告的大部分内

容及其结论在今天和当时一样有效，本章的目的

不是重新审查这个问题。作为本报告的剩余章

节，本章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关注整合维度。研究

的问题是，在冲突后环境中，与其他因素相比，

整合是如何不同的，以及如何切实地促进和支持 

整合。

本章的其余部分如下所述 ：第2节概述了冲

突后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挑战。第

三节探讨了允许冲突后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与和

平的治理和制度方法。第四节分析了冲突后设置

的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参与的维度。本章总

结了在冲突发生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关键 

领域。

7.2  在冲突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挑战

在冲突后治理中提出了几个直接影响各国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简言之，在冲突

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在不受冲突影

响的国家更为复杂。最引人注目的是，冲突及

其余波使在和平社会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下的每个具体目标更加困难。例如，冲突后环

境中的腐败现象往往很常见（具体目标 16.5）。

在后冲突情况下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合法身份

（具体目标 16.9）更难。同样重要的是，冲突

后国家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考虑具体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领域，如健康、教育和许多其他领域

（见专栏 7.2）。

此外，在冲突后环境中，必须处理长期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同时处理具体的紧急和中期优先

事项。一般而言，冲突后国家必须同时处理三类

问题 ：确保迅速取得进展，重建国家基本职能和

迈向可持续发展（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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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明显进展对于重建政府的信任和避免陷

入冲突的风险至关重要 17，尤其是当人们因得不

到服务、就业机会和其他机会而产生不满引发冲

突的时候 18。因此，重要的是要实现快速、明显

的进展，并在减轻贫困的同时确保基本的安全与

稳定。行动可能包括快速稳定经济，为长期发展

多元化经济奠定基础 19，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

改善生计。

虽然冲突后情况在性质和破坏程度上各不

相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场暴力冲突会造

成实质性的、体制性的和组织性的破坏，包括财

务和人力资源的丧失，这可能会使治理机构陷于

瘫痪。根据具体情况，处于稳定情况下的公共机

构（例如中央银行、公务员组织等）可能在冲突

后不再存在，可能需要完全重建或恢复 20。因此，

第二个挑战是建立或重建国家及其公共行政的基

专栏7.1　冲突后的定义

尽管各国在冲突后面临常见的挑战，但“冲突后”一词仍然缺乏精确的定义，因为在冲突

开始或结束时，以及冲突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在界定冲突的条件方面存在困难 12。最近，体制弱

点，治理和暴力之间的重要联系已经在“脆弱性”的概念中得到了体现（见图7.1）。薄弱的能

力，问责制和机构的合法性是许多脆弱性定义的基础 13。尽管在定义上仍有困难，但本章依旧使

用“冲突后局势”一词来指代暴力冲突结束时，允许国家运作的资产、技能和系统（物理、金

融、经济、技术、组织、政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的情况 14。

图7.1

根据不同分类，脆弱国家和冲突后国家情况

在一个类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中观察 在多个类别中观察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所做的阐述。



164      共同协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办法与机制

专栏7.2　在冲突后背景下，对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思考是不同的

教育是促进和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工具。课程（即课

程反映了社会的多个部分的观点）和学校（即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的整合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说明了在过去由于冲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也体现了公共机构

（学校）和公共行政在冲突后维持和平方面的作用。这种方法的实施方式可能在不同国家有较大

差异，主要取决于教育系统的管理方式。

利比里亚的埃博拉危机也是一个例子，说明在冲突后环境中需要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尽管该

国在危机之前已经建立了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但民众对政府岗位的信任程度较低，导致他们对

政府卫生工作人员的指示感到怀疑，这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足以应付

其他情况下的疾病暴发的体制办法在先前冲突所造成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够的 15。

另一个例子是所罗门群岛，它在自然资源管理框架内建立了冲突解决机制，以防止自然资源

冲突的再次发生。

资料来源 ：报告中的专家意见。16

图7.2

冲突后情况下的多重治理挑战

资料来源 ：作者阐述。

重建国家基本职能
法治与司法体系
保护人权和自由
行政决策和协调
国家收入和支出管理

（包括援助）政府雇佣与公共行政
安全功能
地方治理

促成快速收益
恢复物质和人的安全
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恢复基本服务
重振经济
重新整合前战斗人员

可持续发展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解决社会不平等、贫困
解决对某些群体的歧视
开拓经济和财政空间
保护环境
优化自然资源管理

解决冲突根源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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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能。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界定的

“核心政府职能”包括六项主要职责 ：（1） 在政

府中心进行行政决策和协调，（2） 公共收入和支

出管理，（3） 政府就业和公共行政，（4） 安全部

门（缓解和遏制内部安全威胁），（5） 地方治理， 

（6） 援助管理 21。此外，诸如加强法治、重建司

法制度、保护人权和自由等职能是促进冲突后的

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冲突后的环境中，由于它们

的复杂性、波动性和高度脆弱性极易重新陷入新

的冲突，因此对机构能力的要求更高 22。重要的

是，公共行政可能是暴力冲突的根源之一。在这

种情况下，恢复国家能力需要避免重新创建时引

发冲突的相同情况。

第三个挑战是可持续发展。同其他国家一

样，从冲突中崛起的国家必须制定和执行符合其

特定背景和情况的长期发展战略。与稳定的国家

相比，冲突后国家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它们必须

解决暴力和不稳定的根源，因为不这样做会使国

家面临重新陷入冲突的高风险。

这三个优先事项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同时考虑。

只有有能力的国家机构才能解决冲突的根源，同时

解决短期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到建立有

效机构所需的时长23，改革的范围和速度可能是风险

因素——试图做得太多太快可能也会增加恢复冲突

的风险24。 反过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只有通

过各种治理和恢复行动的战略一致性才能实现。例

如，在尼日利亚，很明显的是，2016年复苏与和平

建设工作需要与在国内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进

行。随后，恢复与和平建设战略与人道主义应对计

划密切协调，以取得成就并避免重叠25。

专栏7.3　将吉尔吉斯斯坦的长期愿景与重建相结合

专栏7.4　在冲突后情况下发展的多重权衡

在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6月种族冲突后，由捐助方资助的以工换粮的活动（短期食品短

缺救济）将多民族当地社区聚集在一起，以修复用于灌溉作物的运河。长期修复运河有利于增加

小农场的生产和就业机会。它还有助于通过社会影响和种族间合作缓和冲突的根源 26。这个例子

表明，旨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促进后冲突环境恢复的行动最有效，因为它们对人民的发展和社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防止冲突的复发。这证明了将前瞻性的可持续发展远景和战略与恢复、重

建和维持和平的必要性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冲突后国家试图在严格的约束下平衡预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例子包括：

（1） 通过“导入”解决方案以快速、可见的结果为目标或者投入时间和资源建设国家能力；

（2） 重建国家职能或者恢复公共服务；

（3） 将资源和时间用于加强参与或者迅速恢复公共服务；

（4） 重建和修复原有的机构或者创建新的机构；

（5） 增加公民的参与性和合法性或者重建政府权威；

资料来源 ：作者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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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冲突后情况中采取整合战略和政策

会比其他情况更为复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

给资源进行优先排序和分配的任务面临着另外两

组优先事项的竞争。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预算不

足的情况下，与狭窄的财政空间、由于资产被摧

毁而导致的财政基础减少以及与公共行政部门的

收入动员能力较低有关，往往伴随着大量债务，

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处理多项优先事项的能力。

有限的资源可能因为腐败而加剧。非法的金

融和资本流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此外，在

冲突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可

能由外部行为者提供。当这些人离开时，国家通

常会面临“财政问题”，国家预算急剧下降，而

公众的预期仍然很高。因此，很显然冲突后国家

不能期望在所有方面取得立竿见影的进展，特别

是在建立有效、负责任和包容的机构方面。

7.3  冲突后治理转型要推进可持续发
展与和平

冲突后治理转型对于国家社会关系 27 和治理

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转型的目标是实现所

有人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为此，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愿望可以成为未来共同愿景的灵感 28。这一

愿景需要转化为具有前瞻性、包容性、一致性和

综合性的国家政策，可以促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

伙伴关系与得到国家和国际伙伴的支持。

7.3.1　政治的首要地位和包容的重要性

专家们强调，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包容性是

所有建设可持续和平与发展努力的中心 29。国家

本身可以是排外的，也可以是包容的。首先如果

排斥产生了冲突，不解决冲突，那就很可能会导

致冲突再次发生。对冲突后可持续性进行的一个

重要考验是和平协议的条款是否在国家法律框架

中得到有效理解。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原来

引发冲突的首要条件很有可能仍然盛行。

促进融合可能需要改变以前分裂的对立政

治格局 30，而这又需要冲突管理能力，对不同参

与者的了解，以及确定纠正信任赤字的正确激励

措施，并有意义地吸引每个利益相关方群体。一

些专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要想不破坏参与进

程又能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是不可取的或

不可能的，例如，当人们认为由于过去的滥用行

为，某一特定群体“可能被合法地排除在外”31。

其他专家警告说，如果由于政治原因将利益相关

方排除在外，这有很大的风险，会影响合作和机

构的合法性 32。除了政治解决方案的“交易”方

面来结束冲突之外，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改

变国家的政治文化。如果政治文化保持不变，或

者政治机构被精英所占领，那么新机构本身不会

改变政治结果。

不管政治差异如何，国家对冲突后发展道路

的所有权必须具有包容性，并且需要广泛的利益

相关方参与，以创造一种归属感和包容感。通过

有意义地在冲突管理、监督和问责的进程中引入

不同的声音以建立信任，有助于增强机构的合法

性和它们的可信性。因此，包容既是实现发展与

维持和平的目标，也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战略”。 

卢旺达举办了愿景研讨会，作为培训最高领导层

以促进包容的有用工具。这些研讨会汇集了来自

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让他们“体会协

（6） 加强地方政府还是支持中央政府。

所有的选择都有利有弊。选择任意一种取决于国家的环境——没有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 ：专家对报告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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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关系和集体影响的价值”33，同时制定

恢复策略。

冲突后的重建往往侧重于结构和制度的重

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维

度。在冲突后的环境中，可靠的申诉机制是增加

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关键。然而，大多数重建方案

并不考虑赔偿在暴力期间个人失去的东西 34。相

反，乌干达实施了一项在农村地区重新放养牲畜

的方案。卢旺达和南非实施了旨在解决住房问题

的方案。这些方案伴随着社会服务以及包容和平

等措施，可以帮助确保受暴力侵害的人的生活水

平不会落在后面。

此外，促进制度化的能力和协作以查明、分

析和解决人们不满的可能原因35，这有助于巩固和

平的基础，并建立一种协同机制，以避免再次陷

入冲突的危险。包容性原则是在冲突后局势中面

临的三种挑战的交叉点（见图7.2），它还要求作

为社会缩影的公共服务构成具有平衡性。与稳定

的发展背景相比，这在冲突后环境中更为迫切36。

7.3.2　使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调整策略和行动

我们有理由认为，《2030年议程》可能有助

于对冲突后局势采取整合办法。这是由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对冲突后干预的

所有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领域，从人道主义行动

到重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基本能力。因此，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共同框架，在

这个框架中可以制定不同层次的战略。

在冲突后的环境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间协同作用的整合政策是令人畏惧的。虽然可持

续发展目标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鼓励联合

国成员国保持框架的完整性，但一些国家可能会

根据“适宜性”，在各自的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

中优先考虑和采用可持续发展目标 37。然而，忽

视某些发展优先事项可能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框

架的整体一致性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尽管会有

长期影响，但环境方面可能会被认为是较低的优

先级。如果“适合性”的选择是由政治经济驱动

的，并不是以包容性的方式决定的，那么负面影

响也会显现 38。

与不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相比，在冲突后的

环境中确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素需要考虑

其他因素。它们包括了解冲突的关键背景因素和

驱动因素，以解决根本原因 ；评估所需的机构发

展程度 39 ；以及恢复需求的映射。这通常是通过

对所有治理机构的评估 40 来实现的，以确保它们

适合促进发展、和平与社会凝聚力，有效地提供

公共服务和保持稳定。评估还有助于分析是否有

必要重新定义公共行政的作用，以及它与公民社

会、私营部门和其他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方之间

的关系。制度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建立“和平

基础设施”有关，也就是说，建立促进对话、调

解争端和避免冲突复发风险的机制 41。

为了解决干预冲突后局势的国际行动者之间

的竞争问题，联合国呼吁建立“全面联合和多学

科的映射和评估，包括人道主义、安全、法治、

人权、社会和经济部门”42。共同的多行动者框架

和采用契约约束政府、捐助者和民间团体以实施

单一计划，这是七国集团推动的解决方案，旨在

鼓励国际社会提供由国家领导的43、一致的、可预

测的和及时的援助。例如，在也门，根据2014年

5月该国通过的建设和平优先计划，联合国实体参

与了一个联合方案，该方案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

社区的人们的可持续生计和就业问题有关。

一些国家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框

架，以调整其长期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预算

程序等其他工具（见本报告第 2 章）。在遭受冲

突的国家中，乍得、哥伦比亚、塞拉利昂、所

罗门群岛和索马里这些实例说明了如何在国家

计划和战略中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联系（见

表 7.1 至表 7.5）。很难将这种映射的结果与各

国进行比较，因为用于制作这些映射的方法并

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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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乍得国家发展计划支柱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表7.2　哥伦比亚国家发展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优先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加强和巩固国
家 统 一/和 平/
正义/平等和社
会凝聚力

●

促进和平治理/
巩固和加强内
部和外部安全

● ●

促 进 强 劲、 多
元、 包 容 和 可
持续的经济增
长

● ● ● ● ● ● ●

为更好的生活
和可持续发展
创造条件

● ● ● ● ● ● ● ●

资料来源：乍得总统，经济和发展规划部，2017年。国家发展计划（PND 2017—2021）：http://pnd.td/wp-content/uploads/2017/08/PND-2017—2021.pdf。

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国家规划部门，《国家发展计划：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新的国家》卷1和卷2，2014年，哥伦比亚国家印刷。

优先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基础设施和经
济增长的竞争
力

● ●

通过更好的教
育和卫生系统
实现社会流动

● ●

农村转型和绿
色增长旨在缩
小城乡差距

● ● ●

巩固福利国家 ● ● ● ●

变成一个更加
现代化、透明、
高效和有效的
国家

●



第7章      在冲突后局势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国家的挑战      169

表7.3　塞拉利昂繁荣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表7.4　所罗门群岛国家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资料来源：塞拉利昂政府，财政和经济发展部，《关于塞拉利昂目标适应问题的高级报告草案》，2016年7月。

资料来源：所罗门群岛政府，2016年。所罗门群岛2016—2035年国家发展战略，霍尼拉亚：发展规划和协调部。网址：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
files/linked-documents/cobp-sol-2017—2019—ld-01.pdf。

优先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多元化的经济
增长

● ● ●

自然资源管理 ● ● ● ●

加速人类发展 ● ● ●

国际竞争力 ● ● ●

劳动力和就业

社会保障 ● ● ●

治理和公共部
门改革

●

性别和女性权
益

● ●

优先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持续和包容的
经济增长

● ● ● ● ● ● ●

全国扶贫开局，
基本需求得到
解决，粮食安
全得到改善;发
展的好处更公
平地分配

● ● ● ● ● ● ● ●

所有所罗门群
岛居民都可以
获得包括教育
和健康在内的
优质社会服务

● ● ●

通过有效的灾难
风险管理实现有
弹性和环境可持
续的发展

● ● ●

国家统一，治
理有序，公共
秩序井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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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索马里国家发展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优先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和 平， 包 容 性
政 治， 安 全 和
法治

●

宏观经济和贫
穷

● ● ●

建立有效和高
效的机构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发展 - 私
营部门

● ● ●

生产部门 ● ● ● ●

人类社会发展 ● ● ● ● ● ●

基础设施 ● ● ● ●

建立韧性能力 ● ● ● ● ●

援助管理与合
作

●

性别主流化 ●

资料来源 ：索马里联邦政府，2016年。索马里国家发展计划（SNDP） ——争取复苏，民主和繁荣（2017—2019），网址 ：http://mopic.gov.so/wp-
content/uploads/2016/12/somalia-national-development-plan-2017—2019final14dec.pdf。

7.3.3　冲突后重建公共行政

正如《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0）》中所阐

述的，有能力、有效和具有包容性的机构和公共

行政，除了对一个充分运作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之

外，还有助于解决短期和长期发展的挑战。它们

有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整合国家愿景，

确保公民服务的响应性（包括司法和安全），并

超越冲突后建设和平。

建立或改革机构可以影响现有的权力结构，

从而使其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进程。在和平进程以

及冲突后，控制国家机构的行为者掌握着重要的

权力。在保持经济和政治权力方面，精英们通常

拥有既得的利益——这可以通过建立联盟以获得

大量的变革推动力来抵消。正如一些国家所见，

恢复旧的机构而不是改造它们可能会产生脆弱

性，降低信任程度，甚至在冲突结束几十年之后

导致贫困加剧 44。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重建公共行政管理体

制，可能会产生没有相应功能的空洞结构 45。从

业人员呼吁采取适合各国政治现实，机构能力和

不安全水平的选择 46。领导和公职人员所倡导的

规范、价值观和行为以及他们的专业能力——尤

其是一线提供者 47（所谓的“软”技能，而不是

“硬”因素，如形式或职能）——是机构力量的

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大多数机构发展计划并未

关注这些因素。在利比里亚，联合国特派团（联

海特派团）离开后，机构能力不足，财政空间有

限，无法继续维持整个国家的安全。解决办法是

建立小型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警察单位，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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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作为容易发生冲突地区的枢纽，以当地社区

为中心。该国还建立了对话平台，特别是在地方

一级，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 48。

与此相关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确保政府和公

共服务的过渡策略能够保持现有的能力，同时也

要更新人员。如何从可能在冲突阶段发挥作用的

“老警卫”的知识中获益，同时支持新一代完全

推进冲突后进程的公务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青

年可以在公共管理方面带来世代更新，使其更符

合社区服务的需要（见本章第7.4节）。

与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在处理体制挑战之

前，各国鼓励集中精力于机构能力，而冲突后的

国家在其他关键的恢复努力中，也解决了效率和

责任问题 49。

例如，布隆迪在2009年设立了财政收入办

公室，以解决公共行政的透明度，打击腐败和逃

税，保护发展资源。这一行动有助于恢复公平

和财政正义，增强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认识 50。尼

泊尔在其冲突后的重建中建立了一个反腐败中

心，成立了一个调查滥用职权的委员会，它有权

调查任何公职人员及其同伙之间的不法行为。利

比里亚采取了全面的四重国家反腐败战略，其中

包括 ：（1） 查明该国腐败的原因和态度，（2） 减

少腐败机会的措施，（3） 绘制该国的腐败状况， 

（4） 制定打破腐败行为的方式 51。此外，一些国

家如乌干达设立了专门机构来处理特别容易受到

腐败影响的部门 52，例如可能会加剧冲突的管理

自然资源的部门。独立的最高审计机构（SAIs）

在后冲突的环境中运作，可以对国家建设做出重

大贡献。通过开展审计并提高对其调查结果和建

议的认识，最高审计机构充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

中介 53，以了解脆弱性的关键来源并促进包容性，

透明度和问责制文化 54。

在尼泊尔，国家行政学院、和平与重建部、

尼泊尔警察和军队参加了强制培训，以帮助他

们将冲突敏感纳入公共事务。冲突敏感性也包

括在尼泊尔行政人员学院（NASC）和当地发展

培训学院（LDTA）的课程中。国家规划委员会

（NPC）也将冲突敏感因素纳入其规划指导方针。

缅甸和东帝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冲突后国家的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当局，甚

至比不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要致力于包容和落实

《2030年议程》，不让任何人掉队。公共机构需要通

过改变其制度、结构和做法以及核心信念，来揭示

这一原则的全部内涵。公务员必须接受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生产的想法。在这

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利用社会中可能愿意承担

风险的领导者，同时促进对话和融合55。

在暴力冲突之后维持公共服务改革需要加强

公共行政和管理发展机构以及相关大学的执行能

力。这些机构的任务通常是加强和维持公务员的

能力，以培养国家的所有权和协调能力。例如，

乌干达和加纳成功地实施了和平与发展敏感型改

革，设法提高了它们的公共行政机构的形象和能

力。后者作为公共部门的能力建设机构进行了根

本性转变，并伴随着改革进程 56。

7.3.4　预算流程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后冲突环境中，国家预算的有效管

理对于确保政策实施以及加强国家合法性和问责

制至关重要。一项协调一致、国家主导的全国性

方案能够促进综合的财务管理办法，并将投资引

导至各部委行政骨干服务不足的领域（如人力资

源、行政、采购、运营等），这是提高国家能力

的关键，例如东帝汶和阿富汗 57。在利比里亚，

为了解决“财政悬崖”的问题（见本章第2节），

国际社会进行了干预，以增加财政空间，为重建

提供资源。国家预算从8，000万增加到6亿 58 美

元。然而，大量外部资源的注入需要国家小心控

制，以防止腐败。

正如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一些处于冲突后

局势的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通过调整预算程序及

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相一致的周期，为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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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目标执行提供资金 59。例如，在塞拉利昂，

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纳入2016年国家预算 60。地方

政府财政资源的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对于支持

地方创举、建立激励机制、加强问责制是至关重

要的。哥伦比亚、莫桑比克或阿富汗等受冲突影

响的国家，逐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 61。

外部参与者都有不同的议程，这可能与政府

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优先事项不一致。由于它们

在冲突后设置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这常常会给整

合带来额外的挑战。尽管存在发展有效性原则，

要求与具有不同的授权机构进行互补，但连贯性

和一体化往往难以实现。一个连贯的国家愿景，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可以帮助调整外

部干预措施与国家优先事项（见专栏7.5）。

专栏7.5　将外部参与者的干预与国家优先事项结合起来的挑战

专家们似乎同意，在后冲突的环境中，无论是在财政支持、技术援助还是能力建设方面，国

际援助应由国家所有权的原则推动。他们也认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罗门群岛

是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2016—2035年国家开发计划 （NDP）被用作调整所有多边合作伙伴支持

的工具。国家开发计划五项目标之一是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有效治理，政府非常重视公

共机构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建立联系、合作以及伙伴关系，以便获得必要的支持和专业支

持，促进和平建设。

资料来源 ：专家对报告的解读。

7.3.5　防止重新陷入冲突

专家们一致认为，维持和平比获得和平更

困难，并强调最成功的预防战略具备内生性和局

部性，由地方和国家的行为者通过内部政治进程 

进行。

特别是，为了预防冲突发生，促进风险评

估和管理的集体方法、建立地方能力、致力于共

同理解和密切监测可能导致脆弱性的条件至关重

要。明确管理风险的责任（捐赠者、政府、利益

相关方）也很重要 62。这种预防的方法包括评估

风险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方案的执行、保护可持

续发展成果和促进恢复能力 63。

监测可能需要建立由数据和分析支持的早期

预警系统 64、65。政府内部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

协作可以帮助识别与冲突、气候变化、灾难、健

康等相关的多层面风险 66。例如，2002年，尼

日利亚开展了一项由和平与解决冲突研究所领导

的包容性战略冲突评估，该机构由外交部负责管

理。一年后，各国利益相关方和利益集团进一步

讨论分析了早期预警和预防冲突的因素。这一过

程最终形成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概述了将冲突

敏感性纳入政府机构的战略 67。此外，阿富汗在

2014年财政部援助管理理事会的领导下，促进了

包容性利益相关方分析。分析结果反映了进展指

标的脆弱性评估和识别 68。

7.4  在冲突后环境下的横向整合、纵
向整合和参与

7.4.1　横向整合

在冲突后环境中采取政策整合策略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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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帝汶和尼

泊尔等国促进了各部门之间的机构协调，以执行更

加综合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69。哥伦比亚政府设

立了一个高级别部际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和区域

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战略和行动计划。该委

员会由总统和政府指导，由国家规划部门负责人担

任主席，负责监督、跟踪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完成情况。在所罗门群岛，特别设立了民族团结和

解与和平部，以强调和平建设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该部促进不同部委和政府机构之间的

横向整合 （例如在安全或经济发展方面的任务），以

确保建设和平行动的一致性70。

专栏7.6　哥伦比亚的政策整合和包容性

哥伦比亚政府于2014年通过的国家发展计划制定了基于和平、平等和教育三大支柱的政府

战略和公共政策。

除了国家一级的政策整合机制之外，哥伦比亚政府还努力为地方决策提供一个包容性平台，

为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发声，并支持他们作为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在部长顾问对冲突后人

权和安全部门的领导下，为实现区域和平，政府还采取措施建立了法律和体制架构，同时制订了

快速反应计划，并预先选定了高度优先的部门和市政当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性通

过机构间冲突后理事会得到保证。

以建设和平为重点的区域发展计划，从重新融合和协调活动到经济发展，都在市政一级得到

了推广。这些计划还为冲突后时期建立了投资参数。中央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签署了多年具有约束

力的协议，作为促进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实体互动并帮助实施区域发展政策的关键工具。

哥伦比亚国家发展计划的四个重点中的两个是深化民主和人民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重建人

民与国家之间的信任。该计划指出，建设和平是一个参与性进程，必须从政府、国家机构、社会

组织、社区、私营部门和企业的对话中发展起来。通过与受害者有关的国家和区域论坛，冲突的

幸存者为政府与反政府组织之间的和平谈判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妇女和女孩是武装战斗人员、冲

突受害者和当地和平建设者，是哥伦比亚和平与发展关系的主要参与者。年轻妇女也参与到促进

该国和平谈判的进程中。

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起草的协定反映了受害者对获得基本服务的诉求和建议，包括将

土地归还给土著社区。这是一项关键的建设和平行动，考虑到该国冲突的一个驱动因素（其他因

素包括经济和收入差距、管理薄弱和在偏远地区缺乏安全）是农村人口是否能获得土地和自然资

源，特别是对妇女而言。解决这一不满被认为是防止哥伦比亚再次陷入冲突的优先事项之一。因

此，缩小城乡环境之间的差距被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的五个优先领域（见表7.2）
发展与和平方案（PDPs）促进了该国的多方利益相关方参与（2015年制定了23个此类的方

案，覆盖了哥伦比亚近50%的城市）。在基层和宗教组织的领导下，发展与和平方案召集了各种

各样的行动者，制定处理人道主义保护、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区域议程。一些发展与和平方案也设

法整合许多机构，包括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私营和公共实体机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

些由民间团体主导的倡议缺乏改变地方决策的必要权力、权威和合法性。一些社区抱怨说没有落

实通过对话集体参与制定和平与发展议程。和平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从这一经验中吸取了教训，

大力支持和平进程，并参与当地社区讨论与和平议程相关的项目。

资料来源 ：见尾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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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纵向整合

促进纵向整合和一致性需要平衡政治和技

术要求，以及协调中央层面的政治决定与实地情

况。在冲突后的环境中，确保国家和地方各级政

府之间的一致性和融合更具挑战性，因为地方利

益和权力可能会抵制中央权威。当地居民可能认

为国家权力结构“遥远且往往与他们的担忧和期

望无关” 72。例如，就也门而言，中心外围的整合

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在管理水资源方面，还有其

他方面的利益 73。挑战还包括国家的难以触及和

向领土偏远地区提供基本服务，这将对合法性产

生负面影响 74。

在国家与社区领导人 75 合作的地方层面建立

联盟可能有助于防止进一步的暴力 76。一些国家

已经投资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并训练社区成员

担任市政官员或社区助理，以加强国家当局和当

地居民之间的联系 77。例如，利比里亚的治理改

革委员会在其推进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下放的

战略行动中，已经确定了适当的机构来促进基层

代表和参与 78。

捐助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支持不

同级别的政府。答案很可能取决于实现不同目标

的优先次序，例如恢复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受冲

突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的公共服务，重建核心政

府职能。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在短期内

有更多的能力来提供服务，并且在政府结构中始

终存在尽可能低的“推动”服务实现的诱惑力。

在许多情况下，实行全国性的方案需要以一种分

散的方式进行管理。

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并不总能解决纵向整合的

问题。从长远来看，支持地方政府以加强中央政

府的利益，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在某些地方，

国家的分权与分裂之间的界限很微妙。权力下放

也可能被精英们视为一种威胁，这些精英在冲突

后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79。为了确保系统的一致

性和一体化，权力下放可以与教育、卫生、农业

等相关部门的其他改革一起进行 80，并通过谨慎

的行动依次进行。如果实施权力下放，就应该

妥善管理（阻碍地方精英的参与），以加强中央

和地方当局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例如，为此目

的，危地马拉建立了一个地方、区域和全国社会

理事会的制度，允许当地社区讨论问题，并通过

自下而上的程序进入国家预算过程。

专家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分权和集权的问题，

而是要在每个环境中找到最有效的方法81。例如，

在索马里，不同部族和小部族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和

资源共享被认为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最初该国

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从高层领导层开始形

成的集中管理制，但由于索马里部族之间的怀疑，

它们面临阻力，后来提出了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中

包括基层机构的发展，没有宗族派别和军阀的干

涉，以提高公众的觉悟来支持地方自治82。

为确保中央和外围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和平

衡，需要协调分配给联邦、省和市各级的能力和

资源 83。特别是，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能力建

设应以一致的方式平行进行 84。例如，2003年莫

桑比克政府采取措施建立了领土和平的法律和体

制架构，将区域政府作为法律实体，它们有义务

以参与性的方式编制战略和运营发展计划，通过

国家分散规划和财政方案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

府的协调一致性，于2010年启动并受中央政府管

理。这项国家性项目促进了地方政府在所有128

个地区宣传包容性发展（见专栏7.7）。

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可以通过契约或其他责

任制框架加强国家和地方一级的行动整合 （这种

契约也可能涉及关键的国家和国际伙伴）。地方

协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可以在区域和地方一级

同时进行 85。 这些协定还允许各部门和市政府协

调不同级别政府的不同收入来源。

7.4.3　参与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后冲突治理成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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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7　在莫桑比克重建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莫桑比克自1992年冲突结束以来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经历了20多年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增

长时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机构逐步实施关键的立法和治理改革，重新确立了地方政府的合法

性和权威性，并有助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从1998年起，政府通过参与制订当地发展计划，努力改善当地的服务提供情况，并促进当

地的发展。建立咨询委员会是阐明当地优先事项和当地社区与地方政府互动的手段。2003年实行

的立法将区政府作为法人实体，负责以参与方式制定战略和运营发展计划。地方政府成为财政转

移的预算单位。2005年，各地区首次获得投入预算。

政府随后采取措施加强地方税收征管，改善财务管理，提高公众问责制，并设计了一种地方

经济发展的方法，通过地区政府投资预算让基于社区的企业参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2007年，政

府邀请发展伙伴参与建设国家分散规划和财政方案。这个国家计划于2010年启动，由政府管理，

支持地方政府在所有128个地区宣传包容性发展。最后，在2013年，政府批准了一项权力下放的

政策和战略。莫桑比克在冲突后过渡到分散管理的主要经验包括：

（1） 在后冲突的环境中进行敏感的分权改革试点工作是建立国家和地方机构之间以及政府与

发展伙伴之间建立信任的有效手段。

（2） 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地方政府重新建立国家的合法性，是地方治理干预的一个可

管理和有效的切入点。

（3） 参与性规划是动员各方围绕发展优先事项达成共识，促进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促进

包容性发展，并减少再次发生冲突的风险的重要工具。

（4） 地方发展基金对加强地方政府规划和财务管理能力至关重要；他们鼓励以参与性的方式

编制发展计划，并有助于使规划过程合法化。然而，这些资金最终被纳入国家预算，以保证可持

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5） 即使在复苏似乎得到巩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机构的基础脆弱性可能仍然存在，并会因

自然灾害或冲突再次爆发而迅速暴露。 需要建立永久和有力的对话和参与机制来克服这一点。

（6） 成功的权力下放过程需要时间，在莫桑比克的情况下需要20年。在冲突后局势中迅速下

放权力很少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它将任务和责任转移到缺乏训练和资源的地方政府的脆弱基

础上。

资料来源 ：UNDP—BPPS写入《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17）》。

键因素。让所有社会群体参与进来，不仅符合

《2030年议程》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落后，

而且还可以塑造反映人民愿望和需要的国家的未

来共同愿景。利益相关方参与冲突后评估、关于

公民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协商，以及设计、实施、

审查和评价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行动，可以

帮助解决冲突的决定因素，促进向可持续发展 

转变。

在冲突后的情况下，让人们参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施的决策是非常关键的，但也是非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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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的。基础设施的中断、后勤方面的不足以

及安全威胁都可能对参与构成挑战。社区通常受

过创伤，出现社会分化，并且时常弥漫着不信任

的氛围。在后冲突的环境中，找出那些可能被边

缘化的弱势群体，也更具挑战性。在决策过程中

加入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可能会威胁到现有的权

力拥有者 86。社会团体也可能因资源竞争而分裂。

当缺乏合法性是冲突的根源之一时，人民和国家

之间缺乏信任就更加严重 87。

哥伦比亚等国的经验表明（见专栏7.5），允

许人们参与冲突后的重建和转型以及制定包容性

的政策和战略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基

于包容性参与的法律和宪法框架，为和平发展奠

定了愿景和基础。例如，在南非，载有该国改革

提案的白皮书已向公众分发，并得到广泛的评

论。这一进程确保了公众参与，是实现国家更大

统一的有效工具。

冲突后的环境为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了参与和

制订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行动计划或战略发

展的机会，并让各国政府负责执行这些计划。参

与式预算在后冲突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使当地

社区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合作，加强服务提供，并

确保支出用到那些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尼泊尔

于1999年通过了“地方自治法”开始实施参与式

预算，从那时起便成功地培训了当地社区并使地

方机构更多地参与到当地的决策过程 88。

联合国一直强调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以

便让少数群体发声，加强他们参与重建和建设和

平的努力，并在冲突后的公共行政方面投入资 

金 89。各级公共行政部门在确立体制安排方面具

有关键作用，这些安排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使少

数群体、土著地区和其他弱势群体参与影响其生

活的决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打破根深

蒂固不平等的机会。特定群体，特别是那些被经

济发展过程边缘化的个人和社区，可以通过精心设

计的激励措施积极参与。例如，尼泊尔通过向宗教

领袖提供预防冲突方面的能力发展，以减少不同社

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冲突多发地区促进了多方利

益相关方的相互关切对话。主要由女性和受排斥群

体组成的社区参与阻止了国家政治僵局期间的冲突

升级。它还允许进行关于土地改革的包容性对话，

这是实现稳定和减少贫穷的关键因素，同时可以解

决包括性别暴力在内的社会问题90。

2012年，东帝汶政府通过了一项国家乡村发

展计划，这个计划旨在通过社区管理的基础设施

建设来改善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这个项目给

社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决定（并全权负责）他们

村庄的重点发展项目。同时通过培训加强了社区

群众对财务问题的理解 91。

一些政府努力让传统机构及其领导人参与冲

突后的治理，他们可以为冲突后的重建创造一个

包容性的愿景。像酋长们这样的传统机构的领导

在当地社区交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往往会

对社区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他

们可能比正式的机构更有能力运作。因此，让他

们参与冲突后的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些机

构可能并不总是按照外部参与者希望看到的标准

行事。在所罗门群岛，政府认识到传统结构和制

度在阻止村级小冲突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正在制

定立法来赋予这些传统结构权利并使之制度化。

性别平等和各种利益相关方（青年、老年

人、残疾人等）的决策参与也对建立社区弹性，

防止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至关重要 92。例如，

卢旺达的经验表明制度化地参与促进了对话，共

同致力于解决共同需要，共同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以达成共同商定的发展目标。这也有助于建立持

久的民族间信任，加快社会结构的重建，并最终

促进社区对发展进程的作用 93。妇女参与决策过

程中所会面临的冲突挑战包括 ：（1） 缺乏安全感 ；

（2） 基于性别的暴力 ；（3） 重新考虑妇女在社会中

的角色定位 ；（4） 妇女同时参与创业和护理活动

带来的挑战 ；（5） 缺乏包容性政策。

2000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确认了妇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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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平建设和冲突后改革（例如裁军、安全、司

法、宪政和选举进程）的重要性 94。妇女参与制

定冲突后的决策对于扩大联盟和确保决策服务于

更广泛的人口群体至关重要 95。例如，妇女在重

建利比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是众所周知

的。在2012年塞内加尔全国大选期间，当该国面

临与选举有关的暴力前景时，妇女领导组建和实

施了“预警应对”中心 97。 2010—2013年，在

斐济举行的和平与发展圆桌会议也见证了女性领

导人在促进民间领袖与军事临时政府达成协议方

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98。

有效的参与战略确保男女权利平等 99 和机会

平等。这包括解决因缺乏教育机会 100、土地和其

他生产资料而造成的社会文化障碍，以及在冲突

后妇女所面临的不成比例的保健负担和给妇女赋

权 101。为了确保妇女参与的长期影响，加强妇女

参与预算编制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在阿富汗

进行的，旨在促进性别敏感的预算编制）102，她

们也可以通过参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单位，负责监

督冲突后所产生的民间社会组织 103。

妇女协会可以集体发声，参与不同的决策过

程来维持和平。南苏丹 104 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络的

情况就是这样，该网络与来自非洲各邻国的青年

和妇女接触，以维持马诺河次区域的和平。利比

里亚的女律师协会帮助敏感的冲突后社会提高了

性别敏感度 105。

让妇女作为公共行政机构的决策者，可以更

好地实现注重性别敏感的规划 106 和预算编制流

程以及满足妇女的需求 107。布隆迪、科索沃、卢

旺达、东帝汶和乌干达的做法是通过设定配额来

提高妇女在制定后冲突国家治理战略的地位，因

为她们也是公共机构的决策者。经验还表明，妇

女参与安全和司法部门对将妇女问题纳入地方治

理，扩大公众对作为公共权力持有者的妇女的信

心以及打击对妇女的犯罪（特别是性暴力）具有

积极影响 108。例如，在阿富汗、利比里亚和乌干

达，努力增加警察中的女性代表人数 109。

应对冲突后传统文化障碍重新崛起的情况，

需要将领导能力发展措施与旨在解决社会对妇女

的成见和促进妇女参与媒体、社会动员、网络和

宣传活动的行动结合起来 110。例如，巴基斯坦妇

女和青年的广泛参与旨在改变关于妇女在社会中

角色的不公看法，并将她们描绘成社区中重要的

和平行动者和变革推动者。总而言之，在冲突后

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需要在地方和国

家当局的发展规划中有系统地将性别平等目标纳

入主流 111。

在冲突后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遭受

战争祸害的年轻女孩和男孩组成的 112。有些人可

能是作为儿童或青年士兵参与暴力活动。发展与

和平专家普遍认为，允许青年表达自己的需求和

愿望并参与决策是使为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得到成功的关键 113。

两年前，安全理事会第2250号决议 114 呼吁

青年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可以有更大

的决策权，并鼓励各国政府建立机制，使青年人

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进程。安全理事会2016年第

2282号决议进一步强调了青年在预防和解决冲突

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115。该决议还强调青年

组织作为维持和平努力的伙伴作用。

让青年参与是一项挑战，需要消除冲突后社

会中对青年的陈旧的观念。一方面，青年可能被

视为“潜在的危险和暴力”，另一方面则可能被

认为是“冷漠、脆弱、无力和需要保护的人”116。

虽然青年常常渴望能够参与决策，为建设和平做

出努力，但是公共机构和行政部门往往无法让他

们有效地参与其中。从业人员强调，要扭转这一

趋势，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这些领导必须具

有坚定的公平感和社会正义理念 117。因此，在查

明和处理导致社会排斥年轻人的因素之后 118，公

共机构可以让他们积极参与，成为重建社会和平

的贡献者 119。

经验表明，在冲突后环境下，青年可以成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者120和变革的积极推动者121，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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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在社区之间搭建桥梁的强大潜力122。在地方

一级，国家权力在暴力冲突后可能会减弱，国家经 

验123表明以青年为重点和青年领导的运动、网络、

行动和组织为维持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

一个年轻的前战斗人员组成的网络为促进利比亚的

和平做出了宣传努力。一些国家政府已采取措施，

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和体制改革，解决青年在决策

方面的有限参与。例如，伊拉克政府已经设立了一

个青年咨询理事会，由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组成。

此外，卢旺达政府还向街头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提

供了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心理社会支持，以加强

他们在冲突后恢复方面的参与124。

青年还可以参与旨在促进创业的活动，利用

他们倾向的创新性技术，来为加强可持续发展做

出努力。将解决人们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转化为

适销对路的服务，将有助于促进青年就业和生产

参与，降低激进化的风险。

公共机构和行政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政策可以解决教育差距问

题，创造就业机会，让青年充分参与冲突后的环

境。例如，在巴尔干地区，青年教育不仅被认为

是培养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而且还有助

于长期的社会重建和理解由暴力造成的社会分

裂。南非的非政府组织支持政府通过青年教育解

决冲突后的分歧。

青年领袖促进计划可以建立下一代公务员的

领导地位。例如，在阿富汗（70%的人年龄在30

岁以下），政府在努力任命500名年轻人担任领导

职位（副部长和一些部长级职位）。

7.5　结论

本章探讨了在冲突后局势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的整合方法的影响。

一般来说，遭受冲突后的国家会面临对以

下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优先排序的问题 ：

获取快速收益，恢复国家的基本职能，朝可持

续发展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预算不

足的情况下，与狭隘的财政空间，由于资产遭

到破坏而导致财政基础减少，公共行政部门的

收入动员能力较低有关，经常会伴随着大量的

债务。有限的资源可能会因腐败和非法的金融

以及资本流动而变得更加稀缺，从而可能进一

步助长冲突。

由于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当局经常遭受严重

的冲突，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和平

和包容性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更加难以实现。

重要的是，诸如教育、基础设施、卫生、社会保

障和基本服务等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可以为解决

不同群体的不满问题提供关键工具，并有助于在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重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冲突后环境中采取整合策略是至关重要

的。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跨部门协调结构，专门用

于执行冲突后恢复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

的广泛战略。《2030年议程》通过可以促进解决

冲突后局势的整合办法。这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范围广泛，它包括对冲突后干预的所有至关重

要的组成领域，从人道主义行动到重建国家的基

本能力到长期发展。一些国家已将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为框架，以调整其长期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

预算程序等其他工具。然而，制定基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协同增效的综合政策虽然至关重要，

但在冲突后环境中仍是困难重重。各国可以根据

“适宜性”，在其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中按优先级

和顺序采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适宜性”的

选择是由政治经济因素驱动而不是以包容性的方

式决定的，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国家对冲突后发展道路的所有权必须具有包

容性，并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从长远来看，

国家需要变革政治文化以使包容性置于中心地

位。冲突后国家的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要比

不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加致力于落实《2030年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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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让任何人掉队。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行动计划的发展为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和制订

这些计划提供了机会，并且使政府对实施这些计

划负有责任。在冲突后环境中特别重要的是少数

群体参与重建和建设和平的努力。

有能力、有效和包容性的机构和公共行政部

门除了对一个充分运作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之外，

还有助于解决短期和长期发展的挑战。它们有助

于形成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综合国家愿景，确保

及时提供公民服务（包括司法和安全），并在遭

受冲突之后建设和平。

公务员必须要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并提供公共服务。为了促

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他们需要利用社会中可能

愿意承担风险的领导者，同时促进对话和融合，

这是成功实施冲突后治理的关键因素。

此外，促进制度化的能力建设与协作以查明

和处理民众的不满，有助于避免重新陷入冲突，

特别是当由于排斥产生冲突时。建立或改革机构

可以影响现有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其成为实际上

的政治进程。在保持经济和政治权力方面，精英

们通常有既得利益——这可以通过建立联盟以获

得关键的变革推动者来抵消。

特别是在冲突后设置中，国家预算的有效管

理对于确保政策执行以及加强国家合法性和问责

制至关重要。如本章所述，将国家方案变得协调

一致，促进财务管理办法整合，并将投资导向各

部委的行政骨干服务不足的领域（如人力资源、

行政、采购、运营等），这是加强国家能力的关

键因素。

外部参与者都有不同的议程，这可能与政府

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优先事项不一样。因为他们

对冲突后治理非常重视，所以这常常会给整合带

来额外的挑战。一致的国家愿景，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实施计划有助于使外部干预与国家优先

事项协调一致。

在冲突后环境中，确保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

之间的一致性和整合具有挑战性，因为地方利益

和权力可能会抵制中央权威。将权力下放给地方

政府（即放权）并不总能解决纵向整合问题，若

支持地方政府的代价是强化中央政府，最终可能

会产生负面结果。如果实施权力下放，就应该妥

善管理（阻碍地方精英的参与），以加强中央和

地方当局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通过中央政府和

地方当局之间的契约或其他问责框架，国家和地

方层面的行动整合可能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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